

版权信息

社会生活、社会态度和观念意识：以全国六省市调查为例

作　　者：翁定军　马　磊　马艳凤

出 品 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刘冬雪

装帧设计：孙豫苏

设计执行：徐　妙

出 版 人：何林夏

出 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版权信息



丛书总序 城市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



前言



第一章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三、中国中间阶层的历史变迁





第二章 阶级和中间阶层研究回顾

一、阶级分析传统和新进展



二、中间阶层相关研究回顾





第三章 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一、中间阶层的界定



二、研究问题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基本情况





第四章 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与分布

一、职业标准下的中间阶层及其规模



二、中间阶层的收入分布和学历分布



三、中间阶层的区域分布



四、中间阶层的年龄、性别和政治面貌分布





第五章 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消费、休闲与工作

一、从家庭消费看中间阶层的经济功能



二、中间阶层的消费方式



三、中间阶层的住房、闲暇生活和出行方式



四、中间阶层的工作方式





第六章 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

一、中间阶层的组织参与



二、中间阶层的社会交往



三、影响体制内组织活动参与因素的分析





第七章 中间阶层的心理世界：从主观认同、生活感受到生活信心

一、中间阶层的主观认同



二、中间阶层的生活感受



三、中间阶层的生活信心



四、生活信心的影响因素





第八章 中间阶层的心理世界：从社会态度到阶级意识

一、中间阶层的社会冲突判断



二、中间阶层的政治倾向



三、中间阶层的群体态度



四、从群体态度看阶级或阶层意识



五、阶级意识及中间阶层意识的讨论





第九章 中间阶层的行为意向：个体行为倾向

一、行为倾向、攻击倾向以及研究假设



二、行为倾向变量的构建及调查结果



三、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





第十章 中间阶层的行为意向：集体行为参与意向

一、集体行为的研究视角



二、中间阶层集体行为参与状况和参与意向



三、研究假设和数学模型



四、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影响因素





第十一章 中间阶层的再探讨：从冲突意识看中间阶层

一、不同视角下的中间阶层



二、从冲突意识看中间阶层





第十二章 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与制度建设

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



二、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



三、关于社会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



四、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





参考文献



后记



丛书总序　城市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

2011年末，中国城镇户籍人口达到6.9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51.27%。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真正进入了“城市时代”。城镇人口比例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组织方式、社会管理模式、资源分配方式、阶层分化方式、居民生活方式、社会风险治理路径的深刻变革。

不可否认，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城市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这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显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与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传统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并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间上的不断扩张、区域规模上的逐渐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人类的社会文明逐渐向农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的工业化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种革命性变迁，它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知识社会向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社会的三次大转型。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也是三次工业革命相互叠加的过程。其中，第三次转型将导致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一批新兴产业诞生与发展以替代已有产业，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最终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共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与传统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以信息化带动的、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动力，注重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质优价廉的商品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第二，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工业化。要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从而大大增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后劲。第三，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

中国的都市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是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速流动与配置利用，人类活动及其成果与效应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互动、整合与协同。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协作化、技术同步化、生态共生化和人类认同化。

都市社会还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进入现代社会，“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它既来自于自然，也来自于社会。危险、灾难、灾害、威胁、不确定性、可能性、不安全在一定意义上与“风险”是同义的。风险是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危险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和认知。来自于纯粹自然意义上的“风险”一般被称为灾难、危险或威胁。来自于社会的风险，是人类行为和决策的副产品，指的是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其他不可预测的结果。风险的存在体现了人类理性的力量，也暴露了理性的限度。风险的重要性不在于风险本身，而在于其附着的对象。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同时，也进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高风险时代。中国社会目前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制度转型迅速、社会差距扩大、代际断裂和人口结构失衡、信息的流动与控制失效、生态环境恶化、与生活质量和安全相关的生活风险加剧等方面。这些现代风险在中国城市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此，如何从社会政策、公共政策上保证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分享，预防和治理各种阻碍城市经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各种社会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引下，政府越来越重视通过实施各种社会政策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正在进入“社会政策时代”。

在一般意义上，社会政策被理解为国家或政府制定的关于社会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目的是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的核心是解决市场经济中公民的社会风险问题。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事业政策，诸如国民福利、人口、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人口、婚姻与家庭生活、社区及社会公共环境、宗教、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社会治安、社会行政管理等。广义的社会政策对应着各种社会问题的预防和解决；狭义的社会政策仅仅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重点是为了改善弱势群体（如劳工及贫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而推出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和规定。本丛书是在广义上来理解社会政策的。

一般认为，社会政策起源于1837年德国学者组织的“社会政策学会”。第一个给予社会政策以科学概念的是瓦格纳（Adolph Wagner）。1891年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社会政策是运用立法和行政手段，调节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的分配不均问题。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有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系统科学等学科的加盟，源于社会福利理论的社会政策才逐渐成为具有开放性、交叉性和系统性等特点的独立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

与社会政策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政党、国家等公共权力组织为处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管理而制定和实施的公共行为规范、行动准则和活动策略。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来源于政治学和行政学，意在从规范意义上探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通过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研究，为高质量的社会发展政策提供咨询。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这两个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常交替使用，很多研究者把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当做同一个概念，只是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当然，在实际研究和操作中，也有研究者把二者截然区分开来，认为它们隶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对象，二者的行动主体和作用客体是各不相同的。公共政策的主体更多的是社会权威机构，以政府和利益集团为核心进行政策制定和决策分析；社会政策的主体是以政府为主导，更依靠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发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功能。公共政策偏重权威资源的调配，其制定和决策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整体布局上解决问题；而由于有社会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社会政策有可能关注具体而微观的个体生活困境，直接面向需要解决困难的社会成员。

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引发的城市社会问题的众多争论可以概括为：到底是应该用市场调节办法来解决或缓解城市社会问题，还是应该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来预防和治理城市社会问题？与其说城市社会问题的预防和治理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毋宁说它更应该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市场手段可以自动地治理城市社会问题，那么政府的政策调控就是不必要的；如果市场手段不能解决问题，当然就需要政府干预；如果市场机制的解决是部分的，那么政府的政策干预就必须是适度的；如果市场机制作用太小，那么政府干预的力度就必须加强。我们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市场机制在预防和治理城市社会问题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这种作用的效果如何？政府的政策调控和宏观干预又发挥了何种效力？这种效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除了政府和市场的调节机制，在社会发展领域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配置和调节的力量，即社会力量。要使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得到落实，离不开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孙本文先生认为社会建设是社会学经世致用功能的集中体现，他将社会建设视为依据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民的愿望所从事的各种社会事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提出的社会建设，是指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通过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治理、改进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等工作来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和社会生活领域及其发展过程所进行的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及为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调节手段和机制，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与政府的行政运行手段相比成本要低得多，比单纯的市场调节更能保证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

新时期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目前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着一些困境，表现在社会组织的注册、运行、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解决这些困境需要以法制化、制度化的方式来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但是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不应仅是控制，还应该包括服务、监督和扶持。

不同的社会组织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或称代言人，因此要拓展协商民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鼓励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不同社会组织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得到表达，不能延续以往的社会组织发展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传统格局。

重视网络组织、草根组织在拓展协商民主、创新转型中的积极作用。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达到5.38亿，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也是网络社会组织、网络社群最多的国家。另外，除了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还活跃着大量未经注册的草根组织，虽然这些组织在名义上是“非法的”，但却发挥着正式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降低社会组织注册的门槛，使大量活跃的网络社会组织、草根组织合法化，是拓展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从单主体的以控制为主的社会管理走向多主体的社会治理的一个有效渠道。

“都市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丛书是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085工程规划项目“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子项目“社会学一流学科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该项目围绕“国际大都市社会发展与治理”这一核心论题，从优化都市社会组织和管理入手，直面全球化、信息化、后工业化多重背景下中国特大城市社会的快速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秩序重构和社会管理创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探索国际大都市社会发展与治理的规律；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复杂性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确定性为背景，聚焦社会风险的形成机制，探索社会安全的管理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本丛书虽然从广义上来界定中国特大城市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但是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城市社会问题。以“国际大都市社会发展与治理”为核心，重点追踪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理论脉络，探讨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内在关系，分析社会组织治理、街居制的历史变迁、城市贫困家庭治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新二元结构及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都市卫生风险、青少年成长危机、城市老龄化等领域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变化轨迹和发展趋势，为认识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成因及其解决路径贡献我们的智慧。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张文宏


前言

本研究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将从事各类技术工作、各类企事业单位、各类组织中的办事人员，销售采购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私营业主界定为中间阶层，运用2012-2013年上海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大型全国问卷调查“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的数据，以社会冲突意识为指标，探讨中间阶层对于社会稳定的功能。

本研究将中间阶层看作一个形成性问题，职业地位（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是中间阶层形成的物质基础，主观认同或阶层认同、生活感受等生活层面的心理因素是中间阶层形成的心理基础，社会交往和组织参与是中间阶层形成的外部条件；生活层面的心理因素沿着“稳定化”和“扩散化”两条线索演化：稳定化指表层的、不稳定的心理因素经长期积淀逐渐向相对深层的、稳定的生活信心、个体行为倾向转化；扩散化指人们会将生活层面的有限经验扩散到对宏观社会现象的判断和认识中，形成一定的社会态度，并使社会态度带有一定的情感投射色彩。两条线索最终汇聚于冲突意识或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

本研究按此演化线索，并结合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组织参与，采用交互分析和建立数学模型两种定量分析方法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冲突意识的关系，最后串联这些关系，以回答中国中间阶层形成与否和中间阶层是否具有社会稳定功能两个研究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直接或间接影响冲突意识的因素是众多的，但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都比较微弱，不存在影响冲突意识的“决定性”因素。本研究由此认为：冲突意识是在多种因素的“微扰”下形成的，是各种微扰因素“同向”运动的结果。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对冲突意识的影响作用同样如此，其内部的某些群体具有一定的冲突意识，另一些群体则不具有，群体内部的差异淡化了群体之间的差异，模糊了群体之间的界限；而且不同的分析方法会得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本研究采用交互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是中间阶层是集体行为的积极参与者；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结论则是中间阶层是集体行为的退缩者。因此，中间阶层是否形成有赖于理论预设，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视角会得到不同的“中间阶层”。综合上述结果，本研究认为中国是否存在“形成”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即客观位置与主观意识相一致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尚难以断言。

这是带有明显“否定”含义的结论。但本研究还得到两个“肯定”含义上的结论：一、从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梳理出三个相对独立的冲突意识影响因素：生活信心、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三个因素对冲突意识的影响方向是：生活信心低的人冲突意识强，持“自由竞争”政治倾向的人冲突意识高于主张“国家调控”政治倾向的人，社会交往增强冲突意识。二、根据这三个因素与“职业”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可能参与集体行为，但参与的原因不同，以体力、半体力工人，营业员为主体的社会下层群体主要出于较低的生活信心而参与，中间阶层主要出于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而参与，而相对广泛的社会交往则是中间阶层参与集体行为的外部条件。


第一章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以改革开放前后为界，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主要是打碎解放前“陈旧”的阶级结构，在农村和城市都实施了比较彻底的阶级改造，重塑了社会的阶层结构。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权力主导社会资源分配，家庭出身、单位制和城乡二元分割是形成这种分配格局最重要的次级制度。（张宛丽，2000）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全新的社会政策干预下，社会从否认经济分层，回到了再次承认经济分层的社会结构、承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的不平等秩序；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了多种职业选择的自由；资源配置方面，从改革以前主要通过政府干预直接进行配置，转变为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巨大变迁，导致了众多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包括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在内的一些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中国也尝试了多种缓和、缓冲社会矛盾的机制建设。（李强，2013）

本章将简单回顾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历史，重点讨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情况。最后通过对中国中间阶层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界定，对中间阶层的形成过程与目前的发育状况的阐述，试图探究中国中间阶层产生和演化的历史脉络。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基本阶层结构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矛盾理论所规定，通过人为地消灭资产主义私有制，并人为地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实现。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和政治分层，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使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永远从事农业，做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社会流动性完全固化，农民想转变为工人或城市居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着制度性的障碍。陆学艺（2003）指出，这样的社会流动机制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使国家缺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因而也就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步。

具体来说，1949-1957年，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一方面要逐步地“消灭剥削和实现大同”，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旧中国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所以又必须“努力发展经济”，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必须允许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在农村，共产党用革命的手段剥夺了地主的土地，把它平分给了农民；在城市，主要是进行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用赎买的方式，改造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李强、邓建伟，2002）

这一时期，社会分层与分化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赤裸裸的经济剥削关系。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打碎了旧中国的阶级体系，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从而为新生政权奠定了合法性之基础，证明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领导阶级的合法地位。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阶层主要由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

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认为，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李培林，1995）

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党的八大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论被抛弃，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并进而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这一思想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而且会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些思想成为“十年动乱”中概括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的主要依据，并在实践中带来严重的恶果。

具体来说，在1957-1978年，这一阶段所划分出来的阶层实际上已经不再具备经济分层意义了，这一阶段的社会分层，实际上就是政治分层，即主要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之中，为了满足阶级斗争的需要，一批又一批的政治阶层被不断地制造出来，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在这一时期，主导性的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此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策导向。这一时期，官方界定的“两阶级一阶层”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处于人民民主专政对象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则不在此列。

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形态深受国家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偏好与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的主观判断，左右了整个社会客观阶层结构的形态。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文革”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深刻反思，平反了一大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明确规定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这些政策调整意味着一个重大变化，即新时期进行阶层分析的出发点，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把思想观念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而是从物质利益的原则出发来调整利益格局。有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影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划分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政策调整、所有制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李培林，1995）

这一时期，中国改变了以身份论阶层的做法，改变了原来以阶级出身成分作为选拔干部、人才标准的做法，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虽然还未彻底改革，但已经有了不少改进。农民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可以从事农业以外的各种职业，工人、干部也可以跳槽、下海、经商办企业，有了择业的自由。总体来说，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虽然还有一些制度性限制和障碍，但是每个人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向上流动改变自己原来社会地位的机会和可能。（陆学艺，2003）

尽管先赋性因素还在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自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相比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机会是面向所有公民的，是开放性的，已经不再受个人的出身、成分、家庭背景、户籍等的限制，只要你自己努力，就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的理想。（陆学艺，2003）

（一）20世纪80年代的阶层结构

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战略重点的确立，旧的政治分层体系开始瓦解，人们之间在政治地位上的差异开始急剧缩小；同时，以收入、财产差异为标志的经济意义上的阶层观又逐渐建立起来。中国社会提出了允许和鼓励社会上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而“先富起来”的口号，并迅速付诸实施，成为一种社会政策。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中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新富阶层，经济收益较多的新的阶层体系逐渐凸现出来。这一时期人们力图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框架之内来重新认识当时现实生活中开始萌生的社会分化现象，从政治路线上保证了不对个体户、知识分子等群体“抓辫子”、“戴帽子”，使得在政治分层中由国家政权所“表述的阶级结构”实现了朝向“客观的阶级结构”的回归。例如，把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企业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都看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

这一时期，社会资源的分配模式不再根据人们的政治身份进行单一的划分，而是出现了权力、市场和社会关系网三种力量并存的局面。（张宛丽，2000）体制外的新生群体占有资源大幅上升，如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主，合资、外资或私营企业中的高级雇员等；工人群体经济地位下降、内部分化，雇工阶层社会地位不高，老弱职工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干部群体的阶层地位变化存在争论，主要围绕着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后，原有权力精英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展开（这一点，第二章还会详细展开）；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分化，知识的回报有待提高；私营企业主群体迅速成长，成功的企业主往往会利用与权力精英的社会关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1980年中叶至1990年初叶，这一时期我国经济领域不断地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再分配与市场机制并存下产生的贫富差距及社会不公平问题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社会经济的变迁已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以收入分层为基础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分层机制正在逐步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政治分层机制。

这一时期，就“阶级”和“阶层”概念是否有实质性区别的问题，有的主张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关键是操作层面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有的则建议把二者区别对待，认为韦伯的阶层概念比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更宽泛，更具现实指导意义；还有的则认为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等概念的覆盖范围依次减少，它们都是有用的概念，但阶级概念的覆盖范围最广。

当时的人们纠缠于阶级、阶层的概念区分，只是表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力图引入西方的多元分层观点，但又害怕违背了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因为当时采用“阶级”一词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采用“阶层”一词则似乎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针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阶层结构，许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观点，如两阶级一阶层论、两阶级三阶层论、三阶级论、三阶级一阶层论、三阶级三阶层论、四阶级论、四阶层论、三形态论、利益群体结构论等。（张宛丽，1990）当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时期阶级、阶层结构的不稳定性、变动性，指出了在阶层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传统阶级分裂出来的边缘群体和一些跨越不同社会集团的群体，如乡镇企业中的职工、城市中的知识分子等。多数学者承认，即使按照大阶级的思路，把全社会划分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私人企业主阶级，每个阶级内部也是存在着多种阶层的，并且每个地区阶级内部的阶层构成也存在差别。

无论如何，对当时的社会结构的判断，一个共识是：当时的社会主要是由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干部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群体组成的。至于整个社会分成几个阶级或阶层，依据不同的划分、合并标准，却又有不同的结论。例如，有的学者把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统称为工人阶级，把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划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农民则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而存在。

张宛丽（1988）对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社会分层研究的文献回顾表明，在当时，我国社会学界对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取向、概念界定和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方面都存在争议。对于社会分层理论，有的学者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有的学者则认为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如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更有现实意义，还有的学者则倾向于使用利益群体和权力分配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

例如，王颉（1987）就主张“阶级”是“集团”、“群体”的同义词，并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三个阶级，分别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半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包括中高级领导阶层、企事业管理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各行业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工人、合同工，以及私有企业的雇工；个体工商业者只有少量资本，没有雇工，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工人阶级；半资产阶级主要指私营企业主；农民阶级是一个正在急剧分化的不完整的阶级，包括农村各种专业户、流动于城乡之间以农村为依托的经商户、贩运户、运输户、工匠及从事其他不固定职业者，这个群体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将成为工人阶级、个体经营者和半资产阶级。

朱庆芳（1990）则强调所有制的重要性，认为是所有制结构决定了阶层结构，主张从所有制结构来分析社会的阶层结构。他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所有制形式大致有全民、集体、合资、个体和私营，相应地，可将全民、城镇集体、合营等三资企业职工（包括知识分子）划分为工人阶级，农村集体劳动者和家庭承包制的劳动者为农民阶级，改革中新出现的城乡个体劳动者为小资产阶级或阶层。据他引用的统计结果，1988年全社会劳动者共计54334万人，其中工人阶级为8966万人，比重由1978年的17.2%降到了16.5%；知识分子阶层为4642万人，比重由6.5%上升到了8.5%；农民阶级为38398万人，比重由76.3%降到了70.7%；城乡个体劳动者共2305万人，占4.3%；私营企业主24万人，雇工360万人。

另外在这一时期，还有学者特别针对农村现实，提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划分方法。例如，陆学艺（1989）把农村居民划分为8个阶层，从低到高分别是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企业的农民工人阶层、雇佣工人阶层、智力型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与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的社会管理者阶层。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变化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经济领域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结构，公有制经济本身在改革的实践中也出现了承包制、股份制、租赁制以及其他国有民营的经营形式。就工人来说，按所有制划分，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合资合营企业工人、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雇工等。产业结构方面，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者比重显著上升。1978-1993年，在全国社会劳动者构成中，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从70.5%下降到57.4%，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从17.4%上升到22.4%，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从12.1%上升到20.2%。

就农村的社会结构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构成中，主要包括：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个体或合伙工商劳动者和经营者、私营企业经营者、受雇劳动者、乡村干部、文教科技和医疗卫生工作者、家务劳动者和其他劳动者等多种类型。

总之，产业结构的变动使那些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职业群体无论在人数比重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都大为增强，深刻的职业分化使原有的同一阶级内部出现了具有不同经济地位和利益特点的社会阶层，原来相对重合的收入、地位、声望三个社会序列发生了分离，特别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使改革后新出现了一个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个体私营业主阶层。

在这一时期，国内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分析模型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第一种角度是从社会资源配置关系来动态地研究中国人的地位获得机制和社会分层结构，力图勾画出中国独特的社会流动规律；第二种角度主张从利益群体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得与失；第三种角度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层研究中应强调国家和政治机制的重要性，认为政治过程可以直接改变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的本性和价值；第四种角度是从市场社会的兴起过程来看待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是由自由市场转型及相应的产权结构变化所引起的；第五种角度提出应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我国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

例如，有学者仿照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模式（李春玲，2001），根据中国城市不同的生成组织方式，把中国城市居民划分为公有制中的科层官员阶级、私有经济中的私有资本阶级、混合所有制中的企业家阶级、跨国企业中的跨国资产阶级、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小资产阶级、公有制中的工人阶级、私有经济中的雇佣阶级，以及混合经济中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等11个阶级类型。

还有学者从精英的视角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孙立平，2006），指出中国的改革正进入一个社会结构断裂的局面，强势精英群体左右国家政策的制定，底层群体逐渐形成。但断裂的社会并非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因为社会不同阶层彼此缺乏有机联系。

在分析社会断裂的同时，孙立平（2009）还进一步阐述了近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分析模式发生的重要变化，指出最主要的特征是结构的定型化，从而导致了社会阶层分化逐步朝着阶级化型塑。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以及掌握公权力、制定资源分配规则的一批人，并未把社会带领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来，这似乎与当年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相违背。孙立平（2009）认为这些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失衡，逐渐成为当今较为显见的碎片化的社会生态。同时，社会结构的分析模式也从阶层分析向阶级、从实体向关系转换。

三、中国中间阶层的历史变迁

（一）中间阶层的界定

中间阶层，又被许多学者冠以“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阶层”等称谓，但实际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中等收入者并不完全等同于中产阶层群体，就二者的关系来说，中等收入群体只是中间阶层群体在经济收入方面的表现。“要生产一个一定规模的稳定的中产阶层必定要经历一个扩大中等收入者的过程。中等阶层的产生不仅是收入和财产的量的积累过程，更是各种阶层特质和社会属性由差异向统一、由异质向同质、由变动向稳定的发展过程。”（王开玉，2006）但除非特别说明，在本书中，我们将不加区分地使用“中产阶层”、“中间阶层”、“中间阶级”等概念。

马克思对中间阶层提出过两种相左的观点。马克思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比较鲜明地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会不断扩大，社会的中间阶层会不断落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马克思说：“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则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李强，2011）

矛盾的是，马克思本人在其著作中也曾经表达过中间阶级并不是日益缩小，而是有所扩大的观点。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马尔萨斯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采用机器作辩护时说：“李嘉图在这一章中要努力解决的正是这些矛盾。他忘记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大，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生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李强，2011）这里，马克思不但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级不断扩大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中间阶层可能承担社会稳定功能的论断。所以，如果全面考察马克思的理论，就会发现，马克思对于中间阶级的发展也表达过不同于他的“无产阶级化”的理论见解。

但是，刘长江（2006）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和考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中间阶层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学者们研究的中间阶层（所谓居于社会客观位置中的中间层），财产状况和财产关系也并非是马克思、恩格斯划分中间阶层的唯一标准，阶级意识、政治与社会地位及文化心理都曾被马克思、恩格斯纳入中间阶层研究的范围。

近年来，“中间阶层”一词在中国大众媒体上铺天盖地，并引起了公众甚至部分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真正的中间阶层。对此争论，周晓虹（2006）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归纳、解释：一是对英文middle class的误读，“在中国大陆，因为长期以来对middle class的习惯译法都是‘中间阶层’，它自然强化人们对‘财产’多寡的过度重视，而忽视现代中间阶层或者说新中间阶层的职业特征”；二是人们易混淆“中间阶层”和“中间阶层社会”的区别，中国的确已经出现了中间阶层的雏形，但离真正的“中间阶层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三是对中间阶层及其社会属性的高估，公众往往对中间阶层寄予了包含更大的社会责任的期望。

表1.1概括了传统的三大社会分层理论视野中的中产阶层观。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他并不认为中间阶层是一个稳定的阶级，而是认为，随着资本的不断集中，中间阶层的大多数（所谓“老中产”）将落入无产阶级队伍中，并成为社会冲突和动荡的革命条件之一。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与前工业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阶层不断分化并重新组合，中间阶层并未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逐渐消失，相反出现了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新兴职业群体（所谓“新中产”），“白领”阶层的规模也在不断膨胀。

因此，社会学理论层面的中产阶层研究必须进行拓宽和深化。新马克思主义依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对经济资产、组织资产、技术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来界定中间阶层；新韦伯主义强调市场能力，即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将自己所控制的资产产权进行市场交易的能力，根据个体市场能力的大小来界定中产阶层。

表1.1　不同分层理论视野中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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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选自马磊、孙明（2008），有改动）



社会中间阶层不是一个社会阶层，而是由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若干个社会阶层所组成的。在国外有新老中间阶层两部分组成，主要依据财产有无来划分：老中间阶层是指中小企业主和中小农场主，他们都是有产的；新中间阶层是指中小企业经理人员、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为主的阶层。（陆学艺，2003）

周晓虹（2005）对中间阶层的概念、历史演化脉络、新老中间阶层的分类，以及全球化对中产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认为，新中间阶层不具备财产所有权，他们是与工人阶级地位相接近的雇佣劳动者；另一种观点如“服务阶级”理论则认为，新中间阶层与资产阶级的地位更为接近，他们体现了资产阶级或功能的某种延伸，因为他们承担了先前由资产阶级承担的监督管理或服务功能，同时他们也和资产阶级一起分享了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马磊、孙明（2008）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有着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特点。中国新老中间阶层的区分，需要更多考虑社会转型的制度背景，而不是简单地按照生产资料的多寡与雇佣关系的逻辑进行研究。除了收入（财富）单一标准和多维度指标的综合分析外，还要充分考虑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社会转型背景，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界定标准问题才会取得坚实的学术积累。

尽管在中间阶层的定义和操作性测量方面，不同的、甚至理论取向相互对立的学者已经更加趋向一致，即把职业分类作为界定中间阶层的最重要的测量指标；但关于中间阶层的角色和作用，经验研究却显示出不同的结果（李培林，2011）：有的表明中间阶层是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有的表明中间阶层是传统秩序的堡垒，有的表明中间阶层是稳定渐进的工业化力量，也有的表明中间阶层是民主化的激进动力。有关中间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理论回顾，将在第二章中展开。

李培林（2011）认为在中国，研究中间阶层的难点表现在：第一，中间阶层比重很小，群体边界不清晰；第二，由于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性较强，以职业为主要指标定义的中间阶层，在经济地位上呈现出偏低的特征，且与民众的主观定性判断产生较大差异，与商业机构从收入消费水平或消费取向界定的中间阶层也存在较大差异；第三，中国的城乡和地区差异较大，以职业为主要指标定义的中间阶层与主观上认同社会“中层”人群很不吻合，甚至存在背离的现象。

表1.2总结了近年国内有关中间阶层构成的几项代表性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中国中间阶层的界定还缺乏理论共识。对中间阶层界定和估算时所采用的数据虽不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比较接近；学者们还倾向于把新老中间阶层区分开来。一些学者试图提出不同于西方已有理论的新框架，以更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的中间阶层进行概念化和类型化。但这些概念和类型化的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通过多种途径和研究设计予以比较和检验。

表1.2　近年有关中国中产阶级规模与构成的代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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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选自刘欣、马磊（2011），有改动）

李春玲（2003）利用2001年末的全国调查数据，从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等四个维度测算了中国中间阶层的比重和特征。职业中产包括党政官员、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所占比例为15.9%；收入中产依据受访者所处区域的平均收入水平划分，所占比例为24.6%；依据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划分消费中产，所占比例为35%；有46.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此外，作者依据上述四项指标，综合划定了中产阶层的规模，在适龄人口中占4.1%，在总人口中占2.8%。

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各个维度的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和消费分化以及主观认同差异等）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因而不能造就一大批人在各个维度上都处于中间位置，并由于这种共性而产生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从而在文化价值方面整合整个社会。

刘欣（2007）则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并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五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他使用CGSS2003数据对中国城市阶层结构的分析表明，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上层占7.6%，中产下层占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总的看来，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离“橄榄型”的中产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

一项后来被社会各界广为引用的研究是陆学艺及其团队（2002）的“十大阶层论”。他们根据对组织资产、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其中，他们划分出的社会中间层包括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管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和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统计表明，它们共占全部受访者的18.3%。

李强（1999）也提出了新老中产阶层的概念，不过他划分的依据是年龄。对一些大城市资料的分析表明，年轻新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老中产阶层。李强（2005）进一步指出，社会要培育出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群体，至少需要四个条件：一是产业结构的变迁，二是职业结构的变迁，三是收入分配的调整，四是教育的发展。他估计中国中间阶层占全部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的15%，并认为中国的中间阶层要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主体，还需要40-70年。

他所划分的中间阶层包括：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外企白领，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经营比较好的企业的职工层，个体和私营经营者。他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产阶层，首先，中产阶层的各个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上述四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其次，中国中产阶层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再次，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是受到国家间贸易地位和贸易条件的制约的。（李强，2004）

（二）中间阶层的形成与发育

从世界各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历史经验看，这些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都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所谓两头小，是指拥有较多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因而处于最高和较高社会等级地位的阶层的规模比较小，只有较少资源或几乎不拥有什么资源，因而处于社会等级地位较低和最低的社会阶层的规模也比较小。所谓中间大，是指社会已发育、培育成了一个庞大的中间社会阶层，他们拥有相当多的各种资源，足以使他们过上小康甚至比较富裕的生活。他们是政治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先进文化创造者和消费者。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这个国家、这个地区也就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经济社会事业就能够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陆学艺，2003）

1949-1979年的30年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只有中间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周晓虹，2002）。中国的中间阶级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其中，还可能包括了国有企业中的职工。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而不是所谓“中间阶层”。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间阶层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影响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中间阶层是由这样几部分人群构成的：第一是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第二是1978年以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第三是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第四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第五是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第六是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周晓虹，2006）

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还是一个中低社会阶层过大，上中层刚发育还没有壮大，而最上层和底层都较小的结构，形象地说，是一个洋葱头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据陆学艺（2003）课题组的推算，截至2002年，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约为18%。这个规模比美国1950年、日本1975年要小，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这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稳定，这是当前中国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李强（2004）也认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阶层利益多元化、碎片化的趋势，表现为：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比较严峻；社会性结构紧张局面严峻；中间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比例过小。

对中国中间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一来自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面临的财富分配问题；问题之二来自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问题之三则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周晓虹，2005）

就中国中间阶层的特征来说，周晓虹（2002）把他们称为“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但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间阶层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在周晓虹眼中，中间阶层又分为两类，一类起源于体制内，或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政治后卫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或党和国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联系决定的。因此，他们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另一类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并且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教养和体面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他们一方面反对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却不会拒绝社会变革，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

之所以说中国中间阶层的消费是前卫的，是因为他们不仅在消费上走在其他阶层的前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他们的这些消费特征和趋势，无疑获得了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提倡。

就中国中间阶层的成长来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权力中心，就是与权力中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有一部分是依赖不平等的竞争，或利用国家体制和政策上的漏洞获取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数虽少，却占有了相当多的社会财富。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的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间阶层的成长与发育。


第二章　阶级和中间阶层研究回顾

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思和韦伯都曾重点提出过阶级及其相关概念，并使用各自的视角来研究当时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近现代时期，对社会不平等和阶层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布迪厄的结构化的建构主义等新理论层出不穷；围绕着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利益得失的变化而产生的学术辩论，也拓展了传统社会不平等和分层研究的理论适用范围。

就中国中间阶层而言，“中间阶层”一词是伴随着2000年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开始频繁进入公众和学者视野的。尽管学界和大众媒介所讨论的中间阶层群体形象实际上差别很大，但不可否认，在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讨论中间阶层，通常寄予了人们对公民社会中一个合格公民所扮演角色的期待，也包含了社会管理者对培育这一群体从而发挥其社会稳定器功能的无限遐想。

本章将着重回顾有关阶级和中间阶层研究的相关理论脉络，重点围绕中国中间阶层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几个方面而展开，包括：中国中间阶层研究重新找回马克思理论的学术号召，中国中间阶层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是否清晰可辨，中国中间阶层是否一定能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发挥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以及当前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生活方式有什么新动向。

一、阶级分析传统和新进展

（一）阶级分析的古典理论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一种“关系”理论，这里的关系是指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其理论分析的基点在于社会成员与社会资源的关系性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性质。（李路路，1999）

1.阶级起源

马克思较多地从分工的角度研究了社会分层。他认为阶级起源于分工和私有制，阶级现象的出现同生产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李强，2011）他本人也指出这是他对于阶级理论做出的三个贡献之一。对于这一思想，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作了较为清晰的说明。他认为，所谓阶级现象“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就是说，当生产力有一定发展而又未高度发展，当社会的总产品还不能充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当社会的剩余产品还只能满足少数人的较高需求时，社会就必然产生阶级。

阶级分化乃是源于社会分工和相应的经济结构。（李金，1993）在分工问题上，马克思区分了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他认为，自然分工是分工发展的起点。分工起初是性别差异造成的，后来，由于天赋（比如体力的差异）发生了自然分工。自从有了社会分工，私有制便产生和发展起来，而分工和私有制使社会上形成了对立的阶级。

2.阶级形成

要理解马克思所谓的“阶级形成”，首先要理解什么是阶级。阶级是占有相同经济地位的群体，特别是指一个集团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或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这样说来，阶级讲的是经济地位。但如果阶级仅仅是经济地位，那么，我们可以在统计上将所有具有同样经济地位的人放在一起而称之为阶级。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阶级还具有行动上的意义吗？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有真实社会互动的、有社会行为意义的社会群体呢？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马克思预言工人阶级会联合起来，形成共同行动。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被社会抛到了底层，共同的被剥削的经济地位会促成他们的共同行动。马克思曾被这个问题困扰，他多次预言工人阶级革命的到来，但又一次次没能够实现。

如果仔细考察马克思的思想的话，可以发现，马克思认为阶级形成有两个阶段，即“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与“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所以，马克思的观点是，阶级的形成有两个阶段，有了共同的经济地位和利害关系只是第一个阶段，有了真实的社会互动、社会行动和政治组织以后才是第二个阶段。

马克思以此解释经济地位与阶级行为、社会态度不一致的情况。他认为，一个人所处的客观经济地位最终一定会通过这个人的思想行为表现出来，但这要有一个过程。比如，工人的思想态度可能与其经济地位并不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的经济地位不起作用，而只是说明，这些工人尚处在“自在阶级”。

3.阶级模式

它指的是阶级体系是怎样构建的。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模式，学界存有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派观点，即认为马克思是两个阶级的模式、三个阶级的模式和多阶级的模式。（李强，2011）所谓两个阶级的模式，学者一般是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资产阶级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一个数量日渐减少的资本家阶级和一个数量日渐增长的工人阶级。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各种过渡性的中间阶级。（李金，1993）

所谓三个阶级模式，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说：“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个模式显然受到古典经济学家一分为三图式的影响。另一种是按照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占有大规模生产资料的、占有有限生产资料的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分别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所谓马克思的“多阶级模式”，是指马克思在具体的国别研究中列举的阶级。比如，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列举了六个阶级，即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马克思列举了七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农与中农、佃农、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

4.韦伯的阶级理论

韦伯的阶级理论主要讨论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模式，并区分了三种权力分配形式，即阶级（经济）的、等级（身份）的和党派的。韦伯认为，真正导致共同行为和阶级利益的，归根结底是市场状况，人们对市场机会的占有是表现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的机制。（李路路，1999）

韦伯并不认为可以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去统一地概括人们的各种社会差别。他认为阶级源于社会的经济秩序，而地位群体和政党则分别是地位秩序和法律秩序的结果。韦伯认为地位群体可能比阶级有着更为一致的利益认同。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利益关系的纵横交错使韦伯的冲突模式与马克思的两极对立阶级模式相去甚远。韦伯虽然并不否认阶级间的冲突，但他似乎更强调市场竞争导致的阶级利益分化和阶级内部的冲突。

（二）古典分层理论的新进展

李路路（1999）回顾了社会分层领域的最新研究流派。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取向是，认为阶级仍是社会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某种职业分类，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对中间阶级或阶层的界定而言，马克思笔下的“小资产阶级”已经为管理和技术阶层所取代，因此，需要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严格的调整，重新定义阶级。

新结构主义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强调在社会分层和地位获得中那些个人特征之外的“结构性”因素，最为新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结构性因素，主要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经济部门和产业部门、内部劳动力市场、组织特质、产品和服务特征、受分割劳动力市场制约的职业经历及其相关因素等。

林南等人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网络结构观，该理论强调人际关系、个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个人从关系网络中摄取资源的能力等方面。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一种金字塔结构，所处位置越高，摄取资源的能力越强。该理论认为，社会资源的积累会影响个人地位的获得，同时，它也可能转化为后代未来的先赋性资源。

还有一种观点主张把历史因素引入分层机制研究，认为社会分层机制不仅受到政治经济制度的作用，同时，国家政策、领导人的政治决策也会影响不平等的形成。国家通过改变社会群体的相关资源来改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并导致社会流动类型的改变。

布迪厄对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理论的贡献是所谓的建构的结构主义。（刘欣，2003）在作阶级划分时，布迪厄将资本总量、不同资本的构成比例以及资本拥有状况的时间维度结合起来，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复杂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更具特色的是，布迪厄揭示了阶级惯习与人们在消费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品位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品位差异对阶级建构和阶级认同所具有的意义。

布迪厄认为，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实际上是以因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不均匀分配所致的客观社会结构为基础的。他既反对建构主义的阶级观，也不赞同客观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介于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具有中等量的资本，追求炫耀的品位。布迪厄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惯习具有禁欲、死板、守法以及重视各种形式的积累的倾向。

李路路等（2012）则进一步深入讨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他们认为，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其一，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其二，分析思路上的“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其三，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三）对近阶段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探究

对中国市场转型和分层机制的研究，强调社会不平等产生和影响的制度背景。这些学者集中研究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精英的形成和替代模式，讨论了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和机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应将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对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李路路，1999）

刘欣（2003）指出，有关“市场转型/精英再生论”与“权力持续/精英循环论”的争辩，核心问题是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的分层机制，也就是泽兰尼所概括的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相联系的独特分层机制，在市场转型中是否具有连续性的问题。倪志伟先以“市场转型论”断言官僚权力的作用不断式微，并最终会为市场权力所替代，而后又在回应别人的批判时将其修正为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非连续性（或再生的性质）的二元体系。“权力持续论”者的观点虽不尽一致，但都断言了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具有延续性。

刘欣认为以往研究并没有讲清楚公权力在市场转型中参与生活机遇分配的机制（刘欣，2003）。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里，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来源的特权，即公共部门授予的官僚特权或统治特权，和基于市场契约的市场特权。无论是在市场统治结构中还是在官僚统治结构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人都会因拥有权威而拥有了索取剩余价值或利益的特权。随着市场的扩张，产生了新的经济角色，从而出现了新的权力形式，而这些新的权力形式会使干部保持甚至扩大他们的利益，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可能使他们进入新的经济实力集团。在中国，权力结构对于生活机遇分配的影响依然十分重要。

进一步地，刘欣（2005b）认为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如此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

基于上述论断，刘欣（2005a）从再分配能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三个维度考察中国社会分化的制度基础，提出了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权力衍生论”的新解释。使用2003年武汉市的抽样调查资料，作者对权力衍生论的相关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权力衍生论比“权力转移论”和“权力持续论”都能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循环或精英再生现象。

此外，林宗弘、吴晓刚（2010）也提出了一个整合了各类资产类型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式。他们认为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是导致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据此，他们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李友梅（2008）则采用了一个新视角，从风险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她引用贝克的“风险社会”观点指出，人类所有行动都已被卷入到风险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风险成了当代人类的一个基本生存环境。风险社会的发生一方面有制度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同媒体的发达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密切关联。在晚期现代性阶段，风险处理也将成为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风险社会不仅仅是从风险现象和风险意识分布的强度和深度来讲的，更重要的是指风险分配导致的社会分化对重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根本性作用。

二、中间阶层相关研究回顾

（一）阶级分析重返马克思

仇立平（2006）主张在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时，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思路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主要有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利益群体三种取向，而我国的社会分层领域偏重于静态的描述性的研究，对于关系型研究着力不多。此外，仇立平、顾辉（2007）在回顾了2004-2006年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进展后指出，判断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和形态（倒丁字形还是其他）、社会结构断裂的讨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形成的原因和中国工人阶级再造、对中产阶层的认识等问题是未来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研究的重点。

冯仕政（2008）对重返阶级分析的基本呼声及其学理和历史原因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冲突日趋严峻的形势下，不重返阶级分析，不足以对中国社会不平等做出足够完整和深刻的研究。他试图澄清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这两种范式的内在逻辑、解释能力和适用范围，并指出，分层研究和阶级分析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假设和信念不同。前者是功能论的，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社会不平等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市场性的资源配置过程。而后者是冲突论的，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社会不平等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对抗性的权力强制过程。两种范式在研究主题、价值立场和方法论上的差别都只是这一基本假设的派生物。

（二）中间阶层的阶级（阶层）意识

中国的中间阶层是否缺乏阶级认同？近期的一些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一致的发现是，客观阶层位置高的阶层，阶层认同不一定强，特别是对中间阶层而言，这一阶层不但阶层意识模糊，而且阶层认同程度不高，阶层认同的结构分裂。

客观的社会结构分层和经济社会地位，要通过主观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才能与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关系。（李培林，2005）中国城市中认同中间阶层的人数，可能远比客观社会分层数据显示的要庞大得多，这个以青年人、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管理层为主体的力量，其价值取向、社会态度、意识形态正在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选择的重要因素。

李培林（2005）根据一项全国规模的社会调查资料，发现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

此外，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而主要表现为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而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数相对较多，这表明中国即便在城市社会中，也还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认同的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数比例相对偏高的现象，有可能潜藏着一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对此进行更深入研究。（李培林，2005）

李培林、张翼（2008）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GSS2006）的数据，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作为三个基本维度，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中间阶层规模以及中等收入者的规模进行了测算。他们把这三个指标都符合中间阶层标准的人群定义为“核心中间阶层”，把其中两个指标符合中间阶层的人群定义为“半核心中间阶层”，把只有一个指标符合中间阶层的人群定义为“边缘中间阶层”。

他们比较了“客观中产”和“认同中产”在社会态度一致性上的差异。“主观认同中层”的社会态度一致性非常显著，而“客观中间阶层”却没有显示出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偏好。据研究结果，我国目前的中间阶层在全国占12.1%，在城市社会中占25.4%，但这个所谓中间阶层，目前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阶级”。（李培林、张翼，2008）

张翼（2005）利用全国调查数据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的阶层冲突意识。他发现，那些收入并不低却在参照群体中将自己认同在最下层的人们，更易于生发不满；那些真正位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生发物质性冲突的可能，但这种冲突并不直接指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客观阶级并不必然形成阶级意识，因此也形成不了大规模的阶级对抗；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公正是当前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

此外，基于对一项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李春玲（2004）也发现，处于社会底层的农业劳动者与失业、半失业、无业者具有较高的阶层身份认同，其次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再次是个体工商户与产业工人，而身份认同最低的是经理人员、办事人员、私营企业主和商业服务业员工。

总体而言，处于社会顶层的阶层和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内部身份认同率较高。对于顶层阶层的成员来说，由于地位优越感并且想垄断某些特权以稳固或维持其优越地位，会强化其阶层内部的身份认同和强化与较低阶层的区别。对于底层阶层的成员来说，由于极度的失落和强烈的不满情绪，会增强阶层内部的身份认同和对于较高阶层的仇视心理。

相反，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阶层，其阶层成员的内部身份认同则较低，因为多数人想要通过各种方式（职业和职位晋升、模仿较高阶层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等）进入更高的社会位置，所以他们不会强化同类人之间的共同意识。（李春玲，2004）

（三）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

近期对中间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社会学研究内容丰富，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中间阶层所谓的社会稳定器的政治社会功能预设不是不证自明的，其成立是需要一定调节的。

胡联合、胡鞍钢（2008）认为对政治的冷漠使得中间阶层有可能从“稳定器”转化为“异化器”，对此观点，他们给出了两点解释：1.中间阶层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民粹主义，在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小资产阶级（传统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没落的阶级，既反对“大企业”背后的“大资产阶级”，又反对“大工会”和工人运动，即同时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有着强烈“地位恐慌感”的中间阶层，“很自然地选择了民粹主义的道路”；2.当代的中间阶层（新中间阶层）普遍对政治有一种无力感和冷漠感，是“政治的局外人”，“新中间阶层缺乏团结，也没有机会成为独立的集团或政党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也没有公共地位，只有作为个人在摇摆不定和犹豫彷徨，在政治上缺乏热情、漫无目的”，因此，他们很难充当政治上的“平衡器”。（胡联合、胡鞍钢，2008：4849）

图2.1总结了中产阶层可能不能承担起稳定、整合社会功能角色的第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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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中产阶层非社会“稳定器”功能的第一种情况



中国的新中产阶层较传统中产阶层在政治态度上更积极，这表明这个阶层的成员“希求从政治上保护自己的财富或提升社会地位的愿望强烈”。在国家与社会转型中，一方面，如果“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具有话语和行动表达的空间”，那么，“中间阶层的政治抱负就会被政治转型所消解，这个社会就会在改革中趋于平稳”（张翼，2008）；相反，如果其“话语和社会行动空间被约束和压制”，无法有效“寻求实现参与政治的渠道和方式”，就容易滋生被排斥感。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通过“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影响和动员社会大众”，并“设法谋求其他社会集团的支持”，“使中间阶层诉诸‘革命’的可能性及‘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大增”。（胡联合、胡鞍钢，2008）

图2.2总结了中产阶层可能不能承担起稳定、整合社会功能角色的第二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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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中产阶层非社会“稳定器”功能的第二种情况



根据体制内外的不同起源类型，李路路、李升（2007）把中国中间阶层划分为“内源型”和“外生型”两种类型，并考察了这两类中间阶层在代际延续性、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等阶级性格特征方面的差异。利用CGSS2003数据进行分析表明，两类中间阶层确实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的社会结构背景可能造就出不同的中间阶层性格特征，它们的社会功能需要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来进行分析。当代中国的中间阶层仍然是一个差异性群体，很难形成一致的社会行为。

在再分配体制下产生的“内源中间阶层”具有较强的代际延续性，在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方面相对保守，这使得他们至少在现阶段很难成为激进社会运动的领衔者；而产生于市场条件下的“外生中间阶层”，由于其产生与形成更具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在政治意识上会较为激进，在消费意识上也会较为前卫。

李春玲（2008）使用“东亚中间阶层比较研究项目”提出的六阶级分类框架，结合历年人口普查数据、1%人口抽样数据和其他统计数据以及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测算出2006年中国新老中间阶层合计占总人口的38.4%。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现象目前主要表现在收入和消费领域，人们通过收入的标准和一些标志性的大宗消费物品就很容易发现中产人群，并且感受到这一人群的数量在增长。

对新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分析显示出，目前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很难用简单的两分类来加以判断，我们无法明确判断目前的新中间阶层持有的态度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

李春玲（2011）延续了她上述的研究。她利用一项2006年的全国调查数据，区分政治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态度特征，分析了中间阶层的主要态度倾向。研究发现中国中间阶层内部存在着多种价值取向，既有保守主义的成分也有自由主义的成分，中间阶层在当前肯定是一种社会稳定力量，但其未来走向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张翼（2005）利用全国调查数据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的阶层冲突意识。他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的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有条件的，利益相对剥夺感比客观阶层地位更能影响人们的冲突行为。如果某些中间层的社会成员，在国家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其收益曲线下滑，而这种下滑的趋势又长期得不到改善，那么，这些中间阶级或阶层，就会滋生对现存社会合法性的质疑，这会威胁社会的稳定。

另外，中间阶层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兴起，也会伴生出他们在政治上的诉求——体现其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存在，这同样会滋生改变原有制度的冲动。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发展病”，即在原有落后状态下，人们在旧制度格局中，本能够适应原有的制度规约，但在发展将变革机会带给社会成员时，那些利益相对受损或欲求过高阶层的不满就有了表达的渠道，其对社会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怀疑就会在发展所提供的社会空间生出胚芽。

张翼（2008）利用CGSS2006全国调查数据，分析了当前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与其他各阶层相比，中产阶层的社会批判意识渐趋显化，其政治态度也并不保守；在中产阶层内部，“新中间阶层”比“老中间阶层”更具“社会改造”风险；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向“社会中层”的认同，能显著增加社会稳定性；社会公正的维护与各级政府形象的改善有利于抑制各类冲突的发生；在社会稳定意识的培育上，政治身份的作用渐趋式微。

他指出，中产阶层并不必然是社会稳定器。不管是“老中间阶层”，还是“新中间阶层”，都具有相对较大的社会改造风险。他们对当地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的评价较低，对当地政府也表现了较差的信任程度，社会公平感也不高，他们对未来社会发生冲突的心理感受也最强烈。那种假设中产阶层是社会上层阶层与社会下层阶层冲突的缓冲器的观点，是一个未经我国社会所验证的观点。

李友梅（2005）对中国中间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城市白领的社会心理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以白领为主体的中间阶层之所以能担当起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和社会行为“指示器”的积极功能，是因为中间阶层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上与国家管理体制之间存在着较为畅通的沟通机制。中国中间阶层要发挥“推动器”的作用，决定于新兴中间阶层的在政治上的各种诉求在什么程度上得到容纳。并且她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间阶层，其社会功能是不一样的。

她进一步指出，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虽然在职业分布上开始接近于西方的社会阶层结构，但上海白领阶层的形成所寄寓的体制背景、所关联的社会基础及其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与西方社会作为中间阶层主体的白领阶层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在西方社会中，白领阶层能够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市民社会和文化传统有着必然联系的。其实，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就产生于以白领为主要构成的中间阶层。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其社会结构特征与社会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社会。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说要提升上海白领的作用时，并不意味着我们肯定上海的白领群体在其社会文化功能上会完全发展成为西方社会的中间阶层。

上海的白领群体在社会心态上有四个主要特征：在整体上有一种焦灼感与压力感；经常会有“强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参与”同时表现的行为；该群体从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的分享上，都存在着一种断层；尚未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公共知识体系和价值认同。

以上有关中国中间阶层稳定器功能的认识，在理论论证、经验发现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大的分歧。理论思路、中产划分标准、资料的可比性等，都可能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可比性。该问题仍需基于全国性样本、具有可比性调查资料的深入探讨。（刘欣、马磊，2011）

（四）中间阶层的社会生活方式

伴随着中国中间阶层的形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在悄悄发生变化。除了周晓虹教授早期指出的“消费前卫”这一特征之外，他们的消费态度、消费模式、生活品位、社区生活文化等，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对2007年北京市中间阶层的抽样调查发现，中间阶层家庭的中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相对较高；在大多数消费项目（房贷、子女教育、服装、食品等）支出上不存在明显差别，普遍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消费行为逐渐显现；中间阶层以实物消费为主，服务消费的意愿不高，消费行为比较理性。他们认为，中间阶层追求彰显身份的消费模式已经形成。（胡建国、李春玲，2009）

周晓虹（2007，2010）分析了全球化和国家政策对中国消费主义形成和在塑造中间阶层过程中的影响。他认为，全球性消费品市场的形成，促进了中间阶层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国家为了维护政治稳定而推行的消费政策，则进一步强化了中间阶层消费文化的形成。例如2000年后，在国家启动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中国中间阶层的消费结构开始升级，从耐用消费品向住房和汽车两大主要消费品转变。

吕大乐、刘硕（2010）以北京的一个中产居民社区为例，探讨了中国中间阶层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形成问题。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他们发现，中产社区的道德秩序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处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之间的矛盾（例如社区养狗扰民、半公共场所的着装影响他人视觉感受等问题）时，中间阶层成员所秉持的平衡原则、对中产社区其他成员生活行为方式所抱有的社会期待，都与传统单位制下集体社区生活存在明显差别。他们认为，一种由共同生活体验所带来的中产文化与生活方式正逐渐兴起。


第三章　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中间阶层不是一个定义问题，而是一个“形成”问题。但是，对于中间阶层的探讨，必须从定义开始。本章首先从职业的角度界定中间阶层，然后从中间阶层形成的角度提出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问题，最后介绍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

一、中间阶层的界定

中间阶层是一个看似明确、实则模糊的概念，它属于阶级或阶层范畴，是阶级或阶层两极之间的“中间层”。如同阶级或阶层，中间阶层的划分标准是多样的，人们可以从职业、经济收入、财产、学历、权力、生活方式、个人声望等多个角度进行划分，这些标准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和刻画了社会的“中间层”，也导致了不同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多种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同时并存，使“中间阶层”变成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

本研究试图从中间阶层的社会生活、社会交往、主观意识、观念态度等各个方面探讨中间阶层的社会作用。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界定中间阶层，确定一个贯穿始终的视角或标准，多视角、多标准的划分方法难以达到这个目的。尤其是定量研究，必须首先根据某一标准，构建一个明确的“中间阶层”变量，否则，定量研究无从谈起。

中间阶层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随着社会技术进步而兴起的一个社会力量。人类社会的进步同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运用息息相关。人类历史上每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和深远的影响，技术进步促进劳动过程的专业化、科学化和自动化，导致职业的分化，迫使劳动力必须接受相应的专业化训练，这就产生了掌握这些技术的职业群体。“职业”是“技术”的承载者、运用者和实践者，职业分化伴随着技术进步，体现了技术进步。职业的差异形成社会地位的差异，尤其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以职业的专业技能要求高低形成了一种职业分层。

职业分层构成了社会分层各种主要维度的基础，扮演着连接社会生活中不同制度和领域的角色，从而具有重要意义：经济收入是决定人们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但经济收入主要来自职业；教育水平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教育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获得一定的职业地位来实现的；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条件下，常常成为一种特殊的万能的资源，在社会分层中占据显赫的地位，但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基本上是与组织相联系的，政治权威和科层制权力主要是通过一个全职工作来行使的；声望标志着一个人的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但它来源于教育水平、收入、职业、权力等各种因素，或来源于这些因素的综合。

正因职业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意义，本研究从职业的角度界定中间阶层，根据人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技术含量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三个阶层：一是以农民、无业者、零工短工为主体的社会底层群体；二是以体力半体力工人、商店营业员为主体的社会下层群体；三是以技术工人、各类技术人员、学校教师、医院医生护士、各类办事人员、销售采购人员、各类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为主体的中间阶层。为简单起见，将中间阶层内部群体分为四个阶层：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管理阶层和私营业主阶层，见表3.1。

表3.1　中产阶级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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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构成了本研究的分析起点，我们以此对调查对象进行归类，进而分析这些职业群体所具有的社会影响。本研究的分析资料全部来自抽样调查数据，调查对象就是社会大众，调查数据中社会上层群体所占的人群比例极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表3.1的分类中没有包括社会上层群体。

按照上述标准对社会成员进行划分，得到的是一个社会成员的职业“层次分类”，反映了社会成员在社会资源占有程度上的差异。按任何其他标准去划分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一个反映人与人之间差异的“层次分类”，只要这种差异能排成一个序列，也都能得到一个“中间”层。这样的中间层是一种客观状况，在经验对象上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当人们用“中间阶层”、“中间阶级”这样的概念来指认这样的中间层时，“中间阶层”所反映的却不是经验对象而是观念对象，首先中间阶层的存在与否、规模大小以及社会影响等均取决于理论预设，是由理论规定的，在不同的理论之下，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或社会资源，都会得到不同的“中间阶层”；其次即便按照某种标准或社会资源划分出的“中间阶层”，如果仅有相似的“客观”状态而没有相似的意识、行为意向或现实行为，那么，这样的“阶级”只能是统计意义上的群体而不是行动意义上的阶级或中间阶层。

对于阶级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有所区别却又相互联系的视角：一是通过阶级探讨社会结构、探讨社会不平等的状况或原因，这时的阶级只是社会不平等的反映，可看作一种客观状况，但不是行动意义上的社会群体；二是把阶级看作一种改变社会结构的社会力量，社会不平等将导致改变不平等的阶级行动，这是行动意义上的阶级，与行动相联。本研究探讨中间阶层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必须把阶级与行动结合起来。

但“阶级”很奇怪，有时有行动，有时没有行动，为了解释为什么阶级有时候有行动，有时候却没有行动，马克思提出了“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别，认为财产关系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只是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客观基础，阶级的形成在于人们“阶级立场”的产生，即基于阶级境遇所产生的阶级觉悟、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这样，“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达伦多夫提出了“准群体”与“利益群体”的区别，认为从“准群体”发展成为“利益群体”是统治与被统治双方产生社会冲突的现实基础，具有一定的组织者和基于共同利益意识之上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是“准群体”成为“利益群体”的重要条件；汤普森则干脆从动态的角度将阶级与阶级意识看作一体，认为共同的经历与共同利益的意识，两者的结合产生了阶级，两者是同时发生的（汤普森，2001：1-2）；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研究了“阶级关系的结构化”，认为形成结构的阶级必须将阶级意识包括在内，而不能将阶级意识仅仅看作附属物，阶级意识甚至在阶级的形成中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所以阶级意识也是结构化的最为主要的构成部分。在分析结构化的时候如果仅仅分析结构化的客观因素，那几乎是仅仅关注了阶级的一半而忽视了另一半（Giddens，1975：113）。这些观点说明，正是阶级认同、阶级意识等主观观念的东西将客观状况相似的一群人转变成了具有现实作用和现实意义的“阶级”，离开了阶级认同、阶级意识之类的主观观念，就无法从行动的意义上理解阶级。客观意义上的阶级能够反映客观的社会状况，但是难以解释社会行动。

对于“中间阶层是否存在”之类的问题，如果仅考虑客观地位，把客观地位处于中间位置的人便当作中间阶层，那么，中间阶层是否存在之类的问题的答案，是没有太多价值的，因为按照任何一种客观标准划分人群，都必然会得到这样一个“中间层”，“中间阶层是否存在”便是多余的一问。而在行动的意义上，或从“形成”的角度看，“中间阶层是否存在”便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它涉及客观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是否在主观观念上形成了一定的阶级认同、阶级意识，以及形成了怎样的阶级认同、怎样的阶级意识，是否会进一步演变成冲突意识等一系列问题。这时，中间阶层就不是一个“定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定义”来回答，只能通过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因此，我们从职业的角度定义中间阶层，只是定义了一种客观状况，提供了一个研究起点，在此起点上，我们展开中间阶层的研究。

二、研究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阶层？因为阶层总是与利益分化、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中间阶层与社会结构的稳定具有密切的关系，中间阶层的扩大具有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由于存在上等阶层与下等阶层的鲜明对立，因而充满着战乱和社会动荡；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由于相当一部分下等阶层升为“中间阶层”，且下等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变小，因而社会变得相对稳定了。“当中间阶层变成了社会上的多数人或社会主体时，下层阶级或低收入者就必然成为社会的少数人群体，这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在结构上比较稳定，因为中间阶层往往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它往往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反之，当中间阶层在社会上仅为少数人时，下层阶级或低收入者的比例必然较高，这时，一个社会在结构上就处于不稳定状态。因为下层收入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弱，而反社会的情绪却较强。再者，失去了中间阶层的缓冲作用，上下两层之间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李强，2005）

上述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前提之上的：第一，结构或“位置”与意识具有对应关系，处于一定结构“位置”之上的群体将会产生与该结构位置相一致的主观意识；第二，意识与行动具有对应关系。然而，从理论上看，结构-意识-行动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在社会学中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一些主张“阶级消亡”的理论家认为阶级归属或阶级位置所具有的影响或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所具有的联系是外生的，而不是固有的、明确的，这种联系是具有“反省性自我”的行动者积极建构的结果。（格伦斯基，2005：15）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影响人们价值观念、态度意向、行为倾向等的因素日益复杂，“在一些特定的社会景况中，其他的一些社会因素，会超越阶级归属，成为影响阶级认同的更重要因素”（李培林、张翼，2005：35），甚至一些对阶级分析曾经作出贡献的学者也质疑“把这些结果都描述成是关于‘阶级’的那种习惯”，“有什么理由说阶级应成为一种优先的解释术语呢？”（戴维·李、布莱恩·特纳，2005：20）

从历史上看，布林顿（Brinton，C.）比较和分析了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美国革命、187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后，认为经济上处于绝对贫困的底层群体很少是反抗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重大的社会对抗往往发生于社会分层体系中互相接近的两个阶层之间，“‘贱民’极少会反抗上帝赐封的贵族……但是，那些能够将女儿嫁给贵族的商人却可能感到，上帝至少该像关心贵族一样关心商人”（Brinton，C.,1957：265）。

两种观点相左，说明中间阶层是否具有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暂且把理论争议搁置在一边，回到经验事实，通过调查数据展现中间阶层的生活画面，从中间阶层的经验世界中审视其各种内禀属性，分析其心理世界，运用数学模型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方式，以揭示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生活感受、社会态度与其冲突意识之间的关系，从而回答中间阶层是否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

本研究将中间阶层看作一个“形成”的过程，从职业意义上的阶级出发，探讨中间阶层的形成。所谓阶级的“形成”，除组织性因素外，指的是各种主观认同、价值观念、社会态度等的形成，并且这些认同、观念或态度聚合在阶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本研究主要是从主观意识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的形成。主观意识属于心理的范畴，心理的内容十分广泛，各种心理因素或心理成分相互交织，关系复杂，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需要对各种心理因素或成分之间的关系先作一个梳理。

普列汉诺夫按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反映的程度与形式，将社会意识分为反映层次较低的社会心理和反映层次较高的思想体系两个层次。（普列汉诺夫，1961：159）社会心理是在个体心理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体的主观认同、社会态度以及各种观念意向等，显然都属个体心理范畴，个体心理同样是分层次的。“阶级意识”只要尚未上升到思想体系的层次，仍旧属于心理层次，并且在心理范畴内还可进一步区分出不同的层次。吉登斯区分了阶级感知与阶级意识，阶级感知不涉及阶级的隶属问题，而阶级意识又分三个层次（Giddens，1975：113），除最高层次的“革命意识”外，其余两个层次以及阶级感知都可看作心理学问题。因此，阶级意识同样包含了不同的心理层次。

普列汉诺夫和吉登斯的观点为我们梳理各种心理成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依据。我们将个体的各种心理成分分为三个层次：个体的心理特点、对宏观社会现象的社会态度，以及冲突意识。生活感受是个体的心理特点，也是社会态度和冲突意识的共同心理基础，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在生活感受的基础上个体心理沿着稳定化和扩散化两个方向递进演变，形成一定的生活信心和社会态度，最后汇聚于冲突意识。

按照韦伯、吉登斯有关阶级直观化特点的观点，阶级或阶层关系、阶级冲突、阶级斗争、社会公平公正、社会贫富差距等宏观层面的社会现象，对于社会个体往往是抽象的，甚至是遥远的，工人会憎恨剥削他的老板，但不会憎恨同样剥削他的金融家。社会个体具有切身感受的是同他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微观社会，他从中看到周围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自己经济收入的相对高低，感受到组织内劳动报酬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与公平性，体验到自己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经济收入、职业地位、教育水平等构成的客观社会位置或客观地位为人们观察和思考社会提供了出发点，客观地位不同导致生活经历不同，得到的生活经验也不同。社会个体在生活层面获得的生活经验不仅是直接的生活感受，也是一个心理“建构”的过程，一方面个体心理因素具有调节、“折射”等作用，会放大或缩小客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社会价值观等各种社会因素、心理因素都会参与到个体的心理调节和建构之中。

心理建构的方式和结果不会消失，而是会积淀下来并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个体会将经过“建构”了的有限生活经验扩散到对宏观社会现象的认识上，影响着个体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感受和判断，形成各种社会判断和社会态度；心理建构的方式和结果也会在个体身上逐渐定型，形成相对稳定的个人特点。具体说，客观社会地位构成了人们各种心理现象的物质基础，生活感受则是其他心理现象的心理基础，在此基础上，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心理成分沿着两条线索递进演变：一是稳定化或定型化，各种表层的、不稳定的心理特点经长期积淀逐渐向深层次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点演化，形成个体对自身价值、对生活未来的判断，形成生活信心以及相对稳定的个人行为特点；二是扩散化，个体是在其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看待各种社会现象的，会将自身的感受、愿望、担忧等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东西“投射”或扩散到对社会现象的判断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态度。两条线索最终汇聚于行为意向，对行为产生影响。我们以此构想的演化线索考察社会冲突意识，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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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心理因素的演化线索



在这一构想的基础上，我们关心的是生活层面的心理因素在向宏观社会层面的社会态度“扩散”中，是否会在阶级或阶层（客观地位）的维度上“趋同”，形成中间阶层的阶级意识，或在其他因素的基础上“聚合”起来；不稳定的、表层的心理因素在个体身上逐渐趋向稳定、成为相对稳定的个人特点的过程中，客观地位的因素是否具有影响，使个体心理带上一定的阶层特点。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冲突意识是否带有阶级特点，以此回答中间阶层究竟是社会稳定器还是社会颠覆者的问题。据此，形成两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研究问题：（一）是否存在中间阶层的阶级意识，或者说，在“形成”的意义上，中间阶层是否存在？（二）影响社会冲突意识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图3.1并未反映我们所考虑的影响冲突的全部因素。社会交往、组织参与形成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程度。一方面，社会交往、组织参与为个体参与社会提供了平台，是个体参与社会的途径，是群体形成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在社会交往与社会参与中形成的各种关系也为个体提供了心理支持，个体从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自身的力量。这是影响心理演化的重要外部因素或外部条件，也可能对个体的冲突意识带来影响。这一因素是对第二个研究问题的补充，即影响社会冲突的因素应该包括个体的社会交往、组织参与等方面的因素。

两个研究问题最终都同冲突意识联系了起来，冲突意识成为中间阶层形成的主要指标。而中间阶层本身又是影响冲突意识的一个因素，从这个角度讲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两个研究问题集中体现在图3.1中。图3.1中的心理因素演化线索是我们对冲突意识的产生、形成的思考，其中，客观地位的影响作用既是冲突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也反映了客观地位的差别或阶级差别对冲突意识的影响，成为我们判断中间阶层形成的重要依据。

界定客观地位上的中间阶层是我们的研究起点。阶级划分的标准应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但理论上的争议导致各种划分标准同时并存，每种标准都有充分的理由，但又都存在不足，或者只适用于某一时代。这使得阶级划分的标准几乎成为一个经验性的、探索性的问题。我们以职业作为中间阶层的划分标准，理由主要是职业与社会技术进步相关联，职业分层是其他各种社会分层的重要基础。但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是否能有效解释社会现实，我们通过两种比较来加以探讨。一是中间阶层（职业地位）内部的比较和中间阶层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群体和以体力半体力工人、商店营业员为主体的社会下层群体之间的比较，通过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探讨中间阶层究竟是一个统一的或独立的现实群体，还是一个分散的、没有统一意识的人群集合体；二是将收入、学历一并引入分析，通过比较，探讨收入、学历、职业三个因素中哪一因素对各种心理意识的影响更为重要，或心理意识更容易聚合在哪一因素之上。

客观阶级是各种心理意识的物质基础，是我们的分析视角和分析出发点。认同阶级同样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因素。在李培林看来，认同阶级与“客观阶级”具有同样重要的阶级分析价值，社会个体对自己所处阶层地位的心理认同会影响他们对社会的评价和态度，影响他们的社会行为，进而影响他们基于阶级利益考虑而产生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客观的社会结构分层和经济社会地位，要通过主观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才能与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关系。（李培林、张翼，2005：4144）借鉴这一观点，本研究将认同阶级或主观认同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引入分析。我们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认同阶级或主观认同概念的：一是分析视角，分析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主要是决定于自我认同的阶级还是职业意义上的阶级；二是心理基础，从具体内容看，主观认同实际是基于生活层面的人际比较而形成的自我评价，在这一含义上，我们将其与生活感受一起作为影响其他心理因素的原因或心理基础加以探讨。

在这样一个总体思考之下，我们按以下顺序展开具体探讨。

第一、第二、第三章主要是回顾和分析中国中间阶层历史上的演化，梳理有关中间阶层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的研究问题。具体研究从第四章开始。

第四章我们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以职业为标准，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一是以此形成一个“职业中间阶层”的变量，为后续的定量分析提供一个基本变量；二是以此考察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和分布。

第五章探讨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消费支出、闲暇生活、工作感受等方面比较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别，以此描述和反映中间阶层的社会生活，考察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并分析中间阶层在促进社会消费中的功能。

第六章从组织参与和社会交往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这一问题既是中间阶层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描述，又是中间阶层与社会“结合”程度的反映，我们以此分析中间阶层与体制内组织的关系，从组织参与和社会交往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是否凝聚在体制的基础上。

第七章和第八章探讨的都是中间阶层的主观意识。我们将客观地位（包括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以及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看作各种主观意识、心理观念的物质基础，将主观认同、生活感受视作这些观念意识的心理基础，按照两条线索探讨心理现象的演化，一是“客观地位→主观认同、生活感受→生活信心”，二是“客观地位→主观认同、生活感受→社会态度”，前一条线索反映的是心理因素的稳定化，后一条线索反映的是心理因素的扩散化。第七章探讨心理因素的稳定化，并分析是否存在一个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中间阶层的主观认同、生活感受和生活信心；第八章探讨心理因素向社会态度的扩散，社会态度被具体化为冲突判断、政治态度和群体态度，并以群体态度与客观地位之间的关系为指标，探讨阶级意识和中间阶层意识的形成。

第九章是心理因素稳定化问题的延续，主要探讨沿着主观认同、生活感受、生活信心演化的心理因素是否进而对个体的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形成相对稳定的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按照这条线索探讨影响行为倾向的主要因素，以及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别。

第十章从个体行为倾向转向集体行为意向。各种因素的重要性最终须反映在对行为的影响上，相比于其他因素，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对集体行为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我们以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作为参与集体行为的指标，通过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的比较，探讨影响中间阶层集体行为参与意识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图3.1中的各种因素对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影响作用。

第十一章在综合前面各章的基础上回答本书的两个研究问题，一是中间阶层是否形成，或中间阶层是否存在，二是将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作为冲突意识的指标，从生活信心、政治态度和社会交往三个概念构成的三个方面回答影响冲突意识的因素，以及中间阶层在其中的影响作用。

第十二章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以发挥中间阶层在社会管理、调节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基本情况

李培林认为在研究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有两种观察视角：一种是从冲突事件的结果去进行追因研究——事后的研究，这是目前多数研究的思路；另一种是从主观意识和行为倾向去进行追果研究——事前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往往被人们忽视。（李培林，2005）我们的研究是事前的研究，其基本假定是客观的社会结构分层和经济社会地位，首先要被人们感受到才能发挥其影响作用；人们主要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感受社会和认识社会的，生活层面形成的主观认同或阶级认同、生活感受具有心理基础的作用；客观地位的影响要通过主观阶级认同、生活感受的调节，才能与人们的生活信心、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关系。这个链条的连接规则，就是本研究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人们的感受、态度、观念等心理世界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们从分析的角度将其分解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心理成分，并认为它们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但是，这些心理成分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一种“分析的方式”，是通过理论建构出来的观念对象，它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是我们解释行为、解释社会的一套概念工具，它们的作用体现在“解释”的有效性上，是否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解释我们所探讨的问题。

正因为它们是一套建构出来的概念工具，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时间关系而是逻辑关系。以数学模型建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隐含着自变量在先，因变量在后的假定，然而这种假定并不适合本研究中的数学模型。本研究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逻辑上的先后。客观地位与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汤普森认为阶级与阶级意识是一体的，两者同时发生，也就是说，它们没有时间先后。当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把中间阶层看成一个“形成性”的问题时，从客观地位到社会态度，从阶级到阶级意识，这一顺序是我们的分析顺序，强调的是逻辑在先而不是时间在先。

以社会调查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调查对象都是具体的个体，具体个体的调查结果能否反映社会态度、社会心理、阶层意识等这样宏观的社会现象。对于这种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戈德索普（Goldthorpe，J.）在阐述阶级分析时曾有论述，阶级“一方面是作为历史上形成的宏观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日常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模式。用怀特·米尔斯的话来说，正是这些相互联系使人们把传记写作同历史联系起来，把‘个人问题’同‘公共议题’联系起来”。（戈德索普、马歇尔，2005：123124）宏观社会现象是通过众多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具体活动表现出来的，离开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具体活动，就不可能凭空产生社会现象。正是宏观与微观之间具有这样的联系，使得通过实证调查的方法探讨宏观社会现象成为可能。

本研究是定量研究，分析数据全部来自2012年8月到2013年3月进行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抽样调查。该调查从华北、东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六个大区中选取河南、吉林、上海、广东、昆明、甘肃六个省市作为调查地区，以分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5745名年龄在18-71岁之间的成年人作为调查对象。

具体抽样步骤为：（一）上海跳过区县直接抽取街道/乡镇；（二）其余省份按3个抽样框进行抽样：第一个抽样框为各省省会级城市市辖区，包括吉林长春、河南郑州、云南昆明、甘肃兰州、广东广州，广东深圳作为国务院直属副省级城市（也是人口千万级的大都市）也并入该样框，其后的抽样方式与上海相同；第二个抽样框为各省地级市的市辖区，在该抽样框中，按人均GDP对各省地级市的市辖区排序后进行PPS抽样，共抽取10个（每省2个）地级市市辖区；第三个抽样框为各省非省会/地级市市辖区的城乡（区/县），具体包括5个省非省会城市所有区县共416个县级单位（县及县级市），以县级单位为初级抽样单位。将各省的此类县级单位按人均GDP排列后以PPS各抽取18个县级单位（县及县级市）（每省3个）。

对于上海和其他五省的省会市辖区（包括深圳）采用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各阶段的抽样单位为：第一阶段以街道、乡镇为初级抽样单位，以PPS抽取；第二阶段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二级抽样单位，每个街道、乡镇中以PPS抽取2个居、村委；第三阶段根据居、村委抽取家庭住户，并在每户中确定1人为最终抽样单位。

对于五省地级市的市辖区和其他县级单位均则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各阶段的抽样单位为：第一阶段以区（地级市）、县（包括县级市）为初级抽样单位，按经济发展水平排列后以PPS抽取；第二阶段以街道、乡镇为二级抽样单位，PPS抽取；第三阶段，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三级抽样单位；第四阶段，抽取到家庭住户，并在每户中确定1人为最终抽样单位。

最终实际调查对象5745人。其中，男性2840人，占49.4%，女性2905人，占50.6%；城市居民3271人，占56.9%，农村农民2474人，占43.1%；调查对象平均年龄44.9岁，最小18岁，最大71岁。各省市调查对象分布见表3.2。

表3.2　调查对象地区分布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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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合计”百分比中经常会出现99.9或100.1不等于100.0的情况，这是计算中小数点的取舍所致，仍记为100.0，后文不再另注）




第四章　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与分布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是与中间阶层的发展规模相联系的。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如何，依据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结果。本研究从职业的角度界定中间阶层，在职业的标准下，中国中间阶层的发展规模达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其分布如何，本章试图通过调查数据回答这些问题。

一、职业标准下的中间阶层及其规模

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人类历史上每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和深远的影响。技术进步推动着职业的分化，职业分化伴随着技术进步，职业的差异形成社会地位的差异，从职业的角度界定中间阶层也就是把中间阶层同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

鉴于职业的复杂性，本研究依据3个调查问题——“你的具体职业”、“你的具体工作内容”、“你的具体职务”综合确认调查对象的职业，若这3个调查问题仍不能确定，进一步参照“你所在的公司（单位）类型”、“公司（单位）所有制性质”、“行政级别”、“员工人数”等4个调查问题加以明确。

根据以往的文献，职业标准下的中间阶层一般包含四个方面：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私营业主和办事人员。但这四个方面在一部分人身上往往是重叠的，比如，既是私营业主又有技术职称，或既有技术职称又有行政职务或行政级别等。如果出现重叠，我们首先考虑“所有制”，只要调查对象是企业主，无论其从事工作的技术程度或是否“管理者”，均归为“私营业主阶层”；其次考虑“职务”或行政级别，若调查对象既拥有一定的技术职称，又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则将其归入“管理阶层”，再次考虑“技术”职称。据此将中间阶层区分为四个阶层：技术阶层、管理阶层、私营业主阶层、办事员阶层。其中，技术阶层的成分比较复杂，包括“技术工人、一般专业技术人员等”、“中高级技术人员”、“会计、出纳、统计人员”、“中小学、幼儿园等教师”、“高校高职教师”和“各类医生护士”等6类人员，办事阶层包括各类企事业单位、各类组织的办事人员、业务人员、销售人员（非营业员）、采购人员等。

中间阶层之外的调查对象归为两个群体：一是由体力工人、半体力或半技术工人、商店营业员以及没有雇佣他人的个体劳动者构成的社会下层群体，被称为“社会下层”群体；二是以临时工、短工、农村农民构成的社会底层群体，被称为“社会底层”群体。整个调查数据中具有局级或局级以上级别的调查对象只有3人，被归入中间阶层，也就是说，调查数据以及我们的分类中没有中间阶层之上的“社会上层”或精英阶层。

此外，本研究删除了三类人员的数据：一是退休离休者；二是有职业但收入低于或等于0者，两者合计709人；第三是收入极高的两个个案。即这三类人员共711人不再参与分析。

根据上述分类，经统计得到表4.1的中间阶层分布人数和分布百分比。

表4.1　职业标准下的中产阶级分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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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私营企业主指雇工人数在8人及以上，个体经营者指雇工人数在1-7人之间，个体劳动者指雇工人数为0；这里的销售人员不包括营业员）



从表4.1中可以看到我国（仅指上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吉林六个省市）中间阶层的人数比例大致占工作年龄人口的34.0%，其规模基本相当于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和以工人营业员为主体的社会下层。怎样看待这一规模？我们通过同其他数据的比较作一判断。严格来讲，由于统计口径、分类标准不同，还有调查时期不同，不同调查的结果往往难以直接比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力图尽可能地作一些比较，希望从中能作出一些判断。

李培林、张翼曾以2006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GSS2006）数据对中国城镇中间阶层的规模进行过研究，并分别以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分析了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结论是“收入中产”17.8%，“教育中产”12.7%，“职业中产”22.4%；李培林、张翼还进一步从三个指标综合的角度探讨了中间阶层的规模，结论是三个标准都符合“中层”标准的“核心中间阶层”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3.2%，符合其中两项“中层”标准的“半核心中间阶层”占8.9%，仅仅符合一项“中层”标准的“边缘中间阶层”占13.7%，如果把“核心中间阶层”、“半核心中间阶层”和“边缘中间阶层”全部视为中间阶层，则整个中间阶层的比重为25.8%。（李培林、张翼，2008）

这些数据无论哪一个都明显低于我们的数据。出现这种偏差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个调查分类标准可能有所不同，或对标准的把握程度有所不同，比如对于“技术工人”，“技术”的判断标准很难准确把握，我们在划分时可能过宽；二是两个数据相差7年，而这7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也是中间阶层规模快速扩大的时期。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们调查得到的中间阶层规模明显较大。

李强曾以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中国主要职业群体的结构及其变化（李强，2005），我们将本研究的结果与之比较，见表4.2。

表4.2　人口普查中的职业分布与本研究的职业分布比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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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职业分类与普查分类不完全一致，我们尽可能从对应的角度进行比较。从中我们能看出一些变化，其中一个明显变化是：普查中“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2000年的人数占比高达64.46%以上，本研究中与之较为接近的分类“社会底层（主要为农村农民）”仅为33.9%，说明这类人员十几年中大幅减少。与之相应，必然是其余人员的增长，比如，本调查数据中管理阶层的人数是2000年普查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3.89倍（6.5%除以1.67%），各类技术人员是普查中“专业技术人员”的1.88倍（10.7%除以5.70%）。在国际上通常将普查分类中的前四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主体归入白领阶层或中间阶层（李强，2005），将这四类全部加起来，2000年的中间阶层不过19.65%。远远低于本研究的34.0%。

两个数据统计口径不一，分类标准不同，而且调查的时期也不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一比较中得出明确结论：若以职业为标准，中国近十年来中间阶层得到了快速发展，规模迅速扩大。

然而与国外相比，中国中间阶层规模却明显偏小（李强，2005），见表4.3。

表4.3　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的职业分布及本研究职业分布的比较（2001年）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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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中，国外的职业分类与本研究职业分类的差异更甚于表4.2，比如，本研究的“私营业主阶层”找不到国外的对应项，以体力半体力工人、营业员为主要成分的“社会下层”与国外的“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工人、操作员、装配工等”也不对应。但不少类别还是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比如，本研究中的“技术阶层”虽然比国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可能更为宽泛，凡是与技术有关的人员如技术工人、教师等均包含在内，但即便在存在这种高估技术阶层规模的情况下，这一数据也远低于表中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同样，本研究的“办事员阶层”尽管包含了销售人员、采购人员，也同样明显低于国外的“办事员职员”数据，相反以农村人员为主的“社会底层”人数比例却明显高于国外的“农渔矿工垃圾工等”。这些比较虽然含糊不清，但结论很明确：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依然偏小，明显低于国外。

二、中间阶层的收入分布和学历分布

职业与收入、学历一般都具有高度的相关，人们往往将高收入、知识精英等与中间阶层联系在一起。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职业，职业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学历“门槛”，因此，根据职业划分的群体，其与收入、学历应该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本研究的中间阶层与其收入和学历是否高度相关，是否体现出中间阶层的“中产”和“知识精英”的特征？

先看收入，表4.4列出了中间阶层与社会底层、社会下层群体的平均收入。

表4.4　中产阶级的收入分布及其阶层比较　单位：人，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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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层之间的差异看，表4.4表明：中间阶层的平均收入为4.66万元/年，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是0.85万元/年，以工人、营业员为主体的社会下层是1.95万元/年，中间阶层的收入明显高于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

中间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同样非常明显。按细类看，“高层管理人员”收入最高，年收入为12.83万元，其次是“私营业主”，8.47万元，最低是“个体经营者”，3.18万元，次低是“中小学幼儿园教师”，3.21万元；从四个内部阶层看，“管理阶层”6.99万元居首，“技术阶层”4.83万元其次，“办事员阶层”第三，3.72万元，“私营业主阶层”最低，3.18万元。

尽管中间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明显，但还是明显小于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异。在中间阶层内部，收入最高的“高层管理人员”与收入最低的“个体经营者”收入之比为4.03:1（12.83万元/3.18万元），即“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是“个体经营者”的4.03倍；而中间阶层与“社会底层”相比，收入之比是5.48:1（4.66万元/0.85万元），与“社会下层”的收入之比是2.39:1（4.66万元/1.95万元）。

表4.4还反映出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即便是中间阶层收入最低的“个体经营者”和“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两个群体，其收入也明显高出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据此可以认为，根据职业划分的中间阶层在收入上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

这些差异是社会贫富分化的反映，社会贫富分化不仅表现在社会阶层之间，而且表现在社会阶层内部，尽管中间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中间阶层同样是一个内部贫富差异明显的群体。

收入属于个人隐私，调查对象会有所隐瞒。根据以往的调查经验，收入的问卷调查数据一般都大大低于人们的实际收入，对此李培林、张翼用调查收入乘以1.5的方式对收入进行加权处理。（李培林、张翼，2008）若按此权数对表4.4中平均收入数据进行加权，则中间阶层的平均收入应为6.99万元/年，而不应是表中的4.66万元/年。加权可以更真实地反映现实，但不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只是借加权说明表4.4的数据低估了人们的真实收入，但具体分析中仍旧使用不加权的数据。

6.99万元的年收入很难称得上是高收入，何况还有大量低于6.99万元收入的人，因此，即便按加权算，中间阶层也不算是富裕阶级。这符合中间阶层的本义，中间阶层只是收入稍好一些的工薪阶层，其中会有一些富裕者，但只是少数人，中间阶层总体上绝不是富人，仅仅是“中产”而已。

从收入看，中间阶层不仅内部差异明显，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中间阶层的收入受地区的明显影响。见表4.5。

表4.5　不同社会阶层收差异的地区比较　单位：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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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收入调查一般都低估人们的实际收入，本表数据并不能反映这些省市的居民真实收入状况，只是比较不同省市的中产阶级收入）



6个地区中上海的中间阶层收入最高，为6.69万元，其次是广东，5.47万元，均明显超过中间阶层的平均收入4.66万元，其余4个内陆地区的中间阶层收入很接近，大致都在3万元到3.5万元之间，河南最低，3.04万元。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河南中间阶层的收入之比为2.20；东南沿海大城市的中间阶层收入明显高于内陆地区的中间阶层；在中间阶层内部，除河南外，管理阶层都是收入最高的阶层，上海最高，为9.74万元，其余阶层的收入互有高低，难分高下；与社会底层相比，河南虽然是中间阶层收入最低的地区，却是与社会底层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两者收入之比在6个地区中最高，为6.61倍；与社会下层群体相比，广东是6个地区中最高的，收入之比为2.79。

按职业划分的中间阶层，在收入上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说明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在收入方面具有良好的区分性，表现出了收入上的“中产”。从学历看，中间阶层同样是一个“知识精英”群体，其学历普遍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见表4.6。

表4.6　中产阶级的学历分布及其阶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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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表明，“技术阶层”是高学历者最为集中的地方，技术阶层中的“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占到34.5%，明显高于其他阶层，而“初中及以下”的低学历者只占13.5%，是各类社会阶层中最低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同样呈现出高学历者多、低学历者少的特点。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则呈现出高学历者少、低学历者多的特点，“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在“社会下层”中只有3.0%，在“社会底层”中只有1.2%，“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却分别高达88.9%和70.1%。中间阶层在学历上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学历具有阶级区分性。但学历的区分性却不适用于中间阶层中的“私营业主阶层”，其4.9%的“大学及以上”高学历比例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相差无几，而与其他的中间阶层群体相距甚远，同样，其66.8%的“初中及以下”低学历比例也非常接近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在学历上，私营业主阶层更像是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而不是中间阶层。尽管私营业主阶层是一个例外，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中间阶层表现出明显的知识精英特点。

然而中间阶层知识精英的特点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表现为中间阶层的学历在降低，而是表现为学历的区分性在降低。过去基本可以将一个大学毕业生判断为中间阶层，但现在这种判断的正确率下降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很有可能因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而失业在家，成为社会下层或底层人员。调查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见表4.7。

表4.7　控制年龄后的社会地位与学历之间的关系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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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中，40岁及以下的中间阶层群体的“大学及以上”、“大专”学历分别为31.3%和25.6%，远远高于40岁以上中间阶层的13.5%和19.4%，而22.0%的“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数又远低于40岁以上中间阶层的40.1%，这说明中间阶层的学历水平越来越高，中间阶层群体中年轻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多。但仅凭这一点不能说明学历的阶级区分性越来越明显，从社会下层和底层的学历数据中，正好可以看到一个相反特征：在40岁及以下中间阶层群体学历普遍提高的同时，其社会底层群体中的高学历者也在增多，“大学及以上”和“大专”学历的比例分别为10.7%和5.9%，而在40岁以上的社会底层群体中这两个比例仅为0.2%和0%。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年轻的高学历者没有进入中间阶层而是成了社会下层或底层人员，学历的阶级区分性在减弱。我们能够依据中间阶层（职业地位）判断其是高学历者，但不能依据高学历判断其为中间阶层（职业地位）。表4.7的两个卡方检验结果也反映了这一点，“40岁以下”卡方值为574.674，远远低于“40岁以上”的981.410，说明学历与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年轻一代身上减弱了。

大学生、研究生，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但是，十几年来我国大学生招生规模的扩大使中间阶层的学历普遍提高的同时，也由于工作难找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处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导致学历的阶级区分性降低。

三、中间阶层的区域分布

（一）中间阶层的城乡分布

对于中间阶层的城乡分布，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中间阶层内的城乡居民的分布，另一是在城乡内部中间阶层的分布。严格讲前一角度不属于中间阶层分布的范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这方面的统计结果呈现出来，见表4.8。

表4.8　中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城乡分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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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8中可以看到，社会底层主要集中于农村，农村居民占到82.2%，“农村”除社会底层者大幅高于城市外，在其余社会阶层中皆是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技术阶层87.5%在城市，办事员阶层90.7%在城市，管理阶层82.8%在城市，私营业主阶层也有73.7%在城市。中间阶层主要是城市社会的特征，而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明显单一化。

这是从社会阶层或中间阶层的角度考察城乡居民的分布。若从城乡角度考察中间阶层的分布，则可看到中间阶层占到了城市人口的53.6%，而农村仅为11.9%，结论是中间阶层主要集中于城市社会，见表4.9。

表4.9　城乡之间的中产阶级分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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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间阶层内部看，城市社会中4个中间阶层群体的比例都在10%以上，其中技术阶层比例最高，占17.8%；而农村社会中比例最高的是私营业主阶层，但也仅占5.2%，其余三个中间阶层阶层的比例都在3%以下。

（二）中间阶层的地区分布

中间阶层的壮大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中间阶层既是社会技术发展的促进者，也是社会技术发展的产物，社会经济的发展哺育了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发展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间阶层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也不相同，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中间阶层规模差异很大。表4.10列出了吉林、甘肃、广东、上海、云南、河南六个省市的中间阶层分布，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中间阶层的地区分布差异。

表4.10　中产阶级的地区分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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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表明：上海地区的中间阶层占人数比例最高，技术阶层占19.7%，办事员阶层占12.2%，管理阶层占13.7%，这三个比例在六个地区中都是最高的；其次是广东，其技术阶层和办事员阶层的比例仅次于上海，分别为11.8%和8.3%，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上海、广东中间阶层的比重分别位居六个地区的第一第二，正是这两个地区经济发达的反映。私营业主阶层人数比例最高的是甘肃和吉林两省，分别为11.4%和11.2%。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分类原因，私营业主阶层中包含大量雇工数仅为2人甚至1人的个体经营者，这些人其实称不上企业主，仅是个体户而已，其经济收入在各类中间阶层群体中也是最低的（见表4.4），因此，这类人员较多并不能说明这个地区经济发达。

（三）中间阶层在不同所有制单位内的分布

本书的中间阶层是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职业与“职业组织”即“单位”相联系。那么，中间阶层主要集中在哪些所有制形式的单位？总体上看，各类所有制单位的中间阶层人数比例相差不是很大，最高的是“外资所有或控股”单位，其中间阶层人数比例占63.2%，最低的是“港澳台资或控股”单位，中间阶层占47.6%，最高最低相差15.6个百分点，见表4.11。

表4.11　中产阶级的单位所有制分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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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层细分的角度看，“国有或国有控股”单位是技术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技术阶层占比达32.0%，“外资所有或控股”单位的技术阶层比例与之相近，为30.1%，名列第二，同时，“外资所有或控股”也是办事员阶层最高的单位，占比17.3%；“私有、民营或控股”单位自然是私营业主阶层最集中的地方，占比22.8%。“港澳台资或控股”单位呈现出“两多一少”：雇佣普通工人（社会下层）的人数最多，达52.4%，超过“私有、民营或控股”单位的这一比例，雇佣管理人员的人数最多，达26.2%，但技术人员人数比例最少，只有9.5%。

（四）中间阶层在不同性质单位内的分布

“单位”也可从性质上分类，比如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等。从单位性质看，“党政机关”单位内中间阶层的比例最高，达80.8%，其次是“事业单位”，为70.5%，最低是“企业单位”（不计“其他”），只有47.0%，见表4.12。

表4.12　中产阶级在性质单位内的分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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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单位的中间阶层主要是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两者的比例分别为46.2%和30.8%，合计77.0%；办事员阶层较为集中的另一类单位是“社会团体”，为39.5%。“私营业主阶层”几乎全部集中在“自雇、自办、合办企业”单位内，其在该类单位内的比例高达47.8%。技术阶层主要集中在“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两类单位内，其比例分别为19.9%和47.4%。事业单位内的技术阶层比例之所以高于企业单位，原因在于分类中我们把教师、医生等人员全部都归入了技术阶层，而学校、医院等属于事业单位。

四、中间阶层的年龄、性别和政治面貌分布

从年龄看，中间阶层平均年龄为39.0岁，明显低于社会底层的48.2岁，略低于社会下层的41.8岁。在中间阶层内部，办事员阶层年龄最低，平均为36.4岁，其次是技术阶层，平均37.7岁，再次为私营业主阶层，为40.2岁，管理阶层年龄最大，平均42.7岁，见表4.13。

表4.13　中产阶级的年龄分布　单位：人、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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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面貌看，中间阶层的中共党员人数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党员人数比例最高的、最为集中的阶层是管理阶层，36.9%的管理者都是中共党员，“私营业主阶层”是中间阶层中党员人数最少的，只占4.9%，这一比例低于社会下层的5.7%，但高于社会底层的2.3%，见表4.14。

从性别看，中间阶层中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在4个中间阶层群体中，“办事员阶层”女性人数高于男性，女性占51.5%，男性占48.5%，其余3个群体都是男性人数比例高于女性，尤其是“管理阶层”，男性人数占到了75.7%，见表4.14。

表4.14　中产阶级的政治面貌与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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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按职业划分的中间阶层，其规模占工作年龄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收入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但其内部收入同样差异明显，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学历明显较高，但学历的区分性在降低；中间阶层主要集中于城市，是城市社会的特征；在单位所属行业、单位性质等方面，以及中间阶层成员的年龄、性别、政治面貌等方面，虽有差异，但相对而言差异并不很大。


第五章　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消费、休闲与工作

把相同职业的人放到同一类别，相似的职业构成一个社会群体，这样的群体仅仅是社会职业结构的反映，是一种客观状态，只是统计意义上的群体，不是现实的社会群体。职业差异是否导致人在社会生活、主观意识、行为意向、现实行为等各方面的差异，是统计群体成为现实群体的重要条件，也是从职业视角探讨中间阶层的关键所在。本章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考察中间阶层。

一、从家庭消费看中间阶层的经济功能

对生活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按照广义的理解，生活方式的生活领域应当涵盖劳动生活、政治生活、物质消费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等生活活动的一切方面；狭义的理解则把“生活”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如物质消费、闲暇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简单地说，生活方式仅指人在衣、食、住、行、乐领域的生活活动方式。（高丙中，1997：13）结合这两种理解，本研究将生活方式界定为人在消费、休闲和工作三个领域的活动方式，从中比较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在贫富分化悬殊的社会中，衣、食、住、行、乐等生活方面的差异均可从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中作出解释，我们试图探讨的是除社会经济地位外，职业因素是否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消费是现代工业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如果把消费仅仅理解为满足需要的过程，这个概念是没有什么分析意义的，因为这个过程古已有之，历来如此。在现代社会，消费的意图不仅在于商品的物质性，而且在于商品所象征的差别性。消费方式的差异，既是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表现，又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

消费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消费的差异反映了家庭收入的差异，这是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消费差异也反映了家庭的主观选择，这与生活方式的差异相关联。从社会角度看，家庭消费还构成了社会消费的重要方面。那么，中间阶层的家庭消费是否表现出中间阶层具有促进社会消费的经济功能？这一问题包含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中间阶层的家庭消费与其他社会阶层是否具有差异性？二是这一差异性是否表现出中间阶层促进了社会消费？我们根据调查数据先比较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家庭消费，然后从消费与收入、职业之间的关系考察各个社会阶层的消费，分析中间阶层的经济功能。表5.1列出了中间阶层以及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群体的家庭消费、家庭收入的调查数据。

表5.1　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消费、家庭收入及其比较　单位：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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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消费的调查主要是靠调查对象的估算和回忆，难免存在较大偏差。表5.1的数据不能准确反映家庭的实际消费数额，但可以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从中看到从社会底层、社会下层到中间阶层，家庭消费呈现清晰的线性特征：社会阶层越高，家庭消费也越高，社会底层家庭消费平均为2.77万元/年，社会下层为3.85万元/年，中间阶层则为6.69万元/年。结合表中的家庭收入数据，家庭消费与社会阶层的这一关系立刻可以得到解释：社会地位高，家庭收入高；中间阶层因为家庭收入高，家庭消费也高，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因为家庭收入低，家庭消费也低。

根据收入越高消费越高的结果，我们能否认定中间阶层具有促进消费的经济功能？对此问题我们从消费潜力和职业两个角度进行回答。从消费潜力看，社会底层的家庭差不多已经将全部收入用于消费，家庭消费占家庭收入之比达到了0.96，即96%的收入已经用于消费。随着社会阶层的提高，消费占收入的比重也随之降低，社会下层为0.82，中间阶层为0.71。但中间阶层内部成分复杂，不同职业的中间阶层这一比例相差明显，管理阶层最低，只有0.64，私营企业主阶层比社会下层还高，达到0.83。显然，社会底层、社会下层已几无消费潜力，中间阶层中的私营业主阶层也无消费潜力，中间阶层内的其他阶层具有较多的收入结余，具有明显的消费潜力。因此，只要充分挖掘消费潜力，就能发挥中间阶层促进社会消费的经济功能。

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本质上等同于收入越高，消费也越高的关系，如果将中间阶层定义为收入上的“中产”，将中间阶层看作经济收入的分层，那么，中间阶层具有促进社会消费潜力的结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本研究的中间阶层是从职业角度界定的，中间阶层是否促进消费相当于“职业”是否促进消费。说得再具体一些：消费除了受收入影响外，还受个人选择的影响，个人特点影响个人选择，收入相同的两个人，由于兴趣爱好等个人特点不同，消费可能会差别很大。也就是说，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收入虽然非常重要，但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我们的问题便是：除收入外，“阶级”或“职业”本身是否起到了促进消费的作用？我们借助统计上的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来回答“职业”或“职业中间阶层”对消费的“促进”影响。具体做法是以家庭消费为因变量，引入家庭收入、学历、职业类别等因素为自变量，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方程以分离各个因素的影响，考察“职业”对消费的相对“纯净”的影响作用。回归方程的主要统计指标见表5.2。

表5.2　家庭消费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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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单位为万元/年；2.学历参照组为“初中及以下”；职业为“社会下层”，即以工人、营业员为主体的职业群体；3.*P＜0.05，**P＜0.01，***P＜0.001，以后不另注。



表5.2中，回归模型的决定性系数为0.328，达到0.00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总的说来对于因变量“家庭消费”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看，家庭收入和学历两类变量对家庭消费都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统计显著性全部达到0.001的水平，我们可以得到收入越高或学历越高，消费也越高的结论。我们由此将收入与学历对消费的影响分离了出来。

在此基础上，我们考察职业的影响。根据表5.2中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管理阶层”和“私营业主阶层”两个职业本身对家庭消费具有明显影响，“技术阶层”和“办事员阶层”则没有影响。按照回归系数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得到4个“中产阶层”以及社会底层5类“职业”对家庭消费的具体影响程度，列于表5.3中。

表5.3　“中产阶级”和家庭收入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比较
1

 　单位：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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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3中可以看到，“私营业主阶层”促进家庭消费的作用非常明显。虽然其消费/收入之比高达0.83，但其家庭消费却比“社会下层”的家庭消费高2.13万元/年（5.98万元-3.85万元），根据回归系数，这一差距中，因家庭收入导致的部分只有0.630万元/年，“私营业主阶层”这一身份特征或“职业”特征却导致了高达1.383万元/年的差距，或者说，与“社会下层”相比，“私营业主阶层”这一特征促进家庭年消费增加1.383万元/年；“管理阶层”这一特征也对家庭消费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导致的差距为1.802万元/年；而“技术阶层”和“办事员阶层”虽然也导致0.359万元/年和0.205万元/年的差距，但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因此，这两个中产阶层对家庭消费没有促进作用。

这些统计结果表明，中间阶层内部差异很大，难以对中间阶层是否具有促进消费的经济功能作出一个综合的回答，我们只能说：以社会下层（以普通体力工人和商店营业员为主体）为参照，中间阶层中的私营业主阶层和管理阶层具有明显的促进消费的经济功能，他们的“私营业主”或“管理”者身份或职业特征能额外增加大量的消费；而中间阶层中的技术阶层和办事员阶层则不具有，他们的消费之所以比社会下层高，主要是因收入相对较高所致，他们的身份或“职业”特征基本没有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

二、中间阶层的消费方式

人们愿意将钱花在哪些方面，愿意花多少钱是消费方式的表现。表面看消费方式是个人的消费爱好或消费习惯，是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但在消费方式背后，社会结构性因素发挥着作用，表现为不同的社会阶级具有不同的消费方式，具有阶级差异性。调查数据是否体现出消费方式的阶级差异性，相比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中间阶层的消费方式具有怎样特点？我们从具体的消费支出看消费方式的阶级差异性。调查结果见表5.4。

表5.4　中产阶级的消费支出及其比较　单位：人、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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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本日常开销包括衣、食、水电、交通等方面的费用，子女花费包括子女的教育费用、照顾费用等，住房费用包括购房、建房、房租或还房贷等各项费用，旅游娱乐费用包括旅游、健身、娱乐等费用。



从表5.4中的平均费用排名看，日常生活开销是生活中的最大消费支出，排名第一，而且在各个阶层中都是最大的消费支出，说明人们的生活消费主要用于生活必需的衣食行等方面。住房费用排名第二，旅游、健身、休闲费用排名最后。

这个排名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异，总体看，管理阶层和技术阶层的各项具体消费都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管理阶层除“赡养父母”和“租房费用”两项外，其余6项消费数额全部最高，位居第一；技术阶层有1项第一，但有3项位居第二；而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除“赡养老人”外基本全部排名最后。具体看，以日常开销为例，同样是生活必需开销，管理阶层是3.61万元/年，技术阶层是2.86万元/年，而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只有1.07万元/年和1.66万元/年，最高的管理阶层是最低的社会底层的3.37倍，但这一差异在差异排名中只位居第四。一年三四万元的家庭日常生活支出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不能算高，这一消费差距难以说明管理阶层、技术阶层生活的奢侈，但足以说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生活的简朴，甚至艰辛。

最能体现阶层差异的消费项目是旅游、健身、休闲费用。旅游、健身、休闲费用虽在各项家庭费用中是支出最少的一项，却是差异最大的一项，管理阶层、技术阶层在这方面的消费分别为0.72万元/年和0.47万元/年，社会下层与社会底层只有0.09万元/年和0.03万元/年，最高与最低之比达到24倍。旅游、健身、休闲费用与基本生活开销不同，它是在满足了其他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消费，是对精神生活、生活品质的追求，然而，正因为旅游、健身、休闲消费在传统意义上是一种非必需的消费，其所表现出的阶层差异，具有身份确认的含义，成为一种既能体现个人爱好，又能象征地位群体的消费。

医疗费用是因病才会产生的支出，生病是生理现象，是不分阶层的，它的消费是被迫的，因此，医疗费用与生活方式无关，不应存在阶层差异。表5.4的数据表明医疗费用之间的差异排名最后。但数据同样表明，医疗费用也存在差异，这一差异并不表现为整个中间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差异，仅仅表现为管理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异，管理阶层的医疗费用明显偏高。最不应反映阶层差异的费用却表现出阶层差异，显然这很难用生活方式的差异来解释，也不能用管理阶层的人容易得病来解释，而应该从制度的角度而不是阶级的角度进行解释。因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的解释是：管理阶层的医疗费用过高虽然可能与管理者的“阶层地位”有一定关系，但更可能与管理阶层的“特权”具有关系。

除管理阶层外，私营业主阶层、社会底层的医疗费用也较高，均高于社会下层、技术阶层和办事员阶层，排名第二、第三。其中的原因也与制度有关：

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村居民，农村居民大多缺乏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基本由自己负担；私营业主阶层中有大量的个体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村个体户，同样缺乏医疗保险。正是这一制度上的原因，使社会底层和私营业主阶层的医疗费用高于其他阶层。

“赡养父母”的费用同样与制度具有密切关系。社会底层“赡养父母”的费用支出最高，为0.79万元/年，社会下层“赡养父母”的费用最低，只有0.18万元/年，社会地位最低的两个阶层这项费用的支出却一为最高，另一为最低，这是用阶层难以解释的。这种现象与城市农村两种养老制度的差异相关联，“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村农民，农村养老制度尚不健全，养老金低，老人的养老费用主要由子女承担，尽管农村居民的收入在各个社会阶层中最低，但必须付出比其他阶层更多的费用赡养父母；“社会下层”主要是城市体力、半体力工人和商店营业员，城市老人有一份能基本保障生活的养老金，减轻了子女的经济负担。社会底层与其他社会阶层养老费用的差异体现的是城乡养老制度的差异，而社会下层与中间阶层养老费用的差异才是阶层差异。

家庭消费的其他方面虽然也有明显的阶层差异，但这些差异不足以体现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比如，中间阶层的子女教育费用明显高于下层与底层，但差距相对而言不是很大，排名第六，而且社会下层、社会底层家庭在收入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仍然对子女教育做了大量投入，其支出分别为0.42万元/年、0.56万元/年，除日常开销和赡养父母的费用外，高于其余各项家庭支出。这种情况表明，无论哪一社会阶层都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尽管不同阶层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有所不同，但重视子女教育是整个社会的特点，不是某一阶层的特点。

综上所述，在家庭消费的各个具体方面均存在明显的阶级或阶层差异，中间阶层相比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各项消费支出均明显高出许多，但这些差异全部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因为中间阶层经济收入高，各项生活消费也高。生活必需品方面的消费差异不能说明中间阶层生活的奢侈，只能说明下层社会、底层社会生活的拮据和简朴。除经济收入外，最能体现中间阶层生活方式的消费是旅游、健身、休闲等方面的消费，其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在这方面消费的差异之大，仅以收入的差异是难以作出合理解释的；赡养父母、医疗费用等方面的差异更应从制度而不是阶层的角度作出解释，反映的是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至于子女教育费用，其阶层之间的差异性不足以掩盖全民重视子女教育的一致性。

三、中间阶层的住房、闲暇生活和出行方式

（一）住房

住房是生活的重要方面，已成为人们现在最为关注的问题。由于与家庭经济能力具有密切的关联，家庭住房已经成为家庭财富的外在象征，一个家庭的富裕与否，拥有多少财富本来都属于隐私的范畴，但是，在房价节节攀升，房屋成为最为昂贵的商品，成为投资品后，一个家庭只要从其拥有的住房面积、地段（地区）、类型等外显指标，便可对其家庭的富有状况作出大致判断。住房成为具有阶级区分性的重要指标。

但是，调查结果与上述常识并不完全一致，住房虽有明显的阶级差异，但并未体现在住房面积上。从住房面积看，反而是社会底层住房面积最大，社会下层的住房面积也比某些中间阶层高，调查结果见表5.5。

表5.5　中产阶级住房面积、住房市值及其阶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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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中，社会底层平均家庭住房面积为124平方米，社会下层93平方米，而四个中产阶层的家庭住房面积基本在81-97平方米之间，社会底层与社会下层的住房面积反而比中间阶层大。但从市场价值看，社会下层、社会底层家庭的住房市值却比较低，分别为47万元、53万元，明显低于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的107万元、106万元和137万元；需要说明的是，私营业主阶层的住房市值只有55万元，非常接近社会下层家庭的住房市值。

社会底层家庭的住房面积之所以大于其他阶层，是因为其住房基本位于农村。社会底层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农村户籍，农村的住房面积一般都比城市住房大，但市场价值远低于城市住房。这一特点反映在住房类型上，除私营业主阶层外，50%左右的中间阶层家庭居住的是自购商品房，居住于自建房的比例不到20%，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家庭居住于商品房的比例只有7.2%和21.2%，居住于自建房的比例却高达83.8%和43.2%，见表5.6。

表5.6　住房类型的阶层比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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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是城市所有，只有城市的住房才有可能成为商品房，农村住房是不能买卖的。而在城市，个人是不能自己盖房的，自建房只能盖在农村。因此，结合住房类型和住房的城乡差异，住房的阶级差异表现在住房的市场价值上，而不是住房的面积上；除私营业主阶层外，中间阶层家庭的住房市场价值远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

（二）休闲方式

家庭住房和家庭其他方面的生活消费，固然具有家庭对生活的自主选择因素，但主要受制于家庭经济收入，尤其是家庭住房，在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条件下，住房已经难以体现人对生活的自主选择。休闲方式尽管也与经济收入有关，但主要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更能反映人的兴趣爱好和生活品位。

上互联网、图书馆、看电影、参加健身活动、去体育场馆运动、打牌搓麻将等都可以看作工作之余的闲暇生活形式。是否经常参加这些闲暇活动，与人的自主选择具有密切关系。调查结果表明，中间阶层对这些活动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见表5.7。

表5.7　你是否经常参加下列活动或下列文体设施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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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省略了“不参与”的数据，“不参与”的百分比为“1-‘经常参与’-‘偶尔参与’”）



从表5.7的数据中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四个结果。1.真正热衷于这些活动的人数只是少数：除“互联网”外，人们对各项活动的参与程度均是“偶尔”参与远多于“经常”参与。2.对这些活动的参与程度表现出明显的阶级或阶层差异：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经常”参与和“偶尔”参与的人数合计比例都在50%以上，甚至在60%以上，社会下层的参与程度大多在20%到40%之间，社会底层的这一比例更低，基本在10%到20%之间，个别项目达到30%；私营业主阶层略高于社会下层，但明显低于中间阶层的其他阶层。总体上讲，社会地位越高，这些项目的参与程度越高。3.互联网的参与程度最高：除私营业主阶层外，80%以上的中间阶层都是“经常”上网或“偶尔”上网的，但社会下层的这一比例只有42.1%（23.6%+18.5%），社会底层更低，仅有12.4%，或者说，87.6%的社会底层人员从不上网，私营业主阶层的比例为49.2%，介于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之间。4.从参与程度的角度看，私营业主阶层似乎更像社会下层而不像中间阶层。

根据上述几个统计结果大致可以勾勒这么一幅粗线条的生活画面：中间阶层在工作之余会经常上互联网，时常参加一些健身活动，有时去看电影，或去图书馆，或是体育馆，偶尔也会打牌搓麻将，他们工作之余的“事件”较多，闲暇生活比较丰富；相比之下，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则很少参与这些活动，即便打牌搓麻将这类娱乐活动，其参与程度也低于中间阶层，他们工作之余的“事件”很少，休闲生活比较贫乏。

生活中的“事件”多少反映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因为这些“事件”是人们的自主选择，是生活乐趣，反映了人们的兴趣爱好。生活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对事业的追求上，也表现在对生活的享受上，从闲暇生活中体验到的生活乐趣是一种生活享受，闲暇生活的丰富可以防止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感，增进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三）生活素养

生活方式也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中。生活中有许多细节，看似很不起眼，但可能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态度，甚至生活修养。比如，穿着是否随意，公众场合下是否大声说话，吃饭是否发出声音，等等，都属于生活素养的问题。这些生活素养主要是个人的生活习惯，可以归入生活方式的范畴。一般说来，这些生活素养谈不上有什么明显的社会意义。但是，当这些生活习惯影响周围人时，可能就反映了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那么，在生活素养方面是否表现出阶级或阶层差异？

问卷中我们调查了人们对衣着、公众场合下的行为等4个生活细节问题的态度。态度分成“很同意”、“同意”至“很不同意”5个等级，分别记为1分到5分，分数越低，越是赞成这些观点，不拘生活小节，旁若无人；分数越高，则越是反对这些观点，在生活细节中约束自己，不影响他人；若把不影响他人看作生活素养的表现，那么，分数越高，表明生活素养越高；3分是中性分数，说明态度不明确。表5.8是各个社会阶层生活素养的平均得分。

表5.8　不同社会阶层对生活细节态度的比较　单位：平均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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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阶层倒数第三，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三个阶层得分相差无几，但都明显高于社会底层、社会下层和私营业主阶层三个阶层。因此，总体上可以说阶级或阶层地位越低，生活素养的得分也越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对生活细节的问题相对而言不够重视，他们倾向于认为衣服想怎么穿就可怎么穿、在公共场合可以蹲坐着、可以大声说话、吃饭时可以发出声响，中间阶层更注意自己的衣着形象，自己在公众场合下的形象，以及对他人的影响，显得循规蹈矩、遵守礼节，从中表现出明显的阶级或阶层差异。

一般说来，这些生活素养都是生活的细枝末节，无关紧要，要说影响，最多就是形象不佳，谈不上什么社会公德，更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意义，但是，我们通过调查数据却发现，生活细节的态度竟然与人们其他方面的社会态度、行为意向等均有明显的关系。这些问题后文再作分析。

（四）出行方式

生活方式的阶级或阶层差异也表现在人们的出行方式中。虽然人们利用怎样的交通工具出行与路程远近、事情的急缓、公交的便利等一系列因素有关，但是，抛开这些具体因素，从长期来看每个人往往有自己习惯的出行方式。这种习惯的出行方式是否与阶级或阶层地位有关？调查结果见表5.9。

表5.9　出行方式的阶层比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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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出行方式”的调查题为多选题，不同出行方式之间百分比不能相加；表中未列出“步行”和“其他”两项的调查数据。



表5.9中，选择“公共汽车、地铁”、“出租车”和“私家车”三类交通工具的中间阶层人数比例明显高于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而选择“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为交通工具的人数比例则是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多于中间阶层。由此看出在利用交通工具等方面同样具有明显的阶级或阶层差异：拥有自行车、摩托车还是拥有私家车，反映了家庭的经济能力，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价格便宜、灵活方便，适合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容易成为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的主要出行方式；相比自行车、摩托车等，私家车价格昂贵，还具有一定的身份象征含义，容易成为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间阶层的出行方式。

以私家车作为出行工具，前提是拥有私家车，这是家庭经济能力的表现，同样体现出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差异：24.2%的“技术阶层”、29.8%的“办事员阶层”和38.8%的“管理阶层”拥有私家车，明显高于社会底层和下层5.3%、7.9%的拥有率（见表5.10）。

表5.10　私家车拥有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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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或阶层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私家车的拥有率上，还表现在使用率上。将表5.10与表5.9进行对照，可以看到以私家车作为出行工具的人数比例明显低于拥有私家车的人数比例，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拥有私家车，但出行经常不用。这种情况在社会下层和底层表现得更明显：社会底层私家车拥有率5.3%，但只有2.3%的人出行时利用了私家车，两者相比，使用率为43.4%（2.3%/5.3%），也就是说，在拥有私家车的社会底层人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平时外出是不开车的，社会下层的使用率为46.8%（3.7%/7.9%）。中间阶层私家车的使用率明显提高：技术阶层是62.8%（15.2%/24.2%），办事员阶层是77.5%（36.8%/47.5%），管理阶层最高，为80.4%（31.2%/38.8%），私营业主阶层66.0%（12.4%/18.8%），高于技术阶层的使用率。

四、中间阶层的工作方式

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是紧密相联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联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高丙中，1997：3）生活方式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总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着生活方式。二是生产方式也是人的活动方式的一个方面，因此也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解释，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高丙中，1997：3）也就是说，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生活的一定形式”，是“一定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方式不仅指衣食住行之类的日常生活，它涵盖着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整个生活。

在此意义上，我们把中间阶层的工作方式纳入到生活方式的范畴内，从工作时间、工作的稳定性、对工作报酬的公平感以及对工作的满意状况等四个方面，通过调查数据比较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在工作方式中的差异。

（一）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的长短是工作辛苦与否的一种表现。表5.11列出了不同阶层的每周工作时间，这个时间不仅指在工作单位内的工作时间，而且包括全部以获得收入为目的的劳动时间。

表5.11　不同社会阶层的工作时间比较　单位：小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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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中，社会底层大部分是农民，工作时间难以讲清，只有13人回答了此问题。除社会底层外，各个阶层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全部超出40小时，“私营业主阶层”工作时间最长，这点容易理解，因为私营业主是经营自己的“生意”，全部的工作环节都需要自己操心，工作时间自然增加。然而，社会下层的工作时间高于其余的全部中间阶层阶层，这与媒体中经常出现的白领工作如何辛苦不相一致。从时间上讲，白领阶层工作虽然辛苦，但社会下层群体的工作更辛苦。

（二）工作稳定性

工作的稳定性从三个方面考察，一是主动换工作的次数（指换单位），二是被迫辞职或被解聘的次数，三是对失业可能性的判断。从主动换工作的次数看，社会底层因大多数是农民，谈不上更换工作单位，所以，社会底层的换单位次数最少。除社会底层外，其余阶层换工作的平均次数都大于1，即平均每个人都至少换过一次工作；社会下层换工作的次数最高，平均1.67次，即平均每个人换过1.67次的工作，高于中间阶层中换工作次数最高的“管理阶层”的1.48次；换工作次数最低的是中间阶层中的“技术阶层”，为1.07次，也就是说，“技术阶层”工作最稳定。见表5.12。

表5.12　不同社会阶层更换工作单位的情况比较　单位：次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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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工作是主动离开，被解聘或被迫辞职是被迫离开，两者都是工作稳定性的表现。从被解聘或被迫辞职的情况看，同样是“社会下层”最高，有过被解聘或被迫辞职经历的人占到8.2%；若不计“社会底层”，“技术阶层”被解聘、被辞职的比例最低，为4.4%，结论同样是“技术阶层”工作最稳定。见表5.13。

表5.13　被解聘（或被迫辞职）的阶层比较　单位：%

[image: ]


对未来失业可能性的判断反映了人们心理层面的稳定性。调查结果是社会下层比中间阶层对未来更悲观，“社会下层”认为将来“非常可能”失业的人数占4.8%，中间阶层中最低的是“管理阶层”，这一比例为2.4%；认为“非常不可能”失业的，“社会下层”是22.8%，“管理阶层”是41.8%。见表5.14。

表5.14　您认为自己在未来的6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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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4中还有两点需解释一下。一是认为“非常可能”失业的不是“社会下层”，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之所以会有这个结果，是因为这一群体中包括了不少的“零工”和“短工”；二是“技术阶层”是工作相对最稳定的阶层，其主动换工作和被解聘的人数都是最少的，但对失业可能性的判断却是比较悲观的，其认为“非常可能”失业的人数占到3.4%，在中间阶层四个群体中是最高的，反映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会出现明显偏差。

（三）对工作报酬的感受

我们从公平感的角度了解人们对工作报酬的感受。调查问题是“与同事相比，你认为你的收入与付出是否相称”，这一问题是根据亚当斯（Adams，J.S.）的OpIp=OoIo公平感公式编制的，即当自己的“所得与投入”之比值OpIp同作为比较对象的这一比值OpIp保持相等时，个体产生公平感，若前者小于后者，产生利益被剥夺的不公平感，反之，产生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感。调查问题有5个回答选项，分别是“收入明显高于付出”、“收入稍高于付出”、“收入与付出基本相称”、“收入稍低于付出”和“收入明显低于付出”。调查结果见表5.15。

表5.15　对工作报酬的感受及其阶层比较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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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调查中，由于认为自己“收入明显高于付出”的人数很少，将其与“收入稍高于付出”合并为表5.15中的“收入高于付出”。表5.15中，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农民没有单位同事可比，所以回答这一问题的只有14人，不具有分析价值。对于其余社会群体，总的特点是认为“收入与付出基本相称”的人数最多，各个群体都超过50%，中间阶层中的“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都将近60%，对于“收入明显低于付出”这种不公平的感受，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还是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下层社会具有这种感受的人达到了18.9%，高出中间阶层5-10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社会下层的不公平感较强。

（四）工作满意度

我们以工作满意与否的方式进一步调查了人们对工作收入、工作环境、晋升机会等6个方面的总体评价，评价分为很不满意、不大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到很满意5个等级，分别记为1-5分，分数越高，满意程度越高，3分为中性分数，既不是不满意，也谈不上满意。表5.16列出了每个社会群体的平均满意度分数。

表5.16　工作满意度及社会群体比较　单位：平均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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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6中，人们的工作满意度总体上略微偏向满意，满意度分数大多在3分以上，3分以下的主要是“工作收入”和“晋升机会”两项。从群体之间的比较看，不计社会底层群体，社会下层的工作满意度最低，在6项指标上的得分全部为最低，管理阶层的工作满意度最高，满意度得分排名除工作环境为第二外，其余5项全部为第一。

从工作时间、工作的稳定性、对工作报酬的感受和对工作的总体评价等各个方面看，社会下层群体是比中间阶层更为辛苦的工作群体，他们工作时间更长，工作更不稳定，对工作报酬有更强的不公平感，在对工作总体评价的各个具体内容上，每一项评价都低于中间阶层，结果高度一致。有关白领更辛苦的各种媒体舆论与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

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中间阶层依稀可辨，他们在消费、出行、休闲、工作等各方面都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有所区别，但这些差别不涉及阶级隶属、阶级意识等问题。吉登斯对阶级感知与阶级意识进行过区分。在阶级成员中一般会存在一种相同的感知，他们接受一种相似的态度和信仰，属于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他使用阶级感知指这种态度、信仰并不涉及阶级的隶属问题，也不意味着认识到不同态度、信仰、生活方式的其他阶级的存在，而是用阶级意识，指涉及阶级隶属问题，以及意识到其他阶级的存在。阶级感知与阶级意识区分的意义在于，如果仅仅是阶级感知，那么也可以认识到阶级的隶属，这个群体就很可能采取一种否认阶级存在和否认阶级真实性的立场，吉登斯认为，中间阶层就常常是这样的。（Giddens，1975：111）本章所揭示的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差异，基本上属于吉登斯所讲的阶级感知方面的差异。


第六章　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

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同样属于生活方式范畴。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与生活的意义，在交往中与他人建立了联系，形成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的程度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结合的程度，是社会“凝聚”的一种表现；而“凝聚”的基础，即个人与他人、与社会是在什么基础上凝聚起来，更为关键。本章试图通过分析中间阶层的组织参与和社会交往，探讨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程度以及影响体制内结合的因素。

一、中间阶层的组织参与

从参与职业组织的角度讲，我们所界定的中间阶层都是高度组织化的，他们都是某职业组织中的成员。在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中，职业基础上的组织化无疑具有明显的分析价值。但这已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尔库塞、托克维尔、弗洛姆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孤立的个体，他们显然是指职业组织之外的社会联结变得薄弱。因此，我们所分析的组织参与指职业组织之外的组织参与。

参与组织就是参与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人们参与社会的结果，组织把人结成了一体，成为“社会”，同时组织又是人们进一步参与社会的途径和形式。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我们可以把职业组织之外的组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制内的组织，主要有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组织，这类组织一般都与职业组织具有密切的关系，大多是在职业组织的范围内建立的，但又不依附于职业组织，具有自己的一套相对独立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对于体制的运行、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维护作用；另一类组织与职业组织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如公益组织、互助类组织、兴趣团体等，这类组织种类繁多，情况复杂，难以讲清，称其为社会组织并不准确，它们不一定是体制认可的社会组织，可能是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群体，称其为体制外组织也不确切，它们可能与体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不论如何称呼，它们是人们参与社会的一种形式。我们只能在相对于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组织的意义上笼统地将其称之为非体制内组织。

对于这两类组织，中间阶层的参与状况如何？同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中间阶层是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们从两个角度加以考察，一是在形式上或名义上的组织参与，二是在实际活动或实质上的组织参与。所谓组织形式的参与，指调查对象只是在形式上、程序上或名义上加入了组织，对于非体制内组织，则指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该组织的成员。表6.1列出了中产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在8个（类）体制和非体制内组织中的参与情况。

表6.1　中产阶级组织形式的参与及阶层比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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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除“以上组织均未参加”和“参与度”两项外，其余百分比相互之间是有重叠的，均不能相加）



根据表6.1的数据，对于体制内组织，中间阶层的参与程度大多接近50%，即将近半数的中间阶层至少在形式上参加了四个体制内组织中的其中一个；对于非体制内组织，中间阶层的参与程度大致在20%左右。从形式参与的角度讲，中间阶层体制内组织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非体制内的组织参与。

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的组织形式参与程度高出许多：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的体制内组织参与度分别为9.6%和2.7%，非体制内组织的参与度仅为1.3%和0.3%。这一对比说明两点：一是体制内组织参与的数据说明中间阶层在组织形式上与体制的结合程度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与体制的关系更为密切，相对而言，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更疏离于体制；二是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体制内外两类组织的参与数据，说明他们呈现出一定的个体化特征，中间阶层则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但是，这两个结论只是针对形式参与而言的，仅凭形式或名义上的参与，得不到中间阶层与体制组织密切结合的结论，也得不到与非体制内组织密切结合的结论。

在许多情况下，形式或名义参与不一定是实质参与。对于表6.1，我们可注意到一个现象：工会组织的成员百分比似乎明显偏低，中间阶层（除私营业主阶层外）的这一比例在28.6%到33.3%之间。按照我国的现行相关政策，每一职业组织都建有相应的工会组织，凡是加入职业组织的个体，一般也都成为工会组织的成员。本研究中的中间阶层是根据职业界定的，按理绝大多数都应是工会组织成员，即便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工会组织成员的比例也不应如此之低。对此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为调查对象的普遍“隐瞒”，他们不存在隐瞒的动机，如果是隐瞒，那么隐瞒同样会发生在对其他组织的回答上，但可以看到，“党员”人数的调查结果就比较符合现实情况。这里存在另外两种可能：一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某组织的成员，二是从未把自己当作某组织的成员。若是如此，那就表明仅仅从形式上确认个体属于某一组织，不能真正反映社会成员的组织实际参与状况。

我们结合组织活动的参与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组织活动的参与是实际的参与，比名义参与或形式参与更具实质性。我们将组织活动的参与分为“不参加”和“参加”两类，其中，“参加”包括“偶尔参加”、“有时参加”和“经常参加”三种情况，很宽泛，然而在这样宽泛的指标下，人们的实际参与度也不高，见表6.2。

表6.2　中产阶级组织活动的参与及阶层比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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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除“以上组织活动均未参产”和“参与度”两项外，其余百分比相互之间是有重叠的，均不能相加）



先看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情况。表6.2中6个阶层的实际“参与度”数据依次是0.6%、5.1%、43.4%、42.2%、47.7%和16.0%，对比表6.1中的名义“参与度”的6个数据，2.7%、9.6%、46.1%、44.8%、51.7%和17.6%，前一组数据全部低于后一组数据，两组数据全部是前两个数据最小，后三个数据最大，由此可得到两个结论：（一）无论哪一社会阶层，对于体制内的组织，均是实际参与低于名义参与；（二）无论名义参与还是实际参与，中间阶层的4个阶层均比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更接近体制。

再比较非体制内组织参与的数据，表6.2中实际参与度是0.5%、2.6%、26.2%、25.2%、30.5%和9.3%，表6.1中的名义参与度是0.3%、1.3%、21.4%、16.7%、23.1%和6.2%，除第一个数据，即社会底层外，前一组数据全部高于后一组数据，两者数据同样是中间三个数据最大，即中间阶层的参与度最高，由此也可得到两个结论：（一）除社会底层外，无论哪一社会阶层，对于非体制内的组织，均是实际参与高于名义参与，这点与体制内的组织参与正好相反；（二）中间阶层与非体制内组织的结合程度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

对组织或社会公共事务等问题提出建议、意见是一种更为主动、更为积极的实际参与。我们设计了4个“提意见”的调查问题以了解中间阶层的主动参与状况。调查发现中间阶层的主动参与程度普遍不高，而且其内部四个群体之间差异很大（见表6.3）：就“单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过意见的比例在1.3%与17.5%之间，就“单位中的人事安排”提过意见的比例在1.5%到14.2%之间，就“社会公共事务中的问题”提过意见的比例在0.4%到8.3%之间，就“政府政策问题”提过意见的比例在0.2%到5.2%之间。四个群体中，“管理阶层”在上述4个方面提过意见的人数比例均为第一，“私营业主阶层”均为最后，因此，“管理阶层”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最高，“私营业主阶层”最低；“技术阶层”就单位问题提过意见的比例高于“办事员阶层”，“办事员阶层”就社会、政府问题提过意见的比例高于“技术阶层”。

表6.3　主动参与的阶层比较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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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未提过意见”的人数比例未予列出）



同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相比，中间阶层的参与程度算是比较高的，“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的参与度更低，“社会下层”就各类问题提过意见的人数比例在0.9%到4.0%之间，“社会底层”仅在0到0.2%之间，可以说他们几乎是不“提意见”的“沉默”群体。这一统计结果同表6.1、表6.2的结论基本一致，无论是组织名义上的参与、组织活动的实际参与还是“提意见”这类积极主动的参与，中间阶层尽管参与程度不高，但都明显高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

社会参与程度是中间阶层社会生活状况的一个侧面，对中间阶层的其他生活方面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为此我们以“量表”方式将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非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和积极主动参与（提意见）三个方面的调查结果转换为三个连续变量，为进一步分析它们的影响作一铺垫，也借此综合呈现上述调查结果。转换结果见表6.4。

表6.4　各项组织参与活动状况及阶层比较一览表　单位：人、量表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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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与活动的计算方法为：1、编码：“不参加”为“0”，“偶尔参加”为“1，“有时参加”为“2”，经常参加为“3”；2、分别将体制内、非体制内和“提意见”下的各题分数相加，平均后得到表中参与程度的数据）



表6.4的结果与表6.2、表6.3是基本一致的，但趋势特征更明显：随着阶层地位的提升，从社会底层、社会下层到中间阶层，三个量表的分数也依次递增，阶层地位越高，社会参与程度也越高，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但这一结论对私营业主阶层例外，私营业主阶层的三个量表分数全部低于社会下层，这主要是因为私营业主阶层内部包含大量来自农村的个体户，使其在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接近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表明中间阶层内部成分复杂，差异很大，就组织参与度而言，中间阶层很难称得上一个统一的群体。

二、中间阶层的社会交往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程度。我们从两个角度了解中间阶层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社会交往：一是了解他们与亲戚、朋友、同事之间的来往程度，与亲戚、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既是人生活中最亲密的关系，也是人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交往，失去了这三方面的关系和交往，一个人便是孤独的人；二是通过“就餐”对象了解人们的交往对象与交往程度。“就餐”的意义不在于“就餐”本身，而在于“就餐”背后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就餐”只是一种交往形式，它把人与人联系在了一起，既反映交往的程度，也影响着进一步的交往。

表6.5是中间阶层和社会底层、社会下层群体成员与其亲属、朋友、同事三个方面的交往情况调查结果。

表6.5　中产阶级的日常交往及阶层比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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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月多次”是调查问题三个回答选项“一天多次”、“至少一周一次”和“每月至少一次”的合并）



从表6.4可以看到：无论哪一个社会阶层，与亲属之间的关系均是最密切的，其次是朋友关系，最后是同事关系。但在这一总体顺序之下，中间阶层与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的差异是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与“朋友”、“同事”的交往上：中间阶层与“朋友”的交往频率为“一月多次”的大致是90%左右，最低的“私营业主阶层”也有86.5%，而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则是80.0%和74.9%；与“同事”的交往频率为“一月多次”的，除“私营业主阶层”外，其余三个中间阶层都在83.0%以上，明显高于社会下层的66.0%和社会底层的49.8%。

应该说，在“一月多次”这种经常性的交往中出现几个百分点的差异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一年都不交往几次，甚至“从不联系”。表6.4中，在与“亲属”、“朋友”、“同事”三种关系中，每一个社会阶层中都有个别成员选择了“从不联系”，但社会底层、社会下层选择“从不联系”的百分比明显高于中间阶层：“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与朋友“从不联系”的比例是6.3%和2.4%，四个中间阶层群体则是1.3%、0.8%、0.6%和1.7%；“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与同事“从不联系”的比例是34.8%和13.1%，中间阶层除“私营业主阶层”外则是5.2%、3.4%和5.5%。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的社会交往明显低于中间阶层。从中可以得到结论：社会封闭与阶层地位具有一定关系，社会地位越低，越易导致社会封闭，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的成员更易出现孤独的人。

这一结论在“就餐”这种形式的社会交往中得到了进一步佐证。我们先从“未就餐”的角度看中间阶层的社会交往。表6.5是“半年来从未与各类领导、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各类社会下层人员一起就餐”的调查结果。

表6.5　社会各阶层“未就餐”人数比较　单位：%、人

[image: ]
注：（1）表中是“未就餐”的百分比数据，“就餐”百分比可通过“1-‘未就餐百分比’”得到，具体人数可由“百分比乘以‘人数’”得到；（2）表中各百分比不能相加；（3）各类领导包括本单位领导、党政事业单位领导、村长、村书记、居委会主任、国有企业负责人、私营民营企业老板、三资企业负责人、党政事业单位中层干部、国有企业中层管理人员、非国有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共11类人员，各类专业人员包括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行政办事人员、企事业单位业务员、技术工人共7类人员，下层人员包括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一般工人、钟点工保姆、个体户、农民工、农民、无业人员共7类人员。



“就餐”的意义在于通过就餐，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交往，建立了联系。曾经一起就过餐的对象广泛与否，是社会交往广泛与否的具体表现，“未就餐”则反映了社会交往的封闭程度。表6.5表明中间阶层半年来未与“各类领导”、“专业技术人员”、“社会下层人员”就餐过的比例明显低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以“与上述人员均未就过餐”的数据为例，中间阶层中的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的数据分别为17.9%、18.3%和11.4%，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则为40.9%和33.8%，前者比后者将近低20个百分点，即便中间阶层中的“私营业主阶层”（28.5%）也比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将近低5-12个百分点，说明中间阶层的交往圈子是比较开放的，中间阶层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联系，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的成员则相对比较封闭。

为反映“就餐”程度以及便于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以量表方式将三个“就餐”问题转化为三个连续变量。将量表分数与“职业地位”进行交互，各个社会阶层在交往方面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清晰，见表6.6。

表6.6　社会各阶层“就餐”人数比较　单位：量表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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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编码方式为：就餐“0次”记为0，“不到3次”记为1，“3到10次”记为2，“10次以上”记为3；在此基础上，分别将“各类领导”、“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下层人员”三个分类之下的调查问题得分相加）



表6.6中，管理阶层在“与领导干部就餐”和“与专业技术人员就餐”两项中均位于第一，分别是3.92分和3.35分，私营业主阶层除在“与社会下层人员就餐”中居第一外，另两项在中间阶层中均为最低，分别是0.78分和1.53分，但尽管最低，仍比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高出不少。若把就餐分数看作社会交往的表现，那么，这些数据表明两点：（一）中间阶层的社会交往明显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二）中间阶层内部的社会交往同样存在明显差异，管理阶层的社会交往最多，且其交往对象以“各类领导”为主，这与管理阶层所从事的管理工作的性质有一定关系；私营业主阶层的交往对象以社会下层人员居多，这与该阶层中包含大量个体户有密切关系；（三）除私营业主阶层外，中间阶层与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的交往总体上偏低。

社会交往与经济收入具有密切关系。表6.6中的三个“就餐”量表与调查对象的家庭收入、个人收入都具有明显的相关，见表6.7。

表6.7　社会交往与经济收入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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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表明，个人收入、家庭收入与“各类领导就餐”的相关系数最高，分别为0.374和0.276，与“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就餐”的相关系数其次，但也高达0.338和0.275，与“各类下层群体就餐”只有微弱的相关，甚至没有相关。这些关系说明社会交往是有“层次”的，与较为上层的、具有一定专业技术者交往的人，其经济收入也是相对较高的，但同各类社会下层群体的交往，经济收入并不是一个影响因素。

交往不仅受经济收入因素的影响，也受交往者学历水平的影响，见表6.8。

表6.8　社会交往与学历水平的关系　单位：量表分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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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呈现出清晰的线性关系：学历水平从初中到大学，量表分数“与领导就餐”、“与专业技术人员就餐”依次递增，而“与下层人员就餐”分数依次递减；学历越高，与各类领导、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交往越广，而与各类下层群体的交往越少。结合表6.7经济收入的影响、表6.6职业地位的影响，结论很明确：总体上，社会地位越高，社会交往越广、越频繁，但地位高的人，主要是与领导、专业技术人员的交往更广，与各类下层人员的交往则减少，社会地位低的群体主要是与“各类下层人员”的交往较多。

三、影响体制内组织活动参与因素的分析

社会参与、社会交往的方式和对象都是多样的，不同的社会参与或社会交往，其具有的社会意义或社会影响并不相同。同其他的社会参与或社会交往相比，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更为关键，这是因为社会参与、社会交往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程度，是社会“凝聚”的一个方面。对于社会凝聚，关键是凝聚的基础是什么。显然，以体制为基础的凝聚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促进以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凝聚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以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探讨影响体制内组织活动参与的各种因素。

我们首先探讨人们的客观社会地位对体制内组织活动参与的影响。一般说来，除私营业主阶层外，中间阶层较高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职业组织，学历是进入职业组织的重要条件，而我国的职业组织与体制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客观地位高的人，对体制的依附性也高，表现为对体制内活动的参与积极性高、参与程度高，或者说，客观地位高的人容易凝聚在体制的基础上。由此，我们得到假设1：

假设1：客观地位越高，参与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可能性也越高。具体表现为：

假设1.1：经济收入高的人，越是会参与体制内组织活动；

假设1.2：学历高的人，越是会参与体制内组织活动；

假设1.3：职业地位高的人，越是会参与体制内组织活动；或：中间阶层比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更多参与体制内组织活动。

与各类人员的“就餐”，“参与非体制内组织的活动”以及“就各类事务提意见”等都是社会交往或社会参与的形式，而参与体制内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参与，它们之间的共同点都是社会参与，因此，它们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状况影响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

就“就餐”而言，由于“就餐”对象不同，交往中所受影响也可能不同，因此，我们可得到3个具体假设：

假设2.1：与各类领导的“就餐”或交往越多，则参与体制内活动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2：与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就餐”或交往越多，则参与体制内活动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3：与各类社会下层人员的“就餐”或交往越多，则参与体制内活动的可能性越小。

参与非体制内活动对于参与体制内活动具有怎样的影响，可能是一个难以讲清的问题，其影响可能取决于这些非体制内组织的性质，很难作出笼统回答，我们这里的非体制内组织仅指娱乐性、公益性、兴趣性、专业性等组织，一般说来没有政治色彩，但由于在各类组织中我们始终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因此，这些组织中党员干部等都可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假设2.4：

假设2.4：积极参与非体制内组织活动的人，也倾向于积极参与体制内组织的活动。

经常就各类问题发表意见、提建议的人往往都是群体中的活跃分子，他们对群体活动一般都比较热心，因此，对于体制内组织活动他们也会比较热心，由此得到假设2.5：

假设2.5：经常提意见、建议的人，是体制内组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为验证上述假设，我们以表6.4中的“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为因变量建立数学模型，由于因变量为量表分数，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其数学形式为：

y=b0
 +b1
 x1
 +……+b13
 x13


其中，x1
 至x4
 为4个客观社会地位变量，分别是“家庭年收入”、“个人年收入”、“职业地位”和“学历水平”；x5
 至x7
 为3个社会交往变量，即3个“就餐”变量，x8
 至x9
 为2个组织参与变量，一是“参与非体制内组织活动”，另一是“就各类事务提意见”，x10
 至x13
 为4个控制变量：政治面貌、性别、年龄和户籍。

经对分析结果进行整理，多元线性回归的标准回归系数及其他主要统计指标见表6.9。

表6.9　体制内组织活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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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类别：职业地位，社会下层；学历，初中及以下；性别，女性；户籍，农村；政治面貌，非党员。

表6.9中的回归模型具有很高的决定性系数，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总体上对因变量“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具有良好的解释力。但这不意味着模型中每一个自变量对因变量都具有影响作用。我们根据表中的标准回归系数及其检验结果逐一分析每个自变量的作用。

观察标准回归系数，可以看到5个职业群体的值均为负值，即它们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均低于参照类别“社会下层”，同“社会下层”相比，其余阶层的参与程度均是低的，因此，“社会阶层”对于因变量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不同社会阶层的参与程度存在明显的阶级或阶层差异，社会下层参与体制内组织活动的程度最高，社会底层参与程度最低，中间阶层介于其间。

然而这一结果与表6.4并不一致，而且相反。表6.4中，中间阶层的量表分数除私营业主阶层外，远远高于社会下层，也即中间阶层的参与程度远远高于社会下层，而在这里却变成了社会下层的参与程度最高。为什么两个结果会相反，究竟哪一个结果是对的？

这种现象在统计中是经常发生的，原因在于“干预”变量的影响作用未被分离，导致“虚假”关系的发生。表6.4中，职业地位越高，反映参与程度的量表分数也越高，此时“职业地位”对量表分数的影响中混合着其他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些因素可能扭曲“社会阶层”与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当将这些因素作为自变量引入到模型之中时，也意味着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被分离了出来，此时，作为自变量之一的“职业地位”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已不再混合模型中其他自变量的影响成分，是一个比较“纯净”的影响作用。因此，表6.7中回归模型反映出的“职业地位”与参与度之间的关系比表6.3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准确。据此，推翻假设1.3。如果把参与体制内活动看作职业地位与体制关系密切程度的指标，那么与体制关系最紧密的并不是中间阶层，而是社会下层群体；与社会下层相比，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是一个相对疏离于体制的社会群体。

学历是影响体制内参与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影响方向是学历越高，参与程度也越高，参照类别“初中及以下”者学历最低，其参与程度也最低，“大专及以上”者学历最高，其参与程度也最高，接受假设1.2。

客观社会地位中的另外两个重要变量，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对因变量参与程度的影响虽然表现出收入越高参与程度越低的趋向（标准回归系数为负值），但由于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不具有统计推论的价值，我们只能认为这一趋向是随机误差导致的，经济收入不影响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假设1.1没有得到证实。

影响参与程度的还有“参与非体制内组织活动程度”和“就各类事务提意见”两个因素，两个因素的标准回归系数值都达到了0.00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并从标准回归系数皆为正值可知两个因素都促进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程度，说明“参与非体制内组织活动程度”较频繁的人也往往是体制内组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事实上，“互助组织”、“公益组织”、“专业组织”等非体制内组织一般都是在党组织、工会组织等体制内组织的领导或指导下开展工作的，这也就可理解非体制内组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往往是体制内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就各类事务提意见”对体制内组织活动参与的影响同样非常明显，经常提意见、提建议的人也是体制内组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就各类事务提意见”本身就是积极参与的一种方式，经常提意见的人一般都比较关心组织、参与社会，该因素影响因变量表明组织内的活跃成员相比于不大活跃的人，与体制的关系更为密切。假设2.4和2.5得到证实。

但是，三个社会交往变量即“就餐”变量不影响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其标准回归系数均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就餐”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体制内组织活动的参与是一种组织参与，两者之间不相关也许说明两者所反映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活动，人们的日常交往是一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一种社会交往，反过来说，组织参与也未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影响。假设2.1、2.2和2.3均未得到证实。

4个控制变量的影响这里也简要提一下：年龄越大，体制内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城市居民比农村农民参与程度高，男性比女性参与程度高，党员比非党员参与程度高。

综合上述各种影响因素，体制内各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组织中的活跃人员、非体制内组织的参与者相对而言容易成为体制内活动的参与者；第二，具有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中共党员、城市居民、男性等特征的人，以及“社会下层”的人是参与体制内活动相对比较积极的人；第三，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与体制内组织活动无关。


第七章　中间阶层的心理世界：从主观认同、生活感受到生活信心

阶级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参与上，而且表现在主观意识上。从主观意识的角度看，生活层面的心理因素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经济收入、职业地位、教育水平等构成的客观地位为人们观察社会、思考人生提供了出发点，但客观地位的影响需首先被人们感受到，心理因素会放大或缩小客观因素的影响，相似生活条件下的个体会形成不同的主观认同和生活感受。个体会把生活层面的经验扩散到对宏观社会现象的认识上，深入到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态度和生活信心。

基于上述基本理解，我们以“主观认同”和“生活感受”两个生活层面的心理因素为起点，探讨它们对中间阶层的生活信心和社会态度的影响。本章按照“主观认同→生活感受→生活信心”的关系链探讨中间阶层的生活信心，下一章则从主观认同、生活感受同社会态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中间阶层的阶级意识。

一、中间阶层的主观认同

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在心理学上，认同是指认识与情感的一致性，人通过“认同”形成自我概念。（沙莲香，2008：100）社会认同是个体将自己归属哪个群体、哪个社会位置、哪种文化的心理过程，在这里，认同不但是“心理”的，也是“群体”的，是个体将自我视为群体的一部分，是一种“自我延伸”。李培林将认同与阶层结合了起来，提出了认同阶级或阶层认同的概念。本研究借鉴李培林的观点，将主观认同看作人们基于自身状况和生活境遇形成的对自己阶层地位的一种综合判断，通过自我评价表现于外。本研究通过自我评价探讨中间阶层的主观认同，具体做法是将人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价分为“社会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中下层”和“社会下层”五个层次，以此作为“阶层认同”或“主观认同”的指标。调查结果见表7.1。

表7.1　认同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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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中，56.3%到63.8%的中间阶层将自己评价为“社会中层”，如果加上将自己评价为“社会中上层”和“社会中下层”的中间阶层，这一比例是90%左右。如果将上下一个等级的偏差看作合理偏差，那么，中间阶层对自己阶层地位的评价与本研究对其所界定的“中层”，两者的吻合程度达到90%。

然而继续观察表7.1的数据，可以发现主观认同不是区分中间阶层的良好指标。如果主观认同是一个良好的指标，那么，它不仅应区分出哪些人属于中间阶层，还应区分出哪些人不属于中间阶层，但表中数据缺乏这一特点：大量的社会下层（体力工人、营业员）和社会底层（农民）也将自己评价为“社会中层”，社会下层（工人、营业员群体）的人这一比例为43.7%，而地位更低的农民群体（社会底层）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0.6%，还有5.7%和5.6%的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成员将自己评价为“社会中上层”，这个数字超过了中间阶层中“办事员阶层”的4.5%，也就是说，人们的自我评价具有“向中”特点，不管是社会底层、社会下层还是中间阶层，都倾向于将自己评价为“社会中层”。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学历或经济收入考察“主观认同”，主观认同是否也会出现“向中”特点？调查结果表明，“向中”特点同样存在，见表7.2和7.3。

表7.2　学历与主观认同的关系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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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的数据虽然表现出学历越高，主观认同也越高的特点，但高学历与低学历之间的评价差距并不很大。比如，“大学及以上”中有65.7%的人把自己认同为社会中层，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这一比例也高达48.1%，因此，根据主观认同难以区分人们的学历高低。

同样，根据主观认同也难以区分人们的收入高低。表7.3中，个人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贫困者中竟也有46.6%的人把自己定位于“社会中层”，还有5.6%和0.7%的1万元以下年收入者自我定位于“社会中上层”和“社会上层”。人们的主观认同与其客观社会地位相距甚远。

表7.3　收入与主观认同的关系　单位：%

[image: ]


客观意义上“社会中层”的人倾向于将自己认同为“社会中层”，客观意义上“社会下层”甚至“社会底层”的人也同样倾向于将自己认同为“社会中层”，这样，主观认同的“社会中层”便失去了区分性。若将其作为中间阶层的划分标准，结果便是它在将客观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尽可能包括于其中时，同时也将大量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的人包含于其中，中间阶层便成了一个缺乏客观社会地位支撑的心理因素。因此，若按主观认同划分社会阶级或阶层，就有可能把阶层变成一个纯主观感受的东西。

阶级的主观认同在阶级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用这一概念作为阶级认同的调查指标。调查发现人们的主观认同具有明显的“向中”特点。由于这一特点，主观认同降低了阶级的区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观认同意义上的阶级不存在，关键在于主观认同是否等同阶级认同。

主观认同中包含了明显的社会比较，社会比较中的心理偏差或心理防御机制可能妨碍调查对象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作出“准确”的评价：评价过低有伤自尊，评价过高则显得“自负”，地位低者将自己评价为中层，主要出于前一原因，地位高者将自己评价为中层则是出于后一原因。这些带有防御性的心理因素表明对外陈述的自我评价和内心的真实认同是存在距离的，结果是导致“社会中层”的主观认同人数最为庞大，但很难认为这些将自己评价为社会中层的人都内心认同自己属于社会中层。也就是说，主观认同不一定等同于阶层认同。主观认同只是阶层认同的一个近似的甚至有明显偏差的指标。

但这不妨碍我们对阶级认同的探讨，我们只是在阶级或阶层划分的标准上认为将主观认同等同于阶级认同会出现较大偏差，但不否认主观认同作为阶级认同的近似指标所具有的心理意义，而它的心理意义是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人们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于“社会中层”，这一特点在其他国家的调查数据中表现得同样明显，表7.4比较了不同国家的主观阶层认同调查结果。

表7.4　各国公众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比较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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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培林，张翼等，2005年，《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57页。表中数据每行的百分比之和大多不等于100.0%，原数据即如此）



由于抽样方法、抽样范围以及调查时间的差别，严格说不同的调查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尽管如此，通过将我国的调查数据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们仍然能看到两个明确的结果：第一，将自己认同为“中层”的人数，无论哪个国家，都是最多的，相比之下，我国的“中层”比例竟然还是最少的；第二，再看其余部分的数据，将自己定位于“上层”或“中上层”的人数比例，我国低于大多数国家，而将自己定位于“中下层”和“下层”的比例却又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这两个结果表明：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主观认同表现出明显的“低估”倾向。

调查对象之所以低估自己的社会地位，可能出于两种原因：一是客观地位较高的人不愿炫耀自己的“高地位”或比较“谦虚”，但“炫耀”、“谦虚”是人共有的心理特点，不足以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主观认同上的过大差异；二是不满自己目前的地位。这可以从人们的主观认同与他们的社会态度、生活感受等是否具有一致性的角度作进一步探讨，如果仅仅是出于不愿“炫耀”的动机，主观认同不应与社会态度或生活感受等存在明显相关，如果存在明显相关，也就是对自己地位的不满与对社会或生活的不满具有一致性，意味着主观认同影响人们的社会态度或生活感受，或者反之，对社会或生活的不满导致人们对自己地位的不满。

低估现象主要发生在客观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群体，因为客观社会地位本来就属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基本没有“低估”的余地。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主观认同的分层体系中，上部人数减少，下部人数增多。虽然这种人数变化只是一种心理事实，只是反映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而不反映社会的阶层结构，但这种中上阶层减少，中下阶层增多的主观认同结果，不能不令人思考：人们的主观认同是否出现“底层化”？是否出现心理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或“底层群体”？主观认同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意识在弱化？

学者们一向将社会中间层称为社会的“稳定器”，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般都偏向温和、保守，这样社会不容易受较极端的思潮冲击。（李培林、张翼等，2005：60）主观认同的中间阶层不等同于社会现实中的中间阶层，但其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李强指出，当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达不到温饱时，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客观生活条件的差别。而当人们普遍解决了温饱后，在贫富问题上的主观心态就更为重要，尤其是人们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认定，如果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就会形成一种稳定形态；如果多数人认为自己处于下等水平，就会导致一种不稳定形态，引发社会动荡。（李强，2000）中间阶层对于社会之所以具有稳定作用，同他们“温和”、“保守”等心理特点是相关联的，当大量按客观社会地位衡量本应属于社会中上层群体的人将自己归入下层群体时，并且排除了“谦虚”之类的原因时，可能意味着这些人的“温和”、“保守”等心理特点受到了削弱，这使他们同样容易受到极端思潮的冲击。主观认同中表现出的这种心理状态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应得到充分重视。

二、中间阶层的生活感受

就概念的内涵而言，生活感受并不复杂，一般指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与否的感受，是对客观生活条件的主观反映，但其外延却是一个难以讲清的问题，生活是复杂的，生活究竟应该包含哪些方面，包含多少方面，很难作出准确回答。在具体调查中我们以生活满意度作为生活感受的指标，把生活感受简化为人们对生活满意与否的评价，共选择生活的7个方面请调查对象进行评价。评价标准从积极到消极分为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大满意和不满意五个等级，分别记为5分、4分、3分、2分和1分，全部调查对象在某一生活方面的平均分数定义为“满意度”，因此，“满意度”的分数范围是1-5分，分数越高，说明满意度越高，3分是满意与不满意的临界点。表7.5是社会各阶层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及其比较。

表7.5　调查对象日常生活的满意度及其阶层比较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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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表明：人们生活满意度最高的是“家庭关系”，平均分数4.01，最低的是“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平均分数均为2.87。表7.5还表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除“社会保障”一项是“社会底层”满意度最高外，其余各项基本都是管理阶层、办事员阶层、技术阶层等中间阶层的满意度最高，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最低，这说明“阶层”对于生活感受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中间阶层的生活感受明显好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

人们的生活远不止上述7个方面。具体方面很难全面列举，但它们往往互相关联，人们对其感受也大多存在一定相关，说明在具体生活感受的背后具有一些共同成分，这些共同成分是更为基本的生活感受。为寻求共同成分，我们将表7.5中的生活感受或满意度视为7个观察变量，对其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所提取的公因子反映了观察变量的共同成分，可以看作较为基本的生活感受。因子分析结果共提取两个公因子，其主要统计指标见表7.6。

表7.6　两个生活因子的因子负载和因子分析主要指标（主成分分析）　单位：因子负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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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6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7个方面的生活感受大致可以归为两类，对应两个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与人们的“家庭收入”、“生活水平”、“居住条件”等密切相关，反映了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感受，命名为“物质生活因子”；第二个公因子与人们的“家庭关系”、“社交生活”等密切相关，主要是对情感、人际关系等非物质生活方面的反映，命名为“情感生活因子”。也就是说，两个生活因子将人们7个方面的生活感受大致概括为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可看作生活感受或生活满意度中相对基本的成分，也可看作变量的简化，即7个生活方面简化两个因子变量。这为我们的后续分析提供了便利。

我们将2个因子变量视为生活感受的指标，因子值就是变量的值。原来7个变量的编码是数值越大满意程度越高，由因子分析简化得到的因子变量也是因子值越大，生活感受越好，我们以此考察中间阶层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感受。表7.7是中间阶层和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的两个生活感受的因子平均值。

表7.7　物质生活感受和情感生活感受的社会阶层比较　单位：因子平均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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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7中可以看到：中间阶层物质生活的感受明显好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中间阶层中除私营业主阶层外，物质生活因子的平均值都在0.12之上，管理阶层达到了0.23，明显高于社会下层的-0.17和社会底层的0.01；但在情感生活方面，阶层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比如，社会下层为-0.03，但中间阶层中的技术阶层也是-0.03，最高的管理阶层只有0.06。因此，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物质生活的感受方面，而对情感生活的感受不存在阶级或阶层差异。

生活感受是人们对生活状况的反映。人们的职业决定了经济收入，经济收入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教育程度又与职业密切关联，因此，经济收入、阶层地位和教育水平等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感受；另一方面，生活感受是一种心理感受，同一系列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有关。主观认同是人们基于对自己阶层地位、生活境遇等综合判断之上形成的对阶层的心理认同，同样会对生活感受产生影响。由此形成的问题是：生活感受主要是受经济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还是主要受主观认同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我们分别将两个公因子作为因变量，以“阶层认同”和经济收入、教育水平、阶层地位等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由于这里建立回归方程的目的在于比较认同阶层与客观因素对生活感受的影响程度，寻求影响生活感受的关键因素，而在一般的线性回归中，分类变量是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之中，但虚拟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不仅没有直观意义，相互之间也不能进行比较，无法比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大小。因此，我们采用最优尺度回归
2

 （Optinal Scaling）建立统计模型，将“主观认同”、“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等分类变量直接引入回归方程，经整理得到表7.8的分析结果。

表7.8　主观认同和客观地位与生活感受之间的回归分析（Optinal Sc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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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mportance即影响重要性，是根据标准化系数和相关系数计算出的自变量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百分比，所有变量的重要性相加之和等于100%，数值越大，表明该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越重要，即影响作用越大。



根据表7.8的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结论：（一）两个回归方程中“主观认同”的Importance值均为最高，分别是0.655和0.809，远远高于其他变量的Importance值，由此可以得到结论：无论是对物质生活感受还是对情感生活感受，“主观认同”的影响都是最大的，明显大于经济收入、教育水平以及社会阶层等变量的影响；（二）由两个回归方程中“主观认同”的标准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可知，“主观认同”的“值”越大，即人们自我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其生活感受也越好；（三）对两个回归方程的决定性系数进行比较，以“物质生活感受”为因变量的模型决定性系数远远高于以“情感生活感受”为因变量的决定性系数，说明经济收入、教育水平、社会阶层以及主观认同等变量对“物质生活感受”的影响远远高于对“情感生活感受”的影响。

经济收入是影响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然而对物质生活感受的影响并不关键，其0.117的“Importance”值虽然高于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的Importance值，却远远低于“主观认同”的0.655，主观认同是影响物质生活感受更为关键的因素。这似乎令人奇怪，决定生活水平的经济收入对生活感受的影响竟然远远低于主观的“认同”。

然而这样的奇怪现象并不是唯一的，试举一例，问卷调查中有这样一个调查问题：“中国改革30多年，综合考虑各方面，您认为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吗？”调查结果是收入最低的农民群体认为自己受益最大，见表7.9。

表7.9　认为自己是30年改革受益者的阶层人数比较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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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讲，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表7.9印证了这一结果，认为自己是“受益很多”和“有一些受益”的人达到了79.6%（23.5%+56.1%）。然而，人们的受益感受与其职业地位并不成正向关系，受益最多的中间阶层并不认为自己受益很多，反而认为“吃亏很多”，在各类群体中年收入最高的“管理阶层”认为自己“吃亏很多”的人数在各类群体中是最高的，为4.3%，而收入最低、平均年收入只有8000多元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群体，认为自己“吃亏很多”的人数比例只有1.4%，不仅低于管理阶层，也低于办事员阶层的2.4%；同样，认为“有一些吃亏”的人数也是底层群体低于管理阶层和办事员阶层，以及技术阶层，4个群体的这一比例是3.6%和5.2%、4.0%与6.1%。反过来，认为“受益很多”的同样不是年收入最高的管理阶层，而是年收入最低的社会底层，其人数比例为27.7%，在6类职业群体中是最高的；认为“有一些收益”的人数也是社会底层高于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收入最低的人群认为自己获益很多而吃亏很少，收入高的群体却认为自己吃亏多受益少，说明人们的收入与对收入或获益的感受在相当程度上是分离的，类似这样的现象不是偶然，这从侧面印证主观认同对生活感受的影响超过经济收入、职业地位和学历水平的结论。

“物质生活感受”主要是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主观认同”这一心理状态对其影响超过客观社会地位包括经济收入对它的影响，说明“贫困”不仅是一种物质状态，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贫困不仅是物质的贫困，还包含着心理贫困，但心理贫困与物质贫困并不对应，心理因素可能夸大也可能缩小对“贫困”的感受。

主观认同和生活感受都是心理变量，心理变量之间大多具有交互影响的性质，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假定“主观认同”是自变量，生活感受是因变量，但我们也可反过来认为，生活感受影响人们的“主观认同”，导致人们高估或低估自己的社会地位。本来，低估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解释为调查对象不愿“炫耀”或“谦虚”的心理，高估自己的地位则是出于“保护自尊”的心理，但是，由于生活感受影响人们的“主观认同”，对生活的满意或不满意会反映在“主观认同”之中，使“主观认同”包含了满意或不满意的情绪色彩，因此，只要“生活感受”与“主观认同”存在关联，低估或高估自己地位的现象就不是“谦虚”、“保护自尊”等心理因素所能解释的。

三、中间阶层的生活信心

本研究的生活信心指个体对自身的价值、生活意义、未来希望的判断和认识。相比于生活感受，生活信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是比较深层次的心理因素，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具有核心意义。对生活充满信心、对未来满怀希望的人，工作中的挫折、生活中的不满不会使其降低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生活的信心可以轻易化解眼下的不满；如果未来希望破灭、生活信心丧失，人会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甚至生命都不值得留恋，整个心理背景都会蒙上消极的色彩，一件小事都会触发其内心深处的不满。

对于生活信心这样一个比较抽象的心理因素，我们用表7.10中的5个调查问题作为其调查指标：（一）感到未来没有希望；（二）感到自身价值难以实现；（三）感到生活没有意义；（四）感到被社会遗弃；（五）感到被别人轻视。调查问题共有3个回答选项：“从没有”、“有时有”和“经常有”。调查结果见表7.10。

表7.10　生活信心及阶层比较　单位：%、人、量表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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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10“平均”一栏中可看到，大多数人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未来没有希望”、“生活没有意义”之类的感受，人数比例在57.0%-83.2%之间，说明大多数人对生活是很有信心的；“有时有”这类感受的人在14.0%-36.4%之间。“有时有”这样的感受应该说属于正常范畴，特别是人在遇到挫折时出现这样的一些感受是很自然的，谈不上失去生活信心。但是，如果一个人经常沉浸在这样的感受中，那么，可以认为他的生活信心受到了一定挫伤。从表7.10的数据看，“经常有”这样感受的人在2.8%-6.6%之间。这一比例看似较小，但其所涉及的绝对人数不容小觑，其带来的社会影响更不容忽视。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人由于各种原因对生活失去信心，如果这些原因与社会因素无关，失去生活信心仅是一种个体现象，但是，如果它与社会结构性因素相关联，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性，就不应再将它看作个体现象，而应把视野拓宽到社会结构性因素。职业地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它是否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信心？或者说，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信心是否存在差异？

为此，我们以总加量表的方式对表7.10中的5个题目进行综合
3

 综合结果为表7.10中最后一行的“量表分数”，量表分数越高，表明生活信心越高。比较各个职业群体的量表分数，可以看到中间阶层中的“办事员阶层”量表分数最高，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分数最低，即“办事员阶层”生活信心最高，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生活信心最低。但总的说来，6类职业群体的量表分数相差无几，最高8.8分，最低8.2分，这一结果表明虽然中间阶层的生活信心略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但差别很小，生活信心方面的阶层差异很不明显。

什么因素影响人们的生活信心？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社会结构性因素是生活信心的基础和客观来源。由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确定的社会地位是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反映，直接影响个体的生活水平、生活感受等各个方面。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实现自身价值、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较少，他们更易感受到社会剥夺和社会贫富反差，从而对现状不满，降低生活信心。由此得到假设1。

假设1：社会结构性因素影响生活信心，构成了生活信心的客观来源。

这一假设可具体为三个子假设：

假设1.1：经济收入影响生活信心，经济收入低则生活信心低；

假设1.2：教育水平影响生活信心，学历文凭高的人生活信心也相对较高；

假设1.3：职业地位影响生活信心，职业地位高，生活信心高，中间阶层因其职业地位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所以中间阶层的生活信心也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

社会因素需要被人感受到才能发挥影响，客观社会地位的不同导致生活条件、生活状况的不同，得到的生活感受不同，由此形成的主观认同也不同。个体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生活感受、形成的主观认同对个体的影响不会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它会在个体身上逐渐积淀下来，暂时的、不稳定的心理特点会趋向稳定，生活表层的不满会渗透到对生活深层次的认识上，转化为对未来的忧虑和对自身价值的怀疑，进而对未来失去憧憬，降低生活信心。因此，生活感受和主观认同构成了生活信心的心理来源。

生活感受、主观认同和生活信心都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之间的影响大多是双向的，既可理解为生活信心参与到对日常生活的感受中，参与到对自身地位的评价中，从而影响生活感受和主观认同，也可理解为生活感受、主观认同经长期积淀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信心。我们探讨的是生活信心的形成，因此，我们采取后一种理解，将生活感受、主观认同理解为因，生活信心理解为果，由此提出假设2.1。

假设2.1：生活感受和主观认同影响生活信心，不满的积淀导致生活信心降低。

在对数据的梳理中，我们发现第五章中的“生活素养”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概念。按照第五章的界定，“生活素养”属于心理因素的范畴，是个体对待生活细节的一种态度，“生活素养”分数高的人，比较关注生活细节，关注自己的公众“印象”或对公众产生的“影响”，如在公众场合不大声说话、不随意蹲坐等，虽然这里的“生活素养”涉及的可能都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些细枝末节的态度与个体其他方面的心理和行为具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将“生活素养”引入分析中。“生活素养”与“生活信心”的关系显然不可能是“生活素养”导致“生活信心”的提高或降低，只能是生活素养反映了生活信心，是生活信心的外在表现，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2。

假设2.2：“生活素养”是生活信心的外在表现，“生活素养”分数越高，说明生活信心也越高。

对于上述假设，我们将其中的各种因素或变量置于同一个数学模型中加以验证。因变量生活信心是表7.10中的量表分数，属于连续型变量，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其数学模型的表达式为：

y=b0
 +b1
 x1
 +……+b11
 x11


其中，x1
 至x4
 为4个客观社会地位变量，分别是“家庭年收入”、“个人年收入”、“职业地位”和“学历水平”；x5
 和x8
 指两个生活感受、主观认同和生活素养四个心理变量；x9
 至x11
 为3个控制变量，即性别、年龄和户籍。

四、生活信心的影响因素

经对分析结果进行整理，线性回归分析的主要指标决定性系数、标准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7.11。

表7.11　生活信心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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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变量：户籍：农村居民；性别：男；政治面貌：非党员；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职业地位：社会下层；主观认同：社会下层）



参照变量：户籍，农村居民；性别，男；政治面貌，非党员；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职业地位，社会下层；主观认同，社会下层。

我们从客观地位和心理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影响生活信心的因素。

（一）客观地位的影响

从职业地位看，模型3中的标准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表明职业地位不影响生活信心：虽然除“管理阶层”外，其余4个社会群体的标准回归系数都大于0，即他们的生活信心都高于参照群体“社会下层”，但是，包括“管理阶层”在内，检验结果全都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些群体的生活信心与社会下层没有差异。这一结果与表7.10的结论基本一致，从生活信心的角度看，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群体基本没有区别，在此意义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中间阶层。

经济收入与受教育水平同样不影响生活信心，因为它们的标准回归系数，除受教育水平中的“大专及以上”外，也全都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虽然达到了统计显著性水平，但其标准回归系数小于0，即与参照类别“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群体相比，“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生活信心不是更高而是更低，这与我们的假设方向正好相反。因此，根据这些统计结果，假设1.1、假设1.2和假设1.3都未得到证实。

（二）心理因素的影响作用

客观社会地位没有影响生活信心，但心理因素对生活信心的影响却很明显：模型3中除主观认同为“社会中层”外，其余心理变量全部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并且全部大于0，影响方向是：物质生活感受或情感生活感受越好，生活信心越高，良好的生活感受提高生活信心，或反过来说，生活感受变差降低生活信心；主观认同“社会中上层”的人生活信心明显高于主观认同为“社会下层”（参照组）的人，主观认同低的人生活信心也较低；“生活素养”分数高的人生活信心也相对较高，不过，“生活素养”与生活信心之间的关系不应理解为生活素养的提高增强生活信心，而应看作生活信心通过生活素养表现在对生活的细节态度中。因此，假设2.1、假设2.2全部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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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客观地位、心理因素与生活信心之间的关系示意



生活信心受心理因素的明显影响，却与客观社会地位无关，似乎成为一个独立于客观因素的纯粹心理变量，但是将它们之间的关系串联在一起，可得到图7.1所示的间接关系。

客观地位与生活信心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们都与生活感受、主观认同具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生活感受和主观认同将客观地位与生活信心间接地联系在一起。这种间接关系说明生活感受和主观认同起到了中间“调节”的作用：客观地位的影响不是消失，而是需要经过生活感受、主观认同的“建构”才能间接影响生活信心；客观因素的影响必须首先被感受到，转化为对生活的满意或不满意，才导致生活信心的提高或降低。因此，客观地位是生活信心的物质基础，生活层面的心理因素生活感受和主观认同是生活信心的心理来源。

客观地位与生活信心的这种间接关系，使客观地位的影响作用显得比较“遥远”，难以辨别，这也反映了生活信心是一种层次较深的心理因素；而生活感受、主观认同都是生活层面的心理现象，它们对生活信心的直接影响说明表层的心理因素会向深层的心理因素转化，生活中的不满会向对生活价值、生活意义的不满转化，不稳定的心理特点会向稳定的心理特点转化。


第八章　中间阶层的心理世界：从社会态度到阶级意识

个体往往将有限的生活经验扩散或投射到对社会的认识上，形成对社会的判断和态度。本章以社会态度为切入点，通过描述和比较中间阶层对社会冲突的判断、政治倾向、对社会群体的评价等社会态度，探讨这些社会态度与客观地位、生活层面的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而以群体态度为指标，探讨中间阶层的阶级意识。

态度是本章的重要概念。心理学家沙莲香综合了有关态度的各种观点，将态度定义为“人们对一定对象相对稳定、内部制约化的心理反应倾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有以认知和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倾向，有以动机和情绪为主要内容的动机倾向”。（沙莲香，2008：211212）根据这一定义，并结合问卷调查的特点，我们将态度界定为人们在对各类社会对象的评价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或消极倾向。这一界定只反映态度中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认知评价成分，并不涉及行为倾向等动机方面的成分。

态度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依据不同的社会对象将社会态度分为三类：人们对社会冲突的看法和判断，强调国家调控还是主张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对各类社会群体印象好坏的群体态度。从这些态度同客观地位、生活层面的心理因素等变量之间的关系中分析中间阶层的主观意识，以及中间阶层的阶级意识等问题。

一、中间阶层的社会冲突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积累的问题也不少。其中社会分化是最为明显的问题之一，社会分化可能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对立与冲突。目前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中间阶层看来，哪些群体之间最容易发生社会冲突？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群体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是否存在差异？调查结果见表8.1。

表8.1　中产阶级对社会冲突的判断及其阶层比较　单位：平均分数、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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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呈现的是7个调查问题的统计结果，原每一调查问题均有5项选择：“1”完全不严重、“2”比较不严重、“3”一般、“4”比较严重、“5”非常严重。本表将选项编码视作数值，最高为5分，最低为1分，表中所列为“平均得分”，即调查对象的平均分数，3分为中性分数，高于3分表明冲突严重，低于3分则为不严重，分数越高表明冲突越严重）



从表8.1中可以看到穷人与富人、管理层与工人、官员与百姓三对群体的平均分数均大于3分，表明在社会公众的眼中社会冲突容易发生在这三对群体之间，其余四对社会群体的分数都在3分以下，他们是社会冲突相对不严重的群体。这一数据特点在中间阶层、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中都是相同的，这表明在社会公众眼里，无论是中间阶层还是社会下层、社会底层，中国社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官员与民众、富人与穷人以及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上，他们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主要的社会冲突，而城里人与农村人、本地人与外地人、专家与大众、年轻人与老年人等群体之间的冲突是不严重的，它们不是主要的社会冲突。

表8.1所反映的社会冲突状况，性质上是社会公众的一种意见、观点，是一种判断，而不是社会事实本身。这种社会判断究竟是“客观”的判断还是夹杂着个人的自身立场，包含着个人情绪的“投射”？对此我们先以因子分析简化表8.1的调查问题，进而探讨其与个体自身特点之间的关系。对上述7个调查问题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8.2。

表8.2　两个冲突因子的因子负载和因子分析主要指标（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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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分析的结果是提取2个公因子，根据表中的因子负载值，第1个公因子体现的主要是社会公众对“城里人与农村人”、“老人与年轻人”、“本地人与外地人”和“专家与大众”4类（对）群体冲突的判断，我们将其命名为“地域、年龄群体关系判断”因子；第2个公因子体现的是社会公众对“穷人与富人”、“管理层（资方）与工人（劳方）”和“官员与百姓”3类（对）群体之间的判断，我们将其命名为“官民、贫富群体关系判断”因子。就是说，尽管我们在调查中列出了7类（对）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但社会公众在判断中却将其归结为两个范畴，一个是在地域、年龄等范畴内的社会冲突，另一个是基于权力、财富之上的社会冲突，两个公因子从统计上概括了这两类冲突，并恰好对应表8.1中的社会冲突不严重与严重的两类冲突群体。

我们分别以两个公因子为因变量，以客观社会地位、生活感受等为自变量建立两个线性回归方程，探讨的问题是人们的社会判断是否受人们自身的客观地位、心理因素的影响。由于冲突判断因子分析得到的是两个公因子，属于连续型变量，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其数学表达式为：

y=b0
 +b1
 x1
 +……+b11
 x12


其中，x1
 至x4
 为4个客观社会地位变量，分别是“家庭年收入”、“个人年收入”、“职业地位”和“学历水平”；x5
 和x8
 指物质生活感受、情感生活感受、主观认同和生活信心四个心理变量；x9
 至x12
 为4个控制变量，即性别、年龄、户籍和政治面貌。

两个线性回归方程的标准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见表8.3。

表8.3　影响冲突判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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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照类别：户籍：农村居民；性别：男；政治面貌：非党员；职业类别：社会下层；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主观认同：社会下层）



观察表8.3两个模型的标准回归系数及其检验，客观社会地位的9个变量（或变量类别）中仅“私营业主阶层”具有一些影响，其影响表现在其标准回归系数为负数，即“私营业主阶层”对“官民、穷富”冲突的判断、对“地域、年龄”冲突的判断均比“社会下层”群体的判断乐观；除“私营业主阶层”外，其余群体，包括经济收入、学历以及其他职业群体均不影响社会冲突判断。因此，我们总体上可以认为客观社会地位不影响社会判断，人们对社会冲突抱乐观态度还是抱悲观态度，与其客观社会地位无关，中间阶层对社会冲突的判断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判断没有差别。

在5个心理变量或类别中，物质生活感受和生活信心对“官民、穷富”冲突的判断具有明显影响，但对“地域、年龄”冲突的判断没有影响。对“官民、穷富”冲突判断的影响方向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感受越好，或生活信心越高，越是倾向于缩小“官民、贫富”冲突的严重性；反之，物质生活感受越差或生活信心越低，则其社会判断越是悲观，倾向于夸大“官民、贫富”冲突的严重性。显然，社会公众对社会冲突严重性的判断受生活感受、生活信心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说明对社会冲突严重性的判断不是一个中性的、客观的判断，而是包含了一定的情绪色彩，包含了判断者个人生活感受等心理因素的投射成分。因此，生活感受的影响并不停留在生活层面，它会扩散到对社会现象的判断中，形成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社会态度。但是，这种扩散是有选择性的，之所以扩散到对“官民、贫富”冲突的判断中，而没有扩散到对“地域、年龄”冲突的判断中，反映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焦点的看法。

李培林依据2002年11-12月进行的《中国城市居民社会观念》抽样调查数据探讨过冲突判断问题，他称之为冲突意识。他在研究中发现“客观阶层中的底层在解释现在和未来‘阶层冲突的严重程度’这个变量时，并不具统计推断意义，更具有统计推断意义的解释变量是认同阶层。在目前的快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认同阶层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的指标”（李培林，2005）。

我们的上述研究结论基本支持李培林的结论，但又有所不同。客观地位不影响人们的冲突判断（李培林称之为冲突意识）这一点是相同的，但主观认同（李培林称之为认同阶层）在我们的研究中不影响冲突判断，这一点与李培林的结论区别甚大。之所以产生这一区别，是因为我们引入了生活感受这一变量，而生活感受与主观认同高度正相关（见表7.8），导致主观认同对冲突判断的影响作用转移到了生活感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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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客观地位、生活感受与冲突判断之间的关系示意



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引入生活感受，主观认同必然对冲突判断具有明显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能够验证李培林的研究结论。然而，主观认同的影响转移到生活感受之上，说明生活感受是比主观认同更为重要的冲突判断影响因素。

客观地位不影响冲突判断，而生活感受同两者都有密切关系，仿照第七章对生活信心的分析，将它们之间的关系串联起来，形成如图8.1所示的关系。

图8.1表明：生活感受调节了来自客观地位的影响；而生活感受是一个对生活满意不满意的心理变量，生活感受影响冲突判断，也就使冲突判断带上“满意不满意”的情感色彩。因此，人们对冲突的判断，主要是对官民、贫富冲突的判断，不是一个不掺杂个人立场、个人情感的客观判断，而是包含了个人满意不满意的情感投射成分，包含了生活层面的心理因素向宏观层面的社会态度的扩散成分。

二、中间阶层的政治倾向

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是人们分析政治态度时经常采用的两种分类分析框架。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两种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具体含义有所不同，两者的对立表现在许多方面，对国家权威的态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保守主义相信权威式的领袖或强有力的国家，自由主义则信奉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李春玲，2011）在西方，近一百年来，强调国家干预还是主张市场自由竞争，一直是处于竞争对立中的两种理念和实践。

政治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对政治态度按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进行划分未免显得粗略，但有助于对定量调查数据进行分类。我们以此考察人们的政治态度，将对权威的态度称作政治态度或政治倾向，具体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国家权威，主张国家调控，另一种主张市场调控，强调自由竞争。对应的调查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对于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如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的发展，您赞成以下哪种看法”，回答选项是：（一）以国有经济为主，强化国家调控；（二）以民营经济为主，推动自由竞争、破除垄断；（三）说不清。另一个调查问题是“现在网络上有大量的信息，这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但也可能导致谣言生事。对于当下的中国，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回答选项是：（一）哪怕信息不准确，也要允许信息自由传播，政府不应管理；（二）为了社会稳定，防止有害社会和国家安全的网络信息，政府需要严格管理；（三）说不清。

两个调查问题很难明确区分人们的政治立场，也不可能将人们归入什么“保守”、“激进”等政治阵营中，但反映了人们对国家权威和市场竞争的态度。中间阶层是认同国家权威还是主张市场竞争？其政治倾向与其他社会阶层是否存在区别？调查结果见表8.4。

表8.4　两种政治态度的阶层比较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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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强调国家权威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在人群中占据明显多数：表中主张对重要经济领域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强化国家调控”的观点占到52.2%；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威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在这种主导意识之下，主张“以民营经济为主，推动自由竞争，破除垄断”的观点只有29.6%；对于网络信息传播，主张“政府严格管理”的高达68.9%，而主张“政府不应管理”的仅为10.1%。政治自由主义处于明显少数。

但是，保守主义的优势地位在中间阶层四个群体中明显降低了：技术阶层中主张国家调控和自由竞争的人数旗鼓相当，均为43.0%，而在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主张国家调控的人数反而低于主张自由竞争的人数，私营业主阶层虽然仍是主张国家调控的占多数，但与主张自由竞争的人数差距比“平均”差距明显缩小了。反观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两种主张的人数差距比“平均”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对于网络信息传播的管理同样如此。68.9%对10.1%的“平均”差距在中间阶层中除私营业主阶层外的三个群体中缩小了，而在社会下层、社会底层和私营业主阶层内扩大了。

因此，综合这些调查数据，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整个人群中，强调国家调控的人数占优势，但这种优势在中间阶层中减弱了，中间阶层中持自由竞争观点的人数比例明显高于整个人群中的比例。

为什么中间阶层持国家调控观点的人数低于平均数，而持自由竞争观点的人高于平均数？什么因素影响人们的政治倾向？我们以表8.4中的两个政治倾向为因变量，分别建立两个数学模型，以分析影响政治态度的各种因素。由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我们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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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模型中的π1指“自由竞争”，π2指“国家调控”，π1π2 即“自由竞争”相对于“国家调控”两种观点的发生比，xi为自变量，具体自变量见表8.5，B为回归系数，a为截距；连续型自变量以协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

第二个模型中的π1指允许“信息自由”，π2指政府“严格管理”信息，π1π2 即“信息自由”相对于“严格管理”两种观点的发生比，其余与第一个模型完全相同。

经对分析结果进行整理，两个logistic回归模型的主要统计结果见表8.5。

表8.5　政治态度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发生比Ex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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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两个政治态度中的“不清楚”被删除，没有参与分析；参照变量：户籍：农村居民；性别：男；政治面貌：非党员；职业地位：社会下层；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主观认同：社会下层）



对比两个模型的Exp（B）值及其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到各种因素对两种政治态度的影响状况大致相同，说明两个政治态度具有许多相似的成分。经济收入中“个人收入”明显影响“自由竞争/国家调控”和“允许信息自由/国家严格管理”两个发生比，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个人收入平均增加1万元/年，“自由竞争”（相比于“国家调控”）的发生比增加5.6%，“允许信息自由”（相比于“国家严格管理”）的发生比增加3.6%，即个人收入越高，越易支持自由竞争的观点，支持信息自由的观点。学历的影响略有不同，模型3中三个学历类别全都具有影响，模型4中“高中中专”学历不具影响，但这不妨碍得到如下结论：学历越高，越易支持自由竞争的观点，支持信息自由的观点，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比参照群体“初中及以下”的“自由竞争”态度的发生比增加42.3%，“允许信息自由”的发生比增加1.163倍，其余学历比“初中及以下”的“自由竞争”和“允许信息自由”两个发生比也都明显增大，主张“自由竞争”和“允许信息自由”观点的人更容易发生在高学历群体中。

相比收入和学历的影响，职业地位的影响明显偏弱，两个模型中只有“办事员阶层”对“自由竞争/国家调控”具有一定的影响，其“自由竞争”倾向的发生可能性比参照类“社会下层”高38.6%，其余职业群体的政治态度与社会下层群体没有明显差别。因此，职业地位在政治态度方面的区分性明显不如经济收入和学历水平。尽管职业的影响很微弱，但结合收入和学历，我们仍然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客观地位高，容易反对国家调控，支持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倾向更容易发生在经济收入高、学历高的群体中。

职业地位的影响很局限，但由于职业地位高的人，其收入、学历一般也都较高，根据这一关系，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容易出现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这与表8.4的结果基本一致。

心理因素对政治态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自由竞争/国家调控”这一模型的影响上，“允许信息自由/国家严格管理”模型中只有“物质生活感受”具有一定影响，显然变量“自由竞争/国家调控”比“允许信息自由/国家严格管理”更能反映人们的政治态度，因此，我们下面以“自由竞争/国家调控”为因变量的模型3展开分析。

心理因素的影响比较简单，主要结论是：生活感受影响政治态度，生活感受变差，“自由竞争”的发生可能性提高；主观认同影响政治态度，主观认同为“社会中上层”的人，“自由竞争”的发生可能性低于参照组“社会下层”，或主观地位低的人更易出现自由竞争倾向；生活信心不影响政治态度；冲突判断不影响政治态度。

生活信心不影响政治态度，受生活信心影响的冲突判断也不影响政治态度，这一结果说明政治态度与冲突判断是两个具有明显差别的因素：冲突判断与生活感受、生活信心关系密切，说明它具有明显的情感投射色彩；政治态度虽受生活感受影响，但不受生活信心影响，说明情绪投射色彩相对较弱，而且，政治态度与学历关系密切，说明政治态度中的理性色彩增强。

生活感受差、主观认同低，“自由竞争”政治倾向的发生可能性提高，根据这一结论反推，便是客观地位低的人，生活感受容易变差，主观认同也较低，因此，客观地位低的人容易出现“自由竞争”的倾向。但是，从政治态度与客观地位的直接关系中得到的结论却是客观地位高的人，容易出现“自由竞争”的倾向，两个结论相矛盾。究竟是地位低的群体还是地位高的群体容易出现自由竞争倾向？前一个结论由推论所得，后一个结论由事实得到（调查数据直接得到），我们认为当推论与事实不一致时，应以事实为准，因此，我们有以下三个结论。

结论1：客观地位高的人容易出现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

由生活感受、主观认同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可得到第二个结论：

结论2：心理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心理意义上的下层群体容易出现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

结合这两个结论，可得到第三个结论：

结论3：客观地位高而心理地位低的人，容易出现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

生活感受、主观认同的调节作用显得很“个体化”，无论是地位低的群体还是地位相对较高的群体，只要生活感受变差，都有可能提高自由竞争倾向的发生比，当较高的客观地位与较差的生活感受、较低的主观认同结合在一起时，自由竞争倾向更易发生。中间阶层地位相对较高，如果他们的生活感受变差，主观认同降低，则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会明显提高。

三、中间阶层的群体态度

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群体矛盾和群体冲突。人们对社会群体的态度反映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积极的群体态度有助于促进和谐的群体关系，消融群体矛盾，缓和群体冲突。态度和评价两者是关联的，我们通过了解人们对社会群体的评价探讨人们对社会群体的态度。

为探讨中间阶层对社会群体的评价，调查问卷中选择了6个社会群体，请调查对象按照自己的印象好坏作出从“印象很差”到“印象很好”5个等级的评价。统计中，对5个等级分别赋值1、2、3、4、5分，分数越高，说明人们对其“印象”越好。计平均分为“印象分数”，3分为中性分数，高于3分，说明印象偏好，低于3分，则印象偏差。表8.6是不同社会阶层对不同职业群体的印象分数也即群体态度的调查结果。

表8.6　不同社会阶层对社会群体的态度及其比较　单位：量表分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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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排名很有意思，调查对象对6类群体印象最好的是“农民工”群体，其次是“下岗失业者”群体，“官员”群体印象最差，排名最后；从印象分数看，6个群体中有5个分数超过3分，只有“官员”群体低于3分，为2.85分，也就是说，对5个群体人们的“印象”是偏向积极的，但对“官员”群体的印象偏向消极，而且，对“官员”评价最低的是同样身为“官员”的“管理阶层”，给出的平均印象分数是2.60分，对“官员”评价最高的却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其给出的平均印象分数为3.11分。

中间阶层对各类社会群体的评价显得有些消极：除私营业主阶层外，其余3个中间阶层群体对社会群体的评价分数均低于平均印象分数，甚至低于3分，比如，技术阶层对“国企负责人”、“富人”和“官员”三个群体的评价均低于3分，管理阶层对“国企负责人”和“官员”两个群体的评价也低于3分。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为宽裕的生活，并未使中间阶层对社会群体的评价变得宽容，相比于社会底层，反而显得较为苛刻，尤其表现在对“国企负责人”和“官员”两个群体的评价中。管理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自身也是“官”，但“官”对“官”的评价却是最低的。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在对社会群体评价中表现出的这种差别，不是强化了阶层对立，而是模糊了阶层对立。然而，这种阶层阵线的模糊并不是社会和谐的反映，而是表明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可能来自不同的方面。

表8.6中的6个社会群体是不严谨的人群分类，分类标准是模糊的，群体之间是重叠的，没有明确的界限，成员之间没有实际的交往，这些群体不同于人们生活中实际接触、直接交往的现实群体，这样的群体连统计群体都称不上，仅仅是含糊的、抽象的群体。对于这种抽象群体其实是难以评价的，但是，人们往往习惯于根据自己生活中的有限经验，将对具体个体的认识扩散到对个体所属的群体的认识中，形成对群体的评价。这种评价虽然含有情绪扩散的成分，但它却是朴素的，而且，它本身就是社会事实，一种社会心理事实。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这些评价，分析这种社会心理事实产生的原因以及社会影响。

为什么中间阶层对社会群体的评价会更消极？是否存在具有潜在影响作用的其他因素？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作进一步的分析。人们对各类群体的评价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说明在群体评价的背后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说明人们往往是把某些群体作为“同一类”来看待的。探讨群体评价之间的一致性，既可探讨人们心目中更为“基本”的群体，又可简化群体的种类。为此，我们将表8.6中的6个群体评价视作6个变量，对其进行因子分析，试图以提取公因子的方式达到简化变量、探索“基本”群体的目的。因子分析结果见表8.7。

表8.7　群体评价的因子负载和因子分析主要指标（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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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分析共提取2个公因子，第1个公因子集中了人们对“私营或民营企业老板”、“国企负责人”、“富人”和“官员”4个群体的评价；第2个公因子集中了人们对“下岗失业者”和“农民工”两个群体的评价。这一结果表明人们具有某种内含的分类标准，他们在评价中从社会地位、富裕或贫困程度、是否具有官职等角度对社会群体进行了归类。虽然表8.6中有6个社会群体，但人们大致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以富人、管理者、官员等群体为主的社会上层群体，另一类则是以下岗失业者、农民工为主要群体的社会下层群体。2个公因子大致可以反映人们对这两类群体的评价，故将2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上层群体”因子和“下层群体”因子。因子值的数值含义与印象分数一致，因子值越大，表明人们对其评价越是积极，反之，因子值越小，则评价越是消极。

我们根据因子值考察群体评价中的阶层差异，分析结果见表8.8。

表8.8　群体评价中的阶层差异　单位：因子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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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8中，“社会底层”对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两个群体的印象因子均为正值，即他们对上层和下层两个群体的评价都是比较正面的，显示出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倾向，中间阶层中的“私营业主阶层”同样如此；“社会下层”的两个印象因子值一负一正，他们对社会上层群体的印象偏向负面，而对社会下层群体的印象偏向正面，表现出一定的“嫌富怜贫”倾向；三个中间阶层群体的两个因子值均为负值，说明他们对社会上层群体和社会下层群体的印象都偏向负面，对群体的态度出现了一定的“偏狭”倾向。

对不同群体具有不同态度，这是态度“对象”的差别，如果态度对象的差别与态度的“主体”相关联，不同社会阶层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态度具有一致性，这种态度便具有阶级或阶层区分性，这可以看作阶级或阶层意识的一种表现。仅从表8.8的结果看，阶层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群体评价或群体态度，中间阶层对群体的态度显得比较消极，显示出一定的阶级意识。但这种差别有可能不是“中间阶层”（职业）本身造成的，而是附着于“中间阶层”之上的其他特征导致的。对此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四、从群体态度看阶级或阶层意识

冲突判断、政治倾向和群体态度（对社会群体的态度）都属于社会态度，但这些社会态度的对象有所不同，冲突判断和政治态度的对象是一种“现象”或一种“观念”，群体态度的对象是“人”。“现象”或“观念”的背后是“人”，如果对“现象”或“观念”的不满转化为对“人”的不满，那么，这种不满更具有现实意义。我们把阶级或阶层意识看作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是否出现“阶级阵营”的问题，探讨这些观念意识中是否具有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对立，影响因素又有哪些，所以，我们以群体态度为因变量，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差异是否会导致群体态度的差异。

为探讨阶级或阶层意识，我们提出以下3个假设。

（一）社会结构性因素假设

个体的社会态度有一个“建构”过程，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建构”是个体化的，其结果与方向是不确定的，建构的“个体化”特点往往使人们的社会态度呈现出“碎片化”特征。但是，个体的建构是发生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的，相似的社会因素可能导致相似的建构结果，使个体化的建构出现趋同现象。如果群体态度出现趋同，并且同个体的客观社会地位发生关联，那就可能意味着阶级或阶层意识的形成。因此，我们有假设1：

假设1：客观社会地位影响群体态度，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1）人们的群体态度体现出阶级或阶层影响，客观社会地位不同，对社会群体的态度不同；

（2）人们的群体态度体现出阶级或阶层对立的意识，客观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容易对社会上层群体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倾向，对社会下层群体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倾向，反之，客观社会地位高的群体，容易对社会上层群体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倾向，对社会下层群体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倾向。

这里对阶级影响和阶级意识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阶级影响主要指“差别”，即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态度；阶级意识不仅包含差别，而且具有“上层”与“下层”之间对立的含义。作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因为阶级影响（差别）不一定是阶级意识，比如，表8.6中，社会底层对“官员”的评价最好，而官员（管理阶层）对“官员”的评价最差，这种现象只能解释为阶级影响，而不是对立的阶级意识。作这样的区分可以防止把任何阶层之间的差别都归咎于阶级或阶层意识，便于分析群体态度中的阶层对立成分。

（二）心理因素假设

客观社会地位只是一种状态，它必须被“感受”到才能产生影响。在客观社会地位和群体态度之间，人们的主观感受是中介调节因素。主观因素的参与反映了个体的心理“建构”在阶级或阶层意识形成中的作用。这种建构，是人们对特定事件的反思，对生活境遇的反思，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反思，以及对生活意义、自身价值的反思，导致的结果是放大或缩小客观社会地位对群体态度的影响。

如果把主观认同看作人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反思，把生活感受看作人们对生活境遇的反思，把生活信心看作对生活意义、自身价值的反思，可以得到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人们的心理因素对群体态度具有明显影响，具体表现为：

假设2.1：主观认同影响人们对社会群体的态度，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高，则对社会上层群体容易产生积极的态度；

假设2.2：生活感受影响人们对社会群体的态度，生活感受好的人容易变得宽容，对社会上层群体和对下层群体的态度均显得比较积极；

假设2.3：生活信心影响人们对社会群体的态度，生活信心高的人对生活富有热情，对社会群体也容易变得宽容。

（三）社会态度假设

社会现象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对社会冲突的判断和对政治的态度最终会反映到对“人”的态度之上，反映到对社会群体的态度上，因此，不同的冲突判断和政治倾向导致不同的群体态度，但是，冲突判断和政治态度对于群体态度的影响方向却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因此假设3.1和3.2仅假设它们之间具有关系，但不涉及关系的方向。

假设3.1：冲突判断影响人们的群体态度；

假设3.2：政治倾向影响人们的群体态度。

为验证上述假设，我们以表8.7中的两个群体态度因子为因变量，建立两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数学形式为：

y=b0
 +b1
 x1
 +……+b11
 x16


第一个模型的因变量为“对下层群体印象因子”，即人们对社会下层群体的态度。第二个模型的因变量为“对上层群体印象因子”，反映人们对社会上层群体的态度。两个模型的右边完全相同：x1
 至x4
 为4个客观社会地位变量，分别是“家庭年收入”、“个人年收入”、“职业地位”和“学历水平”；x5
 和x8
 指物质生活感受、情感生活感受、主观认同和生活信心四个心理变量；x9
 至x12
 为两个冲突判断变量和两个政治态度变量；x13
 至x16
 为4个控制变量，即性别、年龄、户籍和政治面貌。

经对数据处理结果进行整理，两个多元线性回归的主要统计指标见表8.9。

表8.9　群体态度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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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变量：户籍：农村居民；性别：男；政治面貌：非党员；职业地位：社会下层；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主观认同：社会下层；政治倾向：强化国家调控；网络态度：严格控制信息）



（一）从客观地位看阶级意识

表8.9的模型5中，5个职业群体的标准回归系数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即同参照群体“社会下层”相比，中间阶层的4个群体以及社会底层对“下层群体”的态度均没有明显差别；模型6中，5个群体的标准回归系数均大于0，说明参照类别“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群体”的态度最为消极，根据显著性检验，技术阶层与管理阶层的态度与参照类别“社会下层”基本相似，相比之下，社会底层、办事员阶层和私营业主阶层3个群体的标准回归系数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即同参照类别社会下层群体相比，他们对“上层群体”的看法明显比较积极，尤其是社会地位最低的社会底层，对“上层群体”的态度最为积极。概而言之，对“上层群体”的态度，以工人、营业员为主体的社会下层最为消极，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最为积极，中间阶层居于其间。因此，虽然不同社会群体对“上层群体”的态度存在差异，但阶级或阶层意识并不存在。

以经济收入为标准进行考察。表8.9两个模型中的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的标准回归系数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结论很明确，无论是个人收入还是家庭收入均不影响群体态度，群体态度与收入高低无关，因此，经济收入标准下的阶层意识以及中间阶层意识同样不存在。

再看学历水平。“大专及以上”、“高中中专”两个变量在两个模型中的4个标准回归系数中有3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且均为负值，表明学历对群体态度的影响非常明显，“大专及以上”和“高中中专”学历的人，无论是对“上层”群体的态度还是对“下层”群体的态度，均比参照类别“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更为消极，或者说，在态度的对象上，高学历的人对“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都比较“偏狭”，而“初中及以下”低学历者对社会群体的态度都比较“宽容”。高学历者和低学历者的态度差别主要是态度主体上的差别，而不是态度对象上的差别，不属于阶级或阶层意识范畴。因此，按学历标准，阶级或阶层意识同样不存在。

综合上述结果，结论是明确的：如果以对社会群体的态度为阶级或阶层意识的指标，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或是学历水平，无论按哪一个作为标准进行考察，都不存在阶级或阶层意识，因此，也不存在中间阶层的阶级意识。

（二）主观认同、生活感受和生活信心对群体态度的影响

主观认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中上层”和参照类别“社会下层”的差别上：主观认同为“社会中上层”的标准回归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分别为0.037*和0.047**，均大于0，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将自己认同为“社会中上层”的人无论是对“上层群体”还是对“下层群体”的态度，都比自认为是“社会下层”的人更积极；两个生活感受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也都大于0且达到显著性水平，其影响同主观认同一样，生活感受越好，对“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的态度也都越积极，或印象越好。结论是主观认同高，或生活感受好，对待他人变得宽容，无论对方是“上层群体”还是“下层群体”，反之，主观认同低，或生活感受差，对待他人变得偏狭，对“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的态度都变差。

但生活信心的影响与之不同，在态度的对象上表现出了阶级区分性。其对“上层群体”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32*，大于0，对“下层群体”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100***，小于0，说明生活信心高的人对“上层群体”的态度变得积极，对“下层群体”的态度变得消极。前者容易解释，因为跻身上层群体是生活信心高的人所向往追求的，因此，他们对“上层群体”的态度也较为积极。但为什么生活信心提高以后会变得轻视“下层群体”呢？这个问题一时难以回答。

（三）冲突判断和政治态度对群体态度的影响

冲突判断表现出了一定的阶级区分性，体现在“对官民、贫富冲突的判断”上，其两个模型中的标准回归系数为一正一负，且达到显著性水平。认为官民、贫富冲突严重的人，对“下层群体”的态度比较积极，对“上层群体”的态度变得消极；而“对地域、年龄冲突的判断”则不具这一特点，甚至有所相反，认为“对地域、年龄”冲突严重的人对“下层群体”的态度比较消极。

两个政治态度变量对群体态度的影响基本一致，主张“自由竞争”和“信息自由”的人对“上层群体”持消极态度，同时对“下层群体”的同情心也相对较少。自由主义的特点一是反对权力干预，二是提倡市场经济，对“上层群体”持消极态度可能与前一特点有关，对“下层群体”同情心较低可能与后一特点有关。

五、阶级意识及中间阶层意识的讨论

如果把对群体的态度视为阶级意识的指标，那么，阶级意识、中间阶层意识是否存在？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评价，形成不同的态度，只是说明人们在态度对象上存在差别，但这不构成阶级或阶层意识，因为不同的人，其看法、观点必然是有差异的。如果人们的群体态度不仅在对象上存在差别，而且在态度的主体上也存在差别，即态度与人们的客观社会地位发生关联，客观地位不同，群体态度也不同，则可认为，社会阶层意识已经形成，并通过人们的态度表现出来。

那么，人们的群体态度与其客观社会地位是否发生关联？这一问题表8.9中的数学模型已经通过两者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明确结论，人们的群体态度没有聚合在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学历水平等客观地位上，无论按照职业地位、经济收入还是学历水平的标准，阶级或阶层意识均不存在。

而且，我们从客观社会地位与群体态度的关联中可进一步看到不满不一定来自下层社会群体。比如，对“上层”群体态度最为满意的并不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而是地位最低的“社会底层”群体，最不满的也不是“初中及以下”的学历最低者，而是“大专及以上”的高学历者，“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不必然与困苦的程度成正比”（霍弗，2008：48），说明地位最低的群体不一定是最不满的群体，群体地位与群体态度往往是不一致的。因此，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没有出现“下层”与“上层”相对立的阶级或阶层意识。

心理因素发挥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人们的群体态度是否会聚合在心理因素之上，进而同客观地位发生间接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先筛选导致态度对象具有区分性的心理变量，然后通过与客观地位之间的关系分析这些心理变量与态度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分析态度的主体与态度的对象是否存在间接的关系。

自变量对态度对象的区分性体现在标准回归系数的“正负”符号上，凡是自变量在两个模型中的标准回归系数均为正值或均为负值，或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的，说明它们在态度对象上，即对“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两类群体的态度是相通的，不具有区分性，群体态度没有聚合在这些变量上。如果标准回归系数一正一负，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则在这些变量之上态度对象具有区分性，若对“上层群体”持积极态度，则对“下层群体”持消极态度，或者反之。据此考察模型中的心理变量，模型中除“生活信心”和“对官民、贫富冲突的判断”两个变量外，其余心理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均为正值或均为负值，或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些心理变量对来自客观社会地位的影响的“建构”具有个体化的特点，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要求、发展期望或者人际比较等，对来自客观社会位置的影响进行取舍过滤。经过这种个体化的主观建构，客观地位的影响被分解，没有进一步传递下去，更没有汇聚成同一方向，表现在统计结果上，便是这些心理变量虽然同客观地位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但对“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的态度的影响方向却是相同的，失去了区分性。按照后现代主义对消费行为的阐释，消费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主观建构，这些方式允许“偏好的改变……和不断的再生”，因此，生活方式和消费活动“可以和个人的地位团体资格相分离”。（格伦斯基，2005：15）这样的阐释同样适用于对群体态度的阐释：在生活感受、阶层认同、政治态度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下，人们的客观地位与群体态度相分离。

然而“生活信心”和“对官民、贫富冲突的判断”却有所不同。“生活信心”和“对官民、贫富冲突的判断”两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均为一正一负，且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生活信心与群体态度之间的关系是，生活信心降低，对“上层群体”态度趋向消极，对“下层群体”态度趋向积极；冲突判断（指对官民、贫富冲突的判断）与群体态度之间的关系是，认为官民、贫富冲突严重的人，对“上层群体”态度趋向消极，对“下层群体”态度趋向积极。

那么，这种态度对象上的区分性与客观地位是否相关联，即在态度的主体上是否同样具有区分性？只要生活信心、冲突判断与客观地位具有关系，态度的主体也就间接地具有了区分性。然而，表7.11和8.3表明客观地位与生活信心和冲突判断之间基本不存在直接关系。继续追问，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间接关系？结合表7.11、8.3和表7.1、7.2、7.3、7.8，可以看到客观地位影响主观认同和生活感受，生活感受或主观认同影响生活信心和冲突判断，因此，客观地位通过生活感受和主观认同间接地影响了生活信心和冲突判断。将变量之间的这些关系串联在一起，可以得到两条关系链。

第一条关系链。对于冲突判断有：客观地位低→生活感受变差→在社会判断中容易夸大官民、贫富冲突的严重程度→对“官、富”等上层群体的态度差，对“下层”群体的态度好。

第二条关系链。对于生活信心有：客观地位低→生活感受变差（主观认同低）→生活信心降低→对“官、富”等上层群体的态度差，对“下层”群体的态度好。

两条关系链表明态度对象上的差别同态度主体上的差异，通过生活感受（主观认同）、生活信心或冲突判断间接地联系在了一起。然而这种联系很难辨认，非常模糊，因为它经过了冲突判断或生活信心、生活感受（主观认同）两个中间环节。这种建立在间接再间接基础上的关系，能否看作阶级或阶层意识形成的指标，这可能是一个有待继续讨论的理论问题。

即便不能将这种关系链看作阶级或阶层意识形成的指标，其本身也是值得关注的。其意义在于：在生活信心、冲突判断的视角下，人们的群体态度有可能聚合，相似的生活信心或冲突判断导致相似的群体态度。就此意义讲，人们的群体态度不是一堆“碎片”，而是具有“块状”的分化特征，客观地位视角下群体态度的“碎片”在生活信心、冲突判断的基础上“聚合”起来。由此推论：如果人们的生活信心下降，或对社会冲突的判断趋向严重，人们的群体态度即便原来是“碎片”，这些“碎片”也会在生活信心、冲突判断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积聚成“块状”。

冲突判断、群体态度涉及的都是对宏观社会现象的判断，它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般缺乏“直观性”特点，显得比较“遥远”，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自己同老板或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同邻居、同事比较之下的收入、地位的相对高低，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生活感受、主观认同。生活感受、主观认同是微观层面的生活经验的反映；生活感受、主观认同影响冲突判断，冲突判断影响群体态度，表明人们对宏观社会的认识具有微观层面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人们倾向将微观生活环境中产生的满意或不满意投射到抽象的宏观层面的对象中，扩散到与之无关的社会群体上，说明生活层面产生的不满具有扩散的特点；同时也说明冲突判断不是一个单纯的对事实的判断，它包含着对自身生活满意与否的情绪成分，并且会将这种不满情绪继续扩散到对社会群体的态度上。生活感受并未导致态度对象的区分性，导致这种区分性的是冲突判断，是因为其根据不同态度对象进行了不同的投射。

生活信心是深层次的心理现象。与冲突判断有所不同，冲突判断是对宏观社会现象的判断，包含了生活不满的扩散，生活信心是对自身价值、生活意义的认识与态度，生活感受差或主观认同低导致生活信心降低，所说明的不是生活不满的扩散，而是生活不满的积淀，是表层不满向深层不满的转化，不稳定的心理特点向稳定的心理特点的转化。冲突判断和生活信心的两条影响路径反映了生活层面心理因素的两个不同演化方向，扩散化和稳定化，而且表明扩散化和稳定化没有停留在冲突判断和生活信心上，而是继续影响群体态度。


第九章　中间阶层的行为意向：个体行为倾向

按照本研究的思路，生活感受的影响大致沿着两个方向扩展：一是人通过对生活的感悟认识生活的意义和自身的价值，形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生活信心；二是生活环境和对生活的感悟为人们认识社会提供了基本出发点，形成对社会的态度。生活信心、社会态度等都属于心理的范畴，本身不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心理的东西不会始终停留在心理层面，一定条件下会对行为产生影响，成为行为的内在原因，从而具有现实意义。

心理对于行为的影响我们同样按照两个方向分析：一是个人心理特点的逐渐积累会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个体行为倾向，从而影响个体行为；二是个人心理特点和社会态度将会影响个体参与集体行为的意向，成为社会冲突的心理基础。我们试图从这两个方面探讨中间阶层的功能。本章集中探讨第一个方面，具体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比较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群体的个体行为倾向；二是探讨影响中间阶层个体行为倾向的因素。

一、行为倾向、攻击倾向以及研究假设

心理因素构成了行为的内在原因，心理因素如果与行为无关，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然而心理与行为的关系却非常复杂，心理因素可能导致相应行为，体现在行为中；心理因素也可能不表现在行为中，甚至以相反的行为表现出来。美国学者拉皮儿（Lapiere，R.T.）曾以现场研究的方式证明态度和行为存在很大的不一致（Tayor,2004：171）；这一结论曾遭到广泛批评，泰勒（Tayor,S.E.）认为，“现在人们认为，稳定的、重要的、由直接经验形成的、与情感密切相关的态度，最能预测行为的态度”（Tayor,2004：171）。

但是，行为预测是困难的。行为不仅受内在的心理因素影响，更受众多的外部因素、情境因素制约，抛开外部因素和情境因素，仅根据心理或态度去“预测”行为几乎是做不到的。问卷调查设计的问题一般都是人的基本状况、主观感受、态度意向等心理因素，即便涉及行为，也主要是过去发生过的行为或事件，难以调查“未来”行为，更不可能涉及未来行为的情境因素。仅根据调查者的这些基本状况、心理因素或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件，去探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认为，人们的某些行为在心理层面可能具有一定的“倾向”，它会使个体按照某种“习惯”了的方式作出行为反应。探讨这种行为的“倾向”，虽然不能预测人的具体行为，但有助于预测此类行为的发生概率。

对于这种行为倾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满意不满意之类的一般心理因素和现实行为之间，应该至少有一个“心理准备”的环节，它使行为具有指向性。作为心理现象，行为的心理准备存在“定型”的可能，导致个体对行为方式的“指向”具有某种“偏好”，作出“倾向”性的选择。比如，面临冲突，有的人“习惯”于暴力解决，有的人“习惯”于退让回避，有的人则“习惯”于法律解决。与这些“习惯”相应的心理成分就是行为方式选择上的“偏好”，即行为倾向。也就是说，行为倾向不同的人即便面临相同的情境也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而行为倾向相同的人即便在情景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也可能作出相似的行为反应。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并不探讨个体行为本身，而是探讨个体的行为倾向，即探讨在各种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下，个体是否形成或出现了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相对固定的行为内在的“准备状况”，进而探讨哪些因素导致了行为倾向，身为中间阶层的成员是否具有相应的行为倾向。

本研究中的行为倾向共有四个：攻击倾向、沉默倾向、依法（办事）倾向和混合倾向（或无倾向），但主要探讨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依法倾向仅用于参照，混合倾向指的是无倾向。一部分人在一定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某些行为倾向，但肯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形成行为倾向。在定量分析中构建一个完整的行为倾向变量，应该包括这些没有行为倾向的个案，将其作为一个类别，但这一类别不在本研究的探讨范围内。

攻击倾向具有明显的社会影响。长期以来，攻击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探讨问题。心理学对攻击的探讨可以粗略地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攻击性的来源，即攻击性是先天本能还是后天习得；二是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即攻击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本能论和习得论始终争论不休。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生来除具有“生本能”外，还具有“死本能”，“死本能”导致攻击行为；洛伦茨（Lorenz，K.）以动物研究证明攻击本能具有进化意义，它保证了物种的生存和繁衍（E.阿伦森，2007：186）。后天习得的观点则强调社会环境的作用，亨特（Hunt，G.T.）曾以易洛魁印第安人为例说明攻击性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认为贸易竞争所引发的一系列战争使易洛魁人变得“凶残并最终成为斗士”（Hunt，1940）。

对照两种观点，可以发现他们对攻击性来源的解释虽然不同，但都承认人具有内在的攻击性，争论的焦点只是其来源。后来的许多研究表明：攻击性无论是否来自先天本能，它都是可塑的，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既能增强攻击性，也能抑制攻击性。（E.阿伦森，2007：185-187）由此我们可追问：哪些社会因素增强或抑制了攻击性？

第二个问题带有明显的“实用”性质，研究者试图通过探讨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或影响因素以减少攻击行为。多拉德（Dollord，J.）等人首先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设，他们认为“攻击总是挫折的结果……攻击行为的出现预示着挫折的存在，相反，挫折的存在也总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Dollard，J.,Miller，N.E.,Mowrer，O.H.,Sears，R.,1939）。对这一过于绝对的结论，贝克威兹（Berkowit，L.）提出了攻击线索理论予以修正，他在挫折与攻击之间加入了认知元素，认为人在遭受挫折以后，只是引起一种攻击的唤起状态，如果环境中不存在给人以引导的认识线索，挫折便不一定导致攻击（Berkowit，1990：494503）。安德森（Anderson，C.A.）在综合以往理论的基础上，将人格、情景、内部状态，以及对情景的“评估和决策过程”等各种因素全部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模型中，即所谓的“一般攻击模型”，以解释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该模型认为，人格因素和情景因素通过改变个体的内部认知状态从而影响最终的攻击行为（Anderson，C.A，Bushmen，B.J.,2002：27-46）。

综合上述观点，并结合我们的问卷调查项目，可得到一个影响攻击倾向的关系链：社会结构性因素→心理因素（生活感受、主观认同、生活信心）→攻击倾向。

这一关系链隐含的假定是“不满导致攻击”，但这一假定却不一定符合经验事实。经验事实表明：不满有时导致攻击，有时却导致沉默。不同的人面对不满，其行为选择不一定相同。那么，什么人倾向于攻击，什么人倾向于沉默？攻击与沉默之间有什么关系？这就要求将攻击与沉默结合起来研究。为此，我们将关系链中的攻击倾向扩展为行为倾向，行为倾向包含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此外，反映个体与群体结合程度的社会交往对于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也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因此，我们以上述关系链为基本框架，通过探讨社会结构性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交往对行为倾向的影响作用，分析行为倾向中的阶级差异。由此形成三个研究假设。

（一）社会结构性因素假设

由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确定的社会地位是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反映，直接影响个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感受。社会地位低的群体更易感受到社会剥夺和社会贫富反差，从而不满现状，导致攻击倾向增强；另一方面，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往往感到自己力量渺小，容易出现搭便车心理，因而沉默倾向增强。因此有假设1：

假设1：社会结构性因素影响行为倾向，表现为社会地位低的群体攻击倾向较强，同时，沉默倾向也较强，中间阶层的社会地位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因而中间阶层的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均相对较低。

（二）心理因素假设

社会地位是客观状况，它们必须被人感受到才能产生影响，因此，社会结构性因素对行为倾向的影响受到生活感受、阶层认同、生活信心等心理因素的调节。对生活不满或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不满虽是表层心理因素，但可能使人寻机发泄，因此，有假设2.1：

假设2.1：不满的生活感受和较低的主观认同导致攻击倾向增强。

生活信心降低的人往往缺乏生活热情，不珍惜生活，甚至漠视生命，因而自暴自弃，行为顾虑少。因此有假设2.2：

假设2.2：生活信心是影响攻击倾向的重要因素，生活信心降低的人攻击倾向增强，同时，沉默倾向减弱。

（三）社会交往假设

个体与群体的社会交往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程度，这种结合不仅丰富个体的生活，而且给个体带来某种心理上的支持和现实的帮助，减少了个体的“孤独感”，增强了“力量感”，因此，有假设3：

假设3：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交往程度是影响个体行为倾向的因素，交往越频繁，个体的力量感越强，攻击倾向也越强；交往越少，孤独感越强，沉默倾向越强。

二、行为倾向变量的构建及调查结果

对于这些研究假设，分析起点是怎样构建“行为倾向”这一变量。行为倾向是一种影响行为的内在心理因素，而行为又受到各种外部情境因素的制约，只有在尽可能分离了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后，我们才能说某一行为主要是内在的“行为倾向”导致的。为此，我们设计了调查问题：“若您的权益受到侵害，您会怎么办？”这一调查问题设置了一个没有侵害情节、侵害程度等具体内容的抽象情景，这种情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它没有认识价值。但是，这样的抽象情景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我们不是探讨这种情景本身，只是通过这种不存在的情景建构一个没有内容、不受情景干扰、只反映内心“性情”的“行为倾向”，以此保证行为倾向的形式化。如果存在“内容”，则难以判断行为选择究竟是“内容”（具体情境）导致的还是内心“倾向”的真实反映。如此，在形式化基础上建立起的数学模型更具普遍性，其研究结论对于理解现实情境下的行为同样具有价值。

表9.1　“行为倾向”的构建及调查结果　单位：人（或选择次数）

[image: ]
（注：“找领导解决”原题为“找单位领导、相关部门寻求解决”）

6　该多项选择题缺省值为52，即共有52人未作选择。

7　个案在同一类别中的多重选择不作重复计算，比如，某个案同时选择了“忍声吞气”和，“发发牢骚”，在二分变量“沉默”中记为为1（人），而不是2（次）。

8　这些“倾向”并不出现在问卷中

9　“上访”是在法律框架内的一种行为，仍旧属于合法行为。至于“上访”性质是否转化，属于另外的探讨问题。就“上访”本身而言，不能视为非法，因此，本研究将其归入“依法”倾向。



调查问题共有8个回答选项（见表9.1），调查对象最多可以选3项；分析中将8个选项归为三类倾向：“沉默倾向”、“攻击倾向”和“依法（办事）倾向”。这一多项设计在变量操作化中的作用是：“可选3项”相当于给调查对象3次选择机会，如果3次机会他全都选择同一行为倾向下的子项，反映了他对该行为倾向存在内心“偏爱”；如果调查对象仅选其中1项或2项后不再作其他选择，或某行为倾向下的子项只有2项，调查对象作出选择后不再选择其他项，表明他宁可放弃机会，也不选择其他行为倾向，同样说明他存在内心“偏爱”。也就是说，所谓行为倾向就是调查对象在多次选择中表现出的行为“偏爱”，或者说，我们以调查对象对某类行为的“偏爱”作为行为倾向的指标。如果调查对象选择不同“行为倾向”下的子项，说明他内心不存在对某类行为的“偏爱”，我们将其定义为无行为倾向或混合倾向，无行为倾向不是指行为意向的“空白”，而是指各种行为意向混杂在一起的“未分化”状况。

具体操作步骤为：将调查问题的8个选项先合并为三类，形成3个二分变量，即“沉默”、“依法”和“攻击”；再剥离其中的交互部分并将其单独作为一类“交互类”；综合3个二分变量和交互类，得到一个四分类的单一变量“行为倾向”
4



……见表9.1。

表9.1第一、第二列的调查结果表明：当权益受到侵害时，选择“找领导解决”和“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数最多，分别为2968人和3433人；选择“忍气吞声”和“发发牢骚”的人数也有1349人和1711人；选择“寻机会发泄”、“直接还击”侵害您的人和“伺机报复”对方的人数明显减少，分别只有252人、157人和74人；此外，还有527人会采取“上访”的方式。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有少数人可能会采取报复、还击等带有暴力倾向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利益或发泄心中愤怒，也有相当部分的人会隐忍；但通过合法途径、以合法手段保障自身权益仍旧是大多数人的首选，反映了人们具有一定的法制意识。

表9.1中从第三列起是对变量“行为倾向”进行操作化的步骤。经过操作化后的“行为倾向”变量中，“依法”倾向人数为3099人，“沉默”倾向的人为965人，“攻击”倾向人数最少，仅有92人。

表中的交互项称为混合倾向或无倾向。所谓混合倾向，是指这些调查对象同时选择了两种或三种行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是灵活的，采取哪种行为方式，视具体情境不同或行为效果不同而不同，实质是没有相对固定的行为倾向。其中，同时选择沉默和依法的“沉默依法”倾向人数最多，达1269人，超过单纯选择“沉默”的人；沉默攻击只有93人；依法攻击为130人；沉默依法攻击人数最少，只有88人。

攻击、沉默的行为方式对社会是不利的，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依法倾向的增强具有积极的社会整合功能，因此，我们以“依法”行为作为参照类别，通过与依法倾向的比较，探讨攻击与沉默两种行为倾向。

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相比，是否在行为倾向方面存在差异？我们借助交互分类表回答这一问题。分析结果见表9.2。

表9.2　行为倾向的阶层比较　单位：%、人

[image: ]
（注：卡方检验结果为“差异显著”）



表9.2表明，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的行为倾向存在明显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沉默倾向”和“混合倾向”两个方面：除“私营业主阶层”外，中间阶层的沉默倾向大致在10%左右，明显低于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的21.4%和17.3；“混合倾向”则要高出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2-8个百分点。除此以外，其他两种行为倾向虽然也有差异，但差异相对不大，“依法（办事）倾向”的差距大致在3-4个百分点之间，攻击倾向的人数比例虽然是“办事员阶层”最高（2.1%），但与其他阶层相差无几。这些结果表明，面对权益受到侵害，社会下层和底层的人更多是选择沉默，随着阶层地位提高，选择沉默的人数递减，中间阶层选择沉默的人数明显减少，更多选择混合倾向，视情境不同采取不同方法，但攻击倾向基本不存在明显的阶级或阶层差异。

这一结论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我们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式作进一步分析，并对本章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三、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

根据本章的研究假设，我们以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因变量行为倾向与社会结构性因素、心理因素、社会交往因素等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的数学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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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πi
 /π依法倾向
 分别指“攻击倾向”、“沉默倾向”和“混合倾向”3个类别相对于“依法倾向”的发生比，也即共有3个子模型，分别以模型1、模型2和模型3表示；x为自变量，B为回归系数，a为截距；连续型自变量以协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3个子模型的右边形式完全相同，均由客观社会地位、心理因素、社会交往三组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组成；其中，模型3的因变量分子部分为混合倾向，按照本书行为倾向变量的构建，混合倾向指的是无行为倾向，即它不是一种行为倾向，模型3只是为保持分析的完整性而列出，我们并不讨论这一模型。具体变量及见logistic回归的主要统计指标表9.3。

表9.3　行为倾向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Exp（B）值）

[image: ]
（参照变量：户籍：农村居民；性别：男；职业地位：社会下层；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主观认同：社会下层）



先说明一点，模型中的因变量不是单纯的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而是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相比于依法倾向的发生比，是两者的比值，所谓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增强，指的是“远离”依法倾向的程度，同样，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的降低，是指“接近”依法倾向的程度。我们按此含义解释模型中自变量的影响作用。

（一）客观社会地位变量对行为倾向的影响。模型中共有10个客观社会地位变量及其类别，分为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三类。三类变量中，经济收入的影响最为明显，其影响集中体现在家庭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上，影响方向是家庭收入提高，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均增强，反之，家庭收入降低，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均降低，家庭收入每提高1000元，攻击倾向增强3.5%，沉默倾向增强2.0%；受教育水平不影响攻击倾向，“大学及以上”、“大专”和“高中中专”学历的人同参照类别“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相比，在攻击倾向方面不存在差别，教育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沉默倾向的影响，“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比“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沉默倾向减少53.8%（1-0.462），说明沉默倾向容易在低学历者身上发生，这与经济收入的影响方向不一致。职业地位是三类客观地位变量中对行为倾向影响作用最小的一个变量，5个职业地位的Exp（B）全部不显著，即与参照类“社会下层”相比，他们的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均没有差别，或者说，中间阶层或“阶层地位”不影响行为倾向。这与表9.2的结果很不一致，说明表9.2中显示出的行为倾向方面的阶层差异，主要是“附着”于中间阶层之上的其他特征（变量）导致的，当表9.3分离了这些变量后，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之间的差异便不复存在。

经济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方向不一致，职业地位又不具影响，因此，这些结果难以证实社会结构性因素影响行为倾向，社会地位低的群体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均较强的假设，即研究假设1没有得到证实。

（二）心理因素共有6个变量或类别，其中生活感受不影响沉默倾向和攻击倾向，其在两个模型中的Exp（B）值均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主观认同中的“社会中层”影响沉默倾向和攻击倾向，影响的方向是自认为是“社会中层”的人，其攻击倾向比参照类别“社会下层”的群体低55.5%，其沉默倾向低33.9%，心理上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明显增强。生活感受无影响而主观认同有影响，因此，假设2.1只是部分得到证实。

生活信心明显影响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生活信心提高，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均明显降低，生活信心平均提高1个量表分数，攻击倾向的发生比降低14.0%，沉默倾向降低20.3%。或反过来说，生活信心降低，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均提高。这与假设2.2只有部分相吻合，因此，假设2.2也只是部分得到证实，部分没有证实。

生活素养只影响沉默倾向，其Exp（B）小于1，说明生活素养得分高的人，沉默倾向减弱，或反过来说，生活素养高的人也是倾向于依法办事的人。生活信心的降低是攻击、沉默倾向的内在心理原因，社会交往是影响这些倾向的外部条件，生活素养既不是原因也不是条件，只是“共享”某些特征导致的外部联系，本来它们可能共享“生活信心”，但生活信心的影响已被分离，凡是模型中自变量的影响都已被分离，它们不可能共享模型中的自变量，只能共享因变量。因此，生活素养和生活信心“共享”了因变量“依法倾向”，生活信心提高，生活素养随之提高，同时依法倾向也增强。生活素养和依法倾向都受制于依法倾向，就生活素养和依法倾向的关系而言，应该看作生活素养是依法倾向的一个外部表现。

（三）3个社会交往变量中，与各类领导的交往程度即“与领导就餐”具有增强攻击倾向的作用，发生比为1.148**，即与各类领导的交往程度越高，攻击倾向越强；与各类社会下层人员的交往程度即“下层就餐”具有降低沉默倾向的作用，发生比为0.942**，即与各类社会下层群体的交往越多，沉默倾向越弱；与各类专业人员的交往既不影响攻击倾向也不影响沉默倾向。综合三类交往的统计结果，可以认为社会交往影响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交往广，攻击倾向增多，沉默倾向减少，基本证实假设3。

但这一结论并不说明社会交往是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的原因，我们对行为倾向的调查问题均未涉及调查对象的社会关系或交往程度，这些关系或交往程度只是构成调查对象的一种行为背景或行为条件，并不构成行为原因。我们认为，它们对行为倾向的影响应该从“心理支持”的角度作出解释，即它们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某种心理支持，这种心理支持可能连行为者本人都不一定清楚意识到，心理支持强，行为变得外露，攻击倾向增强，心理支持弱，行为变得退缩，沉默倾向增强。

模型中的所有因素，大多数对行为倾向没有影响。在影响行为倾向的因素中，主观认同和生活信心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们既影响攻击倾向，同时也影响沉默倾向。而这两个因素却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已经表明生活信心受到生活感受的影响，经济收入、职业地位、学历水平等客观因素也对生活信心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这些因素自然也通过生活信心间接影响行为倾向，这使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的“来源”变得非常广泛，尽管这些“来源”可能非常间接。这种状况说明行为倾向看似与人的客观社会地位关系不大，但同样具有客观的基础，同时也说明，这些间接因素只有上升到生活信心层面，或形成主观认同，才有可能对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产生影响，这一结论还可拓展为：不利的生活条件、生活状况，只要没有被感受到，或者虽被感受到但没有导致生活信心降低或形成较低的主观认同，就不会提高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由于其影响非常间接，这些因素也变得难以识别，使人们难以借助这些因素去识别哪些人群容易发生攻击倾向，哪些人群容易出现沉默倾向。经过心理因素的调节，客观因素的影响同样变得非常模糊，难以辨别。因此，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的滋长往往是隐蔽的，人们可能感受到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在滋长，却难以弄清攻击倾向或沉默倾向究竟在哪些群体中滋长。

生活信心和主观认同既提高沉默倾向，也提高攻击倾向，反映在统计上，就是它们在两种倾向上的发生率Exp（B）均小于1或大于1，即对两种倾向的影响方向相同。然而，沉默是“胆小退缩”，攻击是“胆大侵犯”，两者方向相反，但在生活信心和主观认同的作用下却变成方向相同。由此追问：生活信心和主观认同究竟提高哪种倾向？两种倾向究竟是什么关系？

观察模型中心理变量的影响，可以看到除两个生活感受没有显著性外，达到显著性影响的生活素养也具有这一特点，其两个Exp（B）均小于1。对此现象我们的解释是攻击和沉默两种相反倾向都包含“不满”。所谓方向相反只是“表达”不满的方式相反，攻击倾向朝外发泄不满，沉默倾向向内忍受不满，“不满”是它们的共同成分。客观因素首先要被感受到，转化为心理上的不满，然后对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因此，所谓心理因素的影响或调节，实质是不同的人将不满以攻击倾向或以沉默倾向两种不同方式“积蓄”了起来，但“不满”是共同的。这在统计上表现为这些心理变量或受这些心理因素调节的变量对两种倾向的影响作用是相同的，它们同时提高或降低攻击倾向与沉默倾向。因此，沉默与攻击两种倾向的同向变化是由那些包含不满的心理因素建构出来的，若没有“不满”的建构，两者就不会呈现同向变化，这说明沉默倾向与攻击倾向是一对源于“不满”的心理“同构体”。正因为是心理同构体，两种倾向结伴而生，才会出现生活信心、主观认同既提高沉默倾向，又提高攻击倾向的现象。

人们的不满心理是比较普遍的。虽然不满心理没有“聚合”在阶层的基础上，形成阶层意识，但已反映在人们对社会群体的态度中，虽然不满心理没有直接表现为相应的不满行为，但有可能以沉默的方式构成行为背景。所有这些对社会的正常运行都有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事先预测和防范心理因素的负面因素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攻击倾向不等于攻击行为，攻击倾向仍然是心理因素。攻击倾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可归入心理或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在心理学中两者的关系始终争论不休。攻击倾向与攻击行为均具有“伤害”的性质，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因此，两者的关系比一般意义上的心理与行为的关系更为复杂。攻击行为一般都与具体情景有关。本研究的攻击倾向是一个排除了“内容”仅剩一个“抽象情景”的形式化概念，仅反映个体的内在“倾向”，以这样一个与具体事件毫无关联的“纯”心理特点去预测与具体事件密切相关的攻击行为，是做不到的。


第十章　中间阶层的行为意向：集体行为参与意向

中间阶层处于社会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之间，缓冲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因而被认为是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稳定器”；另一方面，中间阶层相比于下层群体更具权利意识，更有价值追求，这种权利意识、价值观念却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本章将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进行比较，探讨影响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主要因素。

一、集体行为的研究视角

在集体行为的研究史上，勒庞（Gustave Le Bon）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人物。勒庞等人开创的群体心理学一改欧洲重视理性之科学传统，强调“心理群体”或“集体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对个体、集体乃至社会历史的影响。在勒庞看来，进入群体的个人，即便在没有任何外力强制的情况下，也会心甘情愿让集体意识代替自己的意志（勒庞，2005：1118），从而导致集体行为的发生。勒庞的研究开创了集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传统，基本特征是将基于群体之上的非理性因素看作集体行为的心理基础。

群体心理学问世后，一百年来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20世纪60年代，集体行为的研究取向开始转向社会学。经济学家奥尔森（Olson，M.）的“搭便车”理论在这一转向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引入集体行为分析，认为由于存在坐享其成的搭便车心态，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奥尔森，1995）受此影响，美国资源动员理论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作理性行动者，一个人对社会运动参与与否，参与到何种程度，都取决于他在行动中获取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冯仕政，2003）至此，强调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心理学传统淡出研究视野，美国集体行为、社会运动的理论走上了一条重视理性的研究之路。他们抛弃了带有情感色彩的怨恨、剥夺感等心理学词汇，转而采用利益、兴趣等带有理性选择意涵的概念描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机。（赵鼎新，2005）如果说勒庞把神秘莫测的非理性因素纳入到科学解释的范畴是对欧洲理性主义科学传统的一种颠覆，那么，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则是对这种颠覆的再颠覆。

随着这一颠覆，沉寂了近百年之久的集体行为、社会运动的研究焕发出了活力，各种理论纷纷破茧而出，“关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呈爆炸式增长”（冯仕政，2003）。在批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资源动员理论和稍后兴起的政治过程理论成为美国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论。尽管两者存在较大差异，资源动员理论主要关注行动者如何被动员起来，组织和网络资源对行动有何影响，精英对集体行为有何影响等问题，政治过程理论的志趣则在于集体行为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系（冯建华、周林刚，2008），但两者都强调社会运动是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赵鼎新，2005）。

奥尔森分析的集体行动显然是泛指一切的集体行动，收益和成本的不对称结构导致了“搭便车”心态，阻碍了集体行动的出现。体制外的集体行为，往往是在权力关系极不对称的条件下，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的抗争，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问题，不仅是收益和成本不对称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要冒巨大风险的问题。当然，风险因素也可视为一种“成本”，但这一“成本”与其他一般成本相比，更是明显阻碍了带有抗争性质的集体行为的发生，“解决搭便车困境的真谛在权力上。搭便车困境之所以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难以克服的难题，就是因为与当权者相比，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组织者手中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实在有限”（赵鼎新，2006）。社会控制程度进一步放大了集体行为中的风险成本，其中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等，更是群体行为参与者必须正视的风险。群体行为带来的收益，在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面前都显得得不偿失。在风险意识的理性约束下，人们不会轻易参与群体行为。

按此观点推演，集体行为是难以发生的。但是，这些年来集体行为屡屡发生，这从理性的角度是难以解释的，参与者往往是一哄而起，没有组织性。此外，这类行为还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人数越多，越容易吸引周围人参与；二是参与者与利益不一定相关，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固然容易参与，但毫无利益关系的人也会卷入其中，即不存在“收益”的问题。这两个特征与搭便车心态恰好是矛盾的，按奥尔森的观点，人数越多，越容易出现“搭便车”心态，因此，参与集体行为的人也越少；而现在却是人数越多，不仅是利益关联者，即使利益“无关者”被卷入参与的可能性也越大。这种矛盾反映了人在行为选择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两个层面的冲突。搭便车心态是理性的反映，是对收益与成本进行权衡的结果；集体行为往往反映了参与者非理性的情绪，没有利益关系而参与其中，不存在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其驱动力量是情绪，参与者之间的情绪共鸣是连接参与者的纽带，相互感染进一步激发了群体情绪，强烈的情绪又降低了参与者的风险意识，产生冲动行为。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因素抵消了行为选择中的理性因素，抵消了搭便车的心态，也抵消了参与者对权力的畏惧。而人数众多、事态混乱又起到了“隐蔽”作用，加上“无直接利益”的身份，参与者既可成为参与者，又能扮演旁观者，两种角色可以迅速转换。这些都为隐藏自己、免遭惩罚提供了有利条件。

集体行为的背景是社会的不满心理，是不满心理的长期压抑，心怀不满促使他们参与集体行为。然而，“不满”同个人特点有关，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有的人感到满意，有的人感到不满意，有人即便不满也能忍受，有人稍有不满便难以克制。一个人是否容易产生“不满”，以及是否会参与集体行为，都同他的个人特点具有一定关系。因此，对于集体行为的探讨我们不能忽视非理性因素，还须回到情感因素、心理因素之上。

但是，仅从心理因素的角度解释集体行为也是不充分的。心理因素的背后具有社会机制方面的原因。事实上，美国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虽然强调情感因素的作用，但不少理论还是把情感因素嵌入到社会结构中进行探讨。比如，斯梅尔塞（Smelser）认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结构性诱因，由此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概化信念，触发因素或事件，运动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等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随着上述因素自上而下形成，发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Smelser,1962）也就是说，结构性诱因是社会不满产生的“客观层面”。布林顿则一方面强调“期望”，认为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均不是简单地因经济问题而引起，而是更多地源自人民不断升高的期望；另一方面他关注冲突的“阶层”，认为经济上处于绝对贫困的底层群体很少是反抗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重大的社会对抗往往发生于社会分层体系中互相接近的两个阶层之间。（Brinton，1957）

强调阶级或阶级结构的影响，这一思想无疑源自马克思。但上述两个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有所不同。斯梅尔塞只是讲结构性诱因，并未讲阶级结构；布林顿强调的是阶层，而且结论是底层群体并不是主要的反抗者，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显然不符。稍后兴起的欧洲“新社会运动”范式倒是比较关注社会结构因素，认为新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往往是两部分人：一是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为现代化过程付出了代价的人，即社会弱势群体；另一部分是由于价值和需求发生转变，从而对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问题非常敏感的人，这主要是新中间阶层。（冯仕政，2003）然而他们所讲的社会弱势群体和新中间阶层，很难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联系起来，比如，妇女运动主要参与者的妇女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但显然不能把妇女视为一个“阶级”。还有“新中间阶层”，其中既有知识分子，也有普通职员；既有高级经理人员，也有小私营企业主。因此，新社会运动很难说是哪个“阶级”的行动。（冯仕政，2003）而李培林、张翼等则把“阶级意识”、“主观认同”作为影响冲突行为倾向的重要因素来考察，认为人们的利益变动可能影响人们对自身所处阶层的主观认同，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公平感和生活满意度，并通过公平感和生活满意度最终影响到人们的冲突行为倾向。（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2005：259-269）这些理论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集体行为、社会冲突或社会运动与社会阶级或阶层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

在当前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分化、社会变迁速度加快、社会不满普遍滋生的背景下，我们试图将社会结构性因素，心理因素以及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探讨它们与中间阶层集体行为参与意识的关系，为发挥中间阶层的社会整合功能提供一些学理上的依据。

二、中间阶层集体行为参与状况和参与意向

本书的集体行为仅指各类抵制行为、示威游行、集体上访，换言之，我们从这三个方面界定集体行为。对于这三个方面，我们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调查对象曾经参与过的集体行为，另一类是将来可能会参与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前者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是现实行为，后者不是行为本身，只是未来行为的一种可能性。实际行为的难度必然高于行为意向，参与的人数也必然少于后者，调查结果表明了这一点，见表10.1。

表10.1　集体行为的参与、参与意向及阶层比较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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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的“平均”一栏表明，实际参与过集体行为的人数为6.4%，具有参与意向的人数为27.2%，前者远远少于后者。这是抽样调查，如果推论的话，将6.4%看作成年人口参与集体行为的百分比，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参与意向不等于实际参与行为，尽管如此，从27.2%这一数据中我们应该感受到社会正常秩序所面临的潜在压力。

从表10.1中还可看到：四个中间阶层群体“曾经参与过”集体行为的人数分别为7.9%、11.7%、11.7%和8.4%，明显高于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的3.3%和6.3%；中间阶层“将来可能参与”的人数分别为34.9%、30.2%、33.2%和31.3%，也明显高于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的20.9%和28.1%。这两个结果表明，无论按照曾经发生过的行为，还是按照将来可能的参与意向，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群体集体行为的参与程度最弱，以体力、半体力工人、商店营业员为主体的社会下层群体，集体行为参与程度其次，中间阶层的参与程度最高。如果将集体行为的发生状况看作社会稳定的指标，根据表10.1的数据，得不到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器的结论，相比于社会底层和社会下层，中间阶层反而是集体行为的积极参与者。

三、研究假设和数学模型

对于中间阶层是集体行为的积极参与者这一结论，我们的问题是这一结论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其他因素“扭曲”了中间阶层与集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或者换一个问法，中间阶层身上的哪些因素促使中间阶层参与集体行为？为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一）社会结构性因素假设

有关阶级的研究大多隐含着社会位置与思想意识、现实行动之间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阶级、意识、行为是一致的，阶级的差异或客观社会地位的差异必然导致思想意识上的差异，进而导致实际行动的差异。按此观点，本来可以直接提出社会底层或社会下层是集体行为积极参与者的假设，但是，表10.1却给出了中间阶层是集体行为积极参与者的结论。对此我们区分两个问题，一是阶级与集体行为是否有关，二是它们之间关系的方向如何。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等价的，证实第一个问题并不等于证实第二个问题。由于表10.1的结果与既有的观点不一定一致，我们难以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方向提出假设，但不妨碍我们对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提出假设。据此我们有假设1：

假设1：客观社会地位影响集体行为的参与及参与意向，表现为：

（1）不同经济收入的社会群体，其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不同；

（2）不同学历的社会群体，其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不同；

（3）不同职业地位的社会群体，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也不同；或中间阶层的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不同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

（二）心理因素假设

根据前文的观点，心理因素的影响沿着两条方向演化，一是人们日常生活获得的表层感受逐渐积淀下来，形成带有一定稳定特征的对生活意义和自身价值的深层次认识；二是生活中的满意或不满意会扩散到对宏观社会现象的判断中，形成一定的社会态度。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演化线索最终汇聚到对行为的影响上，对个体是否参与集体行为，或是否具有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造成一定影响。

根据第一条演化线索，我们已经探讨了“生活感受（包括阶层认同）→生活信心→个体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它们与集体行为参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两个探讨问题，一是生活感受、阶层认同、生活信心同集体行为参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二是个体行为倾向同集体行为参与意识之间的关系。

霍弗（Hoffer，E.）把个人心理特点“失意感”与“群众运动”联系了起来。在他看来，所有“群众运动”的初期追随者都是以失意者（the frustrated）居多，即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认为自己的人生被毁坏或浪费的人，“即使没有外来的煽动游说力量，失意者本身即足以产生‘忠实信徒’所特有的大部分人格特征”，而所有群众运动能够吸引到的追随者，也都具有这一类人格特征。（霍弗，2008：12-21）我们借用霍弗“失意感”的概念，将生活信心的降低与集体行为结合起来探讨，而生活感受、主观认同与生活信心又具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三个子假设。

假设2.1：生活感受越差，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越强。

假设2.2：主观认同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强。

假设2.3：生活信心降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增强。

霍弗把个体心理特点与集体行为直接联系了起来，但应有中间环节，有一个从个体行为到集体行为的中介环节，我们把行为倾向作为这一中间环节，具有某种行为倾向的人容易导致某种现实行为，集体行为是由众多的个体行为“组成”的，众多个体所具有的相似行为倾向容易聚合成集体行为，集体行为这类冲突情境也是人的攻击倾向最易得到释放和表现的场所。因此，问题变成：个体攻击行为倾向的增强是否意味着其参与集体行为的意向也增强，而沉默倾向强的人参与集体行为的意向弱？据此有假设2.4和2.5。

假设2.4：攻击倾向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强。

假设2.5：沉默倾向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低。

（三）社会态度、政治态度和阶级意识假设

对于心理因素影响的第二条演化线索，我们可将其进一步延伸为社会判断、政治态度和群体态度对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影响。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态度，它们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复杂的，但它们与生活感受、阶层认同之间都具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生活感受投射的色彩，生活感受差的人倾向于对社会冲突作出悲观的估计，容易出现政治自由主义的倾向，对社会上层群体持有相对消极的态度，这些影响是否会继续传递到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中？我们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1：冲突判断影响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对社会冲突前景作悲观估计的人倾向于参与集体行为。

假设3.2：政治态度影响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政治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参与集体行为的意向较强。

假设3.3：群体态度影响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对社会上层群体持消极态度的人容易参与集体行为。

（四）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假设

个体与社会或群体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制约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表现为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行为对个体行为构成了参照系，增强了个人的力量感，等等，也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组织性。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我们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个体与组织的关系，二是个体的日常社会交往。

对于个体与组织的关系，由于集体行为属于体制外的政治行动，因此，个体与体制内组织的关系密切，可降低参与体制外政治活动的可能性，与体制外组织的关系密切，则提高参与集体行为的可能性；关心组织发展关心周围事务，经常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都是与体制内组织关系密切程度的表现，经常提建议和意见的组织成员也是组织中的活跃者，因此，得到假设4.1、4.2和4.3。

假设4.1：个体参与体制内活动的程度越高，参与集体行为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4.2：个体参与体制外活动的程度越高，参与集体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4.3：体制内组织中的活跃者，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低。

个体的日常生活交往是个体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社会交往形成社会关系，具有广泛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个体容易产生“力量感”或“心理支持”，因此有假设4.4。

假设4.4：社会交往活动越多，交往范围越广，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越强。

对于上述研究假设，我们以调查数据予以验证。我们将假设中所涉及的各种影响集体行为的因素一起置于logistic回归模型中，以考察各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共建立两个回归模型，因变量分别为表10.1中的“将来可能参与”集体行为和“过去曾经参与”集体行为。回归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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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模型中的π1分别指“将来参与”（参与意向）和“过去曾经参与”，π2指“将来不参与”和“过去未参与”，π1/π2 即“将来参与”相对于“将来不参与”两种情况的发生比，或“过去曾经参与”相对于“过去未参与”的发生比；xi为自变量，两个模型的自变量完全相同，具体自变量见表10.2，这些自变量均在前文有过分析，且均已作过操作化处理，这里不再重复；B为回归系数，a为截距；连续型自变量以协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

第一个模型反映的是行为意向，第二个模型反映的是现实行为。行为意向不是现实行为，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具有动机成分的心理因素，有动机不一定有行为，但反映了行为的潜在可能性，具有动机比不具有动机更易导致行为。在此意义上探讨行为意向有助于理解和解释集体行为，至少，其揭示出的影响因素对化解、防范集体行为，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具有启发价值。但行为意向与现实行为甚至会差距很大，模型2主要起佐证模型1的作用，通过与模型2的比较可以进一步确认模型1的结果，能更准确地考察影响集体行为的各种因素。之所以将反映现实行为的模型2只作为用于佐证的辅助模型，是因为“过去曾经参与”集体行为的人数很少，各种因素的影响作用不易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从而可能掩盖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

四、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影响因素

经过整理后的两个数学模型主要统计指标见表10.2。

表10.2　集体行为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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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变量：户籍：农村居民；性别：男；政治面貌：非党员；职业地位：社会下层；学历：初中及以下；主观认同：社会下层；行为倾向：依法倾向；政治倾向：强化国家调控；信息态度：严格管理信息）



表10.2的两个模型中，模型1的解释力明显优于模型2，其卡方值422.656，远远高于模型2的142.849，伪决定性系数0.113，明显大于模型2的0.040。模型1优于模型2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模型1解释的是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仍旧是一种心理现象，模型2解释的是发生过的实际行为，实际行为远比心理现象复杂，受制于更多的因素，造成了解释上的困难；二是“过去”曾经参与过集体行为的毕竟是少数人，基本属于小概率事件，个案过少使自变量的影响不易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导致整个模型2中只有“生活信心”、“混合倾向”、“领导就餐”、“下层就餐”四个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具有影响作用。这可以证明这几个自变量的重要性，但其他变量全部没有影响，这使分析难以深入，容易忽视那些具有重要作用的潜在因素。因此，下面的分析重点是模型1，通过模型1分析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借助模型2对模型1的结果作出进一步的印证或佐证。

（一）客观社会地位的作用及其比较

模型1中，变量“职业地位”的参照类别是“社会下层”，即中间阶层的影响作用是通过同社会下层群体的比较体现出来的。观察表中数据，5个职业群体的Exp（B）值全都小于1，即他们的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发生比全部低于“社会下层”群体，社会下层群体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最强，甚至高于社会地位更低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的参与意向；中间阶层中的“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的参与意向最低，其Exp（B）值最小，并且全部达到了统计显著性水平，具有推论总体的价值，技术阶层的Exp（B）为0.719，参与意向比下层社会低28.1%，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的Exp（B）分别为0.561和0.517，参与意向比社会下层分别低43.9%和48.3%。这些结果说明中间阶层不是集体行为的积极参与者，面对集体行为，他们的参与意向在各类社会群体中反而是最弱的，社会下层群体是主要的参与者。从这一角度讲，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利于社会稳定。

不过这一结论并未得到模型2的证实，模型2中，5个社会群体的Exp（B）有的大于1，有的小于1，即影响方向不一致，更主要的是这些Exp（B）均不显著，这些群体与社会下层群体的差别不具有推论意义，因此，从过去曾经参与集体行为的情况看，中间阶层既不是集体行为积极参与者，也没有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他们的集体行为参与情况与社会下层群体没有差别。

尽管模型2没有得到明确结论，但根据模型1，仍然可以看到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比收入或学历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对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解释力更强一些，因为经济收入与学历水平两个变量对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均无影响：模型1中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的Exp（B）都大于1，本应得到收入高者集体行为参与意向更高的结论，但Exp（B）均不显著，这一结论不能成立，结论是经济收入不影响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经济收入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之间的关系是偶然性所致；学历水平同样如此，尽管从“大学及以上”、“大专”到“高中中专”，Exp（B）呈现出明显的从高到低特征，学历越高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越高，但由于Exp（B）都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学历水平也不影响集体行为参与意向。

经济收入、文化程度不是影响集体行为的原因，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面对集体行为是退缩的，但过去集体行为的参与情况并未证实这一点。综合这些结果，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和学历水平影响集体行为的假设1没有得到证实。这些结果表明我们不能局限于客观社会地位的视角，需要从更为开拓的角度寻求影响参与集体行为的因素。

（二）个体心理因素的关系链

这里主要分析生活感受、主观认同和生活信心三个变量的影响作用。两个生活感受变量中情感生活感受与集体行为无关，物质生活感受明显影响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物质生活感受越好，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越弱，良好的物质生活感受能够有效降低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这一结果基本证实“生活感受越差，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越强”的假设2.1。

“主观认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中层”，其Exp（B）值为1.399，自我认同为“社会中层”的人比参照类别认同为“社会下层”的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高39.9%，说明容易参与集体行为的是主观地位相对较高的社会中层的人，而不是最低的“社会下层”，“主观认同越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越强”的假设2.2被推翻。

主观认同为“社会中上层”的人反而与“社会下层”的人参与意向没有差别，因此，得不出“主观认同越高，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也越高”的结论。此外，“社会中层”的影响作用并不十分稳定，因为模型1和模型2两个模型中“社会中层”的Exp（B）值一个大于1，另一个小于1，即认为自己是“社会中层”的人，其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与曾经参与集体行为的情况是不一致的，这有样本较少难达显著性的原因，但也降低了结论的可靠性，说明“主观认同”的影响并不十分稳定，或“主观认同”本身就不稳定。

生活信心明显影响集体行为，其Exp（B）为0.884，生活信心每提高1个单位（量表分数1分），集体行为参与意向降低11.6%，“生活信心”越高，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越低；反之，生活信心越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越强。这一结论在模型2中得到进一步佐证，“生活信心”是模型2中为数不多的影响集体行为的因素之一。因此，假设2.3“生活信心降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越强”得到证实。

比较主观认同、生活感受和生活信心三个因素，主观认同的影响局限于“社会中层”，生活感受的影响局限于物质生活感受，更主要的是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在模型2中都未得到体现，因此，生活信心影响集体行为的结论更为可靠，也更为重要。生活信心同主观认同、生活感受具有直接关系，但与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学历水平等客观地位均无直接关系，因此，如果它们之间具有关系链的话，只能是这样一个关系链“客观地位→主观认同、生活感受→生活信心→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这一关系链说明了心理因素对集体行为的重要性，客观地位的影响需要经过主观认同、生活感受的调节或建构，才间接影响集体行为，主观认同和生活感受的调节或建构的结果，如果长期积累，转化为深层次的生活信心，将对集体行为产生明显影响。

（三）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的“断裂”

行为倾向对于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具有明显影响，“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的Exp（B）值的统计检验均为显著。但它们的影响不是增强而是降低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与参照组“依法倾向”相比，具有沉默倾向的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降低了29.3%，具有攻击倾向的人降低了55.0%，即具有沉默倾向或攻击倾向的人，面对集体行为是退缩的。因此，假设2.4“攻击倾向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强”被推翻，假设2.5“沉默倾向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低”得到证实。

假设2.4被推翻，出乎原来的研究设想。按照通常理解，集体行为人数众多，行为隐蔽，是攻击倾向最容易得到发泄的情况，因此，如果攻击倾向的人数增多，集体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增大。但是，这一看法被否定了，不存在从个体行为到集体行为的过渡，两者可能是“断裂”的，具有攻击倾向的人，面对自己的利益受损，可能会冒险采取个体式的反抗或发泄，但是，面对游行、示威之类的与自身利益无直接关系的集体行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甚至可能是一个退缩者。由此推测，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在某种意义上是两条平行演化的线索。

不过对这个结论应持谨慎的态度。从统计模型看，反映曾经参与集体行为的模型2中，如果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是削弱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尽管存在参与样本过小不易达到统计显著性的问题，其Exp（B）值应小于1较为合理，但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强的Exp（B）分别为1.018和1.010，都大于1，也就是说，从集体行为的实际参与者看，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强的人并未比参照组“依法倾向”的人表现出“退缩”的特点，模型1的结论没有得到模型2的支持，反而有所不一致，因此，模型1的结论并不十分可靠。

从集体行为的类型看，我们这里作为因变量的集体行为主要指示威游行，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强的人不参与这类的集体行为，并不意味着不会参与骚乱之类的其他集体行为；从行为的原因看，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都与内心的不满有关，不满是否发泄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情境，只要情境条件有利，只要发泄出来不会对自己带来不利、没有风险，那么，内心的不满就会容易发泄。心理的因素往往转化很快，最初的不参与并不意味着不会成为后来的追随者。因此，对于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降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结论应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四）集体行为中的政治倾向因素

在6个社会态度变量或类别中，两个冲突判断变量均不影响集体行为；两个群体态度变量也不影响集体行为。假设3.1“对社会冲突前景作悲观估计的人倾向于参与集体行为”和假设3.3“对社会上层群体持消极态度的人容易参与集体行为”都未得到证实。

两个政治态度变量中，只有“政治倾向”影响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表现为持“自由竞争”观点者，其集体行为参与意向比主张“国家调控”者高出24.4%，假设3.2“自由竞争倾向的人参与集体行为的意向高于‘国家调控’倾向者”基本得到证实。

其实，政治倾向的影响只达到0.0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刚刚具有统计推论的意义，结论的可靠性不是很高，而且，这一结论在模型2中也未得到证实。相比于主观认同、生活感受、生活信心等心理变量，其对集体行为的影响作用还是比较弱的。但是，在3类或6个社会态度变量中，唯有政治倾向具有影响作用，其作用应引起关注。李培林认为有两类社会冲突，一类是利益导致的冲突，另一类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冲突，“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物质利益的差别是造成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人们以往对社会冲突的分析也主要是集中在对物质利益矛盾方面的分析，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2005）。我们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李培林的观点。不过，应该看到，这种政治倾向的因素目前主要还是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即主要是影响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而在已经发生过的集体行为中，这一因素表现得并不明显。

尽管除政治倾向之外的其余社会态度均不影响集体行为，但我们还是从Exp（B）值的角度大致判断一下这些社会态度对集体行为可能具有的潜在影响方向。“信息控制”对集体行为的影响方向与政治态度基本相同，主张“信息自由”观点的人，参与集体行为的可能性高于持“严格控制信息”观点的人；群体态度有两个变量，对社会上层持积极态度的人，参与集体行为的可能性降低，对社会下层持积极态度的人，参与集体行为的可能性增强；冲突判断的两个变量在两个模型总的方向是相反的，降低了参与意向的可能性（Exp（B）小于1），却提高了实际参与的可能性，这种相反的结果使我们无法判断其影响方向。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全都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在统计上全都被视为偶然性所致。但是，这些变量的潜在影响方向应引起注意。

（五）生活素养的影响

本书的生活素养指的是对生活细节的看法和态度，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第七章，我们曾将其解释为生活信心的外在表现。对于集体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两者都不应该具有关系，更遑论因果关系了。但是，统计结果却表明“生活素养”对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Exp（B）值为1.056，而且达到了0.001的显著性水平，这是模型1的结果，其Exp（B）在模型2中为1.050，虽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但与模型1中的1.056非常接近。对于生活素养和集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感觉很难解释，显然“生活素养”不是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原因，同样，也不会因参与集体行为而提高“生活素养”，两者之间没有实质关系，只是一种外部联系。我们认为，生活素养起的是“表征”作用：个体的生活信心高或低，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表现出来，反过来说，对生活细节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生活信心；对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生活素养起的同样是“表征”作用，生活细节上比较注意公众印象的人、生活不那么随便的人容易参与集体行为。生活素养“表征”了容易参与集体行为的不同人群。

（六）组织参与与社会交往

从组织参与方面的变量看，参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组织活动，前者如参加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组织的活动，后者如参与公益性、娱乐性等组织的活动，并不影响集体行为的参与，它们的Exp（B）均不显著，也就是说，是否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或参与的程度，既未降低、也未提高组织成员参与集体行为的状况或意向。组织参与与集体行为无关。假设4.1、4.3得不到证实。集体行为是体制外的一种政治行为，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总的说来是消极的，这些组织总的说来都是体制内的，其作用应该是防范和化解体制外的各种不和谐行为，经常参加其组织活动的人其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应该降低，但统计结果表明，这些组织并未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他们成了集体行为的旁观者。

对于组织事务、社会事务经常“提意见”的人，其Exp（B）为1.231，并且达到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提意见”量表分数平均每提高1分，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便平均提高23.1%。若论结果，假设4.2被推翻。也就是说，经常对社会事务、组织事务提意见、提建议的人，并未发挥其维护秩序的作用，反而成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比较强的人。由此引申，经常提意见、提建议的人一般都是群体中比较活跃的人，因此，群体中的活跃者容易成为集体行为的参与者。

三个“就餐”变量反映的是个体与不同社会对象的日常交往状况，其在两个模型中的Exp（B）值全部大于1，对集体行为的影响方向高度一致，全部都是促进集体行为的发生，并且“专业就餐”和“下层就餐”的Exp（B）在模型1中达到了统计显著性水平，使“人们的日常交往程度越广，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越强”的结论具有统计推论的价值；而且，模型2中“领导就餐”和“下层就餐”两个变量的Exp（B）值也达到了统计显著性水平，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结论。因此，假设4.4“社会交往活动越多，交往范围越广，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越强”得到证实。社会交往是个体与他人、与群体、与社会的结合途径，是个体融入社会的一种形式，社会交往提高集体行为参与的可能性，说明孤独的个体不易参与集体行为，具有较为广泛社会交往的人容易成为集体行为的参与者。

本章统计模型的结论较多，这里作一简单汇总。

一、以体力半体力工人、商店营业员为主体的社会下层群体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最强，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最弱；经济收入和学历水平与集体行为无关。

二、主观认同、生活感受和生活信心均影响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生活感受变差，增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主观认同为“社会中层”的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高于主观认同为“社会下层”的人，生活信心越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越强。三个因素中，生活信心的影响最重要。

三、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并不增强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

四、社会态度中只有“政治倾向”影响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具有“自由竞争”倾向者，其参与集体行为的意向明显高于具有“国家调控”倾向者。

五、注重生活细节、生活不那么随便的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较强。

六、经常参加党团、工会等组织活动，不影响活动参加者的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

七、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具有增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作用。

此外，对4个控制变量的作用简单提一下：女性比男性集体行为意向低22.0%；年龄越大，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越弱；是否中共党员不影响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党员与非党员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没有差别；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的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也没有差别。


第十一章　中间阶层的再探讨：从冲突意识看中间阶层

中国中间阶层是否形成，中间阶层究竟是起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还是颠覆者的作用，这是本研究的基本问题。在前面各章中，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比较中间阶层同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个体心理、社会态度、行为意向等各个方面的差别，分析了中间阶层的影响。本章综合前面各章的结论，把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作为冲突意识的指标，对这两个基本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梳理。

一、不同视角下的中间阶层

在分析和比较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信心、政治态度、群体态度、集体行为等一系列问题后，我们回到中国“中间阶层是否存在”或“中间阶层是否形成”这一理论问题。我们首先须明确问题中的中间阶层不是“纯”客观地位意义上的中间阶层，而是客观中间阶层及其影响，即客观社会位置上的“中间层”是否导致相应的主观思想意识和行为意向。一个没有任何影响的“纯客观”中间阶层是没有意义的，它不是行动意义上的阶级。我们的分析几乎全部聚焦于“影响”，基本的分析程序是：先以职业为标准构建一个客观意义上的中间阶层，进而分析这一客观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工人、营业员等）、社会底层（农民、短工、零工等）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生活感受、社会态度、行为意向等各个方面的差别。其中的分析逻辑是：如果职业地位的差别导致了其他方面的差别，那么，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就是一个现实的阶级或阶层，因为它具有现实的影响，反之，它就不是一个现实的阶层，因为它不具有现实影响。

我们采用了两种统计方法分析中间阶层的影响：一种是以交互分类（表）的方式进行分析，将职业群体同另一变量置于同一张表中进行对比，观察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和以体力工人、营业员为主体的社会下层在这一变量上的“数值”是否存在差别；另一种是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将影响某一变量的各种因素包括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置于同一数学模型之下，以分析“中间阶层”的“纯净”影响。由于阶级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中间阶层”对不同方面的影响并不相同，同一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我们先对交互分析的结果作一简单汇总，从中归纳一个比较综合的结论。表11.1汇总了“职业类别”与前面各章中的5个比较主要因素的交互分析结果。

表11.1　阶级影响的交互分析结果汇总　单位：量表分数、%、因子值

[image: ]
（注：1、本表数据分别出自于表7.10、8.4、8.8、10.1；2、“自由竞争”指政治态度中持自由竞争观点的人数百分比，集体行为指具有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百分比）



表11.1中的结论，前文均已有过分析，这里再简单归纳一下。交互分析表明：同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相比，中间阶层的生活信心略高，但不明显；自由竞争意识较强，对社会上层群体和对下层群体的态度都比较消极，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较强。综合这些结果，可以认为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的差别是明显的。

从表中还可看到，中间阶层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中间阶层内部的“私营业主阶层”，这一群体基本处于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中间的位置上，它在许多方面很接近社会下层，又相对靠近中间阶层，这种内部差异说明中间阶层不是一个一致的群体；但中间阶层的内部差异明显小于其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之间的差异。因此，从总体上讲，职业或“中间阶层”对人们的政治态度、群体态度、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等方面均产生了明显影响，中间阶层是存在的。结合其较为偏狭的群体态度、较强的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结论是中间阶层不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对于数学模型的分析结果也作一简单归纳，并与交互分析的结论作一比较，见表11.2。

表11.2　阶级影响的数学模型分析结果汇总

[image: ]
（注：本表数据出自表7.11、8.5、8.9和10.2）



表11.2中的“显著性检验”和“模型结论”两列数据表明：从生活信心，对社会上层群体、下层群体的态度看，“中间阶层”的影响基本不存在，即中间阶层不存在；从自由竞争这一政治态度看，中间阶层的影响并不很明显，仅限于“办事员阶层”自由竞争倾向比社会下层群体更强，结论不明确；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看，中间阶层具有明显影响，中间阶层的参与意向最弱，因此，中间阶层存在，并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综合这些结果，中间阶层对人们某些方面的主观意识具有明显影响，但对另一些方面则没有影响，难以得到中间阶层是否存在的明确结论。

将表11.2与表11.1进行比较，在“生活信心”上两个表的结论是比较一致的，在“自由竞争”的政治态度上虽略有区别，但还算一致；其余三个方面的结论均不一致，甚至相反。综合看，表11.1的交互分析结果基本说明中间阶层的影响是存在的，而表11.2的结果基本表明中间阶层不存在。尤其是“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表11.1的结论是中间阶层是集体行为的积极参与者，表11.2的结论是中间阶层是集体行为的退缩者，两个结论是矛盾的。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得到两种不同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矛盾的结论，到底哪一结论为真？以哪一结论为“准”？

两种分析方法体现着两种不同的观察分析视角。交互分析（表）是直观的观察视角，可以看作一种“简单”的因而也是“综合”的或“混合”的观察视角。以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为例，它在呈现“职业”（中间阶层）与参与意向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其他与职业相关的各种因素也隐蔽地“混合”在其中产生着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交互（表）的结论是错的、不真实的，因为这些暗中发挥影响的因素在现实中就是与职业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职业必然与收入、学历相关，我们不可能得到一个与收入、学历等毫无关系、完全孤立的“职业群体”。因此，交互表的分析也许是不精确的，但却是直观的，它更贴近于生活观察，近似于日常观察结果。

数学模型是抽象的分析视角，我们虽然以职业界定中间阶层，但职业与许多其他个体特征相关，这些因素都会“附着于”职业身上对因变量产生影响。数学模型的分析作用就在于将这些“附着”因素的影响都“分离”或剥离出来，得到“职业”或中间阶层对因变量的“纯净”影响作用。经此分析发现，职业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其影响常常不是出自于“职业”本身，主要是“附着于”职业之上的许多其他特征导致的，分离这些特征后，中间阶层本身（职业地位）便不再具有影响。

这样的解释很容易导致用数学模型的分析结论否定交互分析的结论，我们不能就此停止讨论。数学模型分析的要义在于“分离”，其分离出来的特征与“中间阶层”（职业）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两种方法导致两种结论，两种结论的症结在于怎样解释“特征”与“中间阶层”之间的关系，然而对于这一关系同样可以作出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把这些特征解释为中间阶层（职业地位）本身所具有的，与“中间阶层”是合二为一的。中间阶层不是一个仅仅由客观地位构成的阶级或阶层，而是包含了与这个阶层相一致的思想意识等各种特征，它们之间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当我们说中间阶层的壮大能促进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消费时，实际是把按某个客观标准建构的中间阶层与中间阶层所具有的功能或特征结合在了一起，把它们视作一个整体。正如汤普森的观点，阶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共同的经历与共同利益的意识，两者的结合产生了阶级，两者是一体的，同时发生。（汤普森，2001：1-2）我们不是在剥离了所有特征的抽象意义上谈论中间阶层，我们针对的是承载这些特征的人，而不是没有主体的抽象特征，这些特征必然依附在人的身上，是人的一部分。职业可能选择了具有某些特征的人，也可能熏陶或造就了人的某些特征，“职业”与这些特征“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数学模型将这些特征抽象出来分析其“纯净”影响，仅是一种分析方式，便于对研究的问题作深入探讨，并不是“肢解”完整的对象，它只是我们思想上的抽象，而不是现实现象的分离，更不是“肢解”。分析的特征并不能否定整体的特征，这些特征综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现实的中间阶层。因此，即使数学模型的分析否定了职业（中间阶层）的影响作用，但只要交互分析能确认职业的影响，那么，仍旧能说明中间阶层是存在的。

但我们也可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即把这些特征看作可以与“中间阶层”相分离的，它们并不是中间阶层所特有的，这些特征所具有的影响也不一定等于中间阶层具有这些影响。比如，“高学历”、“交往范围较广”、“自由竞争倾向”等特征可能容易同中间阶层结合，但也可能与其他阶层相结合，比如，社会上层或精英阶层就可能同时具备这些特征。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它就是中间阶层所特有，与中间阶层的“结合”是必然的，我们承认这些特征不可能抽象地存在，它必然是一定主体的特征，“附着于”一定的主体，但并不意味着它必然“附着于”某一特定群体。而且，这些特征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会变化的，因为这些特征大多是主观意识的东西，主观意识的东西是变化的，在某些条件下，这些特征在主体身上可能增强，在另一条件下也可能减弱。如果群体的主观意识发生了变化，那它还是原来的阶级吗？

对于两种分析得到的两种结果，难以证明哪一种是“正确”的；对于“附着于”中间阶层身上的特征与中间阶层之间的关系，也难以讲清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两种不同的方法得到两种不同的“中间阶层”。如果结合中间阶层的划分标准，可以肯定，按照经济收入、教育水平，或者其他标准，或者将几个标准综合成一个单一标准，会得到更多的不同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像是一面多棱镜，不同的视角下会得到不同的“镜像”，按照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解释将会得到不同的中间阶层。因此，中间阶层取决于理论预设，理论决定了我们看到了什么。

而中间阶层的内在不一致性更是增添了解释难度。米尔斯对中间阶层的内心世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白领“就其内心而言，他们是分裂的和支离破碎的；而从外表看，他们则依附于更强大的势力。即使他们获得了行动的意愿，由于缺乏组织性，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一场运动，不如说是由互不关联的竞争酿就的纠葛。作为群体，他们没有威胁到任何人，作为个人，他们没有创设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没有对他们形成合适的观念之前，我们只能将他们视为都市大众中为人熟知的表演者，他们上演的是20世纪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剧目”（米尔斯，2006：1）。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群体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但他们内部同样存在明显差异，群体内部的差异淡化了群体之间的差异，模糊了群体之间的界限，两种差异交织在一起，中间阶层变得若隐若现；在一个理论视角或标准之下，中间阶层似乎是存在的，换一个理论视角或标准，中间阶层似乎又不存在，中间阶层是似有似无。统计数据的这种结果正是米尔斯所描述的中间阶层状况的反映。

这些特点说明中间阶层只是人们建构出来的用于解释现实的一个概念工具，它不是经验世界的反映，经验世界中也不存在评判这一工具“对错”的标准。作为工具，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好坏之别，关键是运用这一理论工具能否对经验世界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从冲突意识看中间阶层

我们对中间阶层的探讨，实质是根据职业地位寻找相似性或一致性，即职业地位相似的一群人，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心理感受、社会态度以及行为倾向和参与集体行为的意向等各方面是否也表现出相似性或一致性。探讨相似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隐含着这样一种假定：相似特征可能是成为现实群体的潜在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相似的人群容易出现相似的行为，形成共同行为。如果其行为是维护现行秩序，那么，其所起的是稳定社会的作用；如果其行为是反抗现行秩序，则其所起的是颠覆社会的作用。反过来说，我们是从社会冲突的角度来探讨中间阶层的作用的。探讨的结果是职业地位相似的一群人在有些方面是相似的，有些方面并不相似，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碎片化特征。据此如何回答中间阶层究竟是社会的稳定器还是社会的颠覆者？或者说，中间阶层与社会冲突的关系怎样？

社会冲突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行动，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很难直接探讨现实行为，我们只能从冲突意识的角度间接探讨。我们探讨了主观认同、生活感受、生活信心、群体态度、行为倾向、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等多个方面的心理因素，这些因素本质上属于态度范畴或心理范畴。心理与行为是有“距离”的，但不同的心理因素与行为的“距离”是不同的。若从它们与冲突行为最“接近”的角度考察，显然，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与社会冲突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反映了更为直接的冲突意识。因此，我们以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作为社会冲突意识的指标，以此考察中间阶层。

需要指出的是，冲突意识同样不等于冲突行为。冲突意识转化为冲突行为需要有具体的事件“触发”，而具体事件是偶然的、不可预测的，因此，冲突行为的发生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从“心理基础”的角度看待冲突意识与冲突行为的关系，将冲突意识看作冲突行为的心理基础，是冲突行为发生的心理背景或社会心理状态。这样，冲突意识与冲突行为的关系就变成了背景与行为的关系，心理基础并不直接导致具体的冲突行为，它的作用只是强化具体事件与冲突行为之间的关系，使原先不易导致冲突行为的具体事件变得容易触发冲突行为。研究冲突行为的心理基础——冲突意识同样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第十章中我们用交互分类表和数学模型两种方法探讨了中间阶层的集体行为参与意向或冲突意识，但两种分析的结果并不一致，交互表的分析表明中间阶层是集体行为的积极参与者，而数学模型的分析结果却是中间阶层是集体行为的退缩者。这种相反的结果表明来自“中间阶层”以及经济收入和学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被转移到了模型中的其他变量上。仅凭表10.2中的模型，难以反映变量之间的影响转移现象。因此，我们综合第十章以前的模型，通过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进一步分析各个变量在冲突意识中所起的作用。

仅根据第十章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影响冲突意识（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因素并不很多，若将前面各章的模型结合在一起，以冲突意识作为最终的因变量，我们会发现有些因素虽然对冲突意识没有直接影响，但具有一定的间接影响，甚至是间接再间接的影响。若算上这些间接因素，则影响冲突意识的因素数量众多，非常广泛。但无论是直接影响因素还是间接影响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都不很大，表现为许多因素只达到0.05的统计水平，统计推论的可靠性不高；分类变量往往只是其中的个别类别具有影响作用；反映模型有效性的决定性系数或伪决定性系数同样也不高。这些统计特点表明冲突意识是在多种因素的“微扰”下形成的，多种因素的同向运动和长期积淀导致了冲突意识的形成，因此，冲突意识的形成不存在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不存在影响冲突意识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梳理出几条影响路径，从中可以看到不同因素在冲突意识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研究设计，我们将影响冲突意识的因素分为个体心理变量、社会态度、社会交往或组织性三类，根据数学模型揭示的相互关系，大致可区分出影响冲突意识的三条路径。

（一）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

根据本书的研究构想，我们是按照心理现象的稳定化和扩散化两条线索探讨阶级影响的。将表7.8、7.11和10.2以及表7.1所揭示的变量关系综合在一起，得到一条大致反映心理现象趋于稳定化的演化路径及其对冲突意识的影响作用。见图11.1。

[image: ]
图11.1　客观社会地位、个体心理变量和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之间关系示意图

注：根据表7.8、7.11、9.3和10.2中的模型以及表7.1、7.2和7.3而得。图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为：职业地位的影响，中间阶层的冲突意识低于社会下层群体；生活感受差，冲突意识强，主观认同为“社会中层”的人，冲突意识比认同为“社会下层”的人强；生活信心低，冲突意识强；行为倾向的影响表现为攻击倾向和沉默倾向降低冲突意识；“冲突意识”指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



从图11.1的变量关系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客观地位三个变量中，经济收入和学历水平对集体行为没有直接影响，职业地位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职业地位的影响方向是中间阶层参与集体行为的意向弱于社会下层群体。这一结论前面已有分析。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和学历水平都影响生活感受和主观认同，而生活感受和主观认同继续影响生活信心。这条影响路径达到生活信心后出现两条分支：一条是影响行为倾向，但行为倾向并未将这一影响继续传递到集体行为——攻击和沉默两种行为倾向均是降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个体行为倾向并不增强冲突意识；另一条分支是直接影响冲突意识。因此，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和学历水平三个客观社会地位是通过主观认同、生活感受进而通过生活信心等心理因素对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传递间接影响的，构成了“客观社会地位低→主观认同低，生活感受差→生活信心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强”的关系链，与我们的研究构想不同，个体行为倾向不在这条关系链上。

第二，生活感受、主观认同和生活信心三个心理变量均直接影响集体行为，似乎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图11.1中的集体行为指的是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而不是曾经发生过的集体行为，对于曾经发生过的集体行为，生活信心是三者中唯一具有影响作用的因素（见表10.2），因此，生活信心是相比于生活感受和主观认同更重要的集体行为影响因素。按照我们的研究构想和第七章的分析结论，生活信心是深层次的心理因素，生活感受和主观认同是生活表层的心理因素，因此，深层次的心理因素对集体行为的影响更为关键。

此外，生活信心和主观认同均影响行为倾向，但主观认同的影响仅局限于主观认同中的“社会中层”，主观认同为“社会中层”的人攻击和沉默倾向均弱于主观认同的“社会下层”，而主观认同为“社会中上层”的却不具有影响，因此，对于行为倾向的影响，生活信心比主观认同更重要。行为倾向不影响集体行为，但同样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以生活信心是比主观认同更为重要的心理因素。

“客观社会地位低→主观认同低，生活感受差→生活信心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强”的关系链表明客观社会地位是集体行为的物质基础，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容易成为集体行为的参与者，中间阶层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所以社会冲突意向也较弱。但是，社会地位低与冲突意识之间的关系需要经过主观认同、生活感受等心理因素的调节，主观认同基于人际比较而产生，人际比较产生的反差使生活满意度降低，生活感受变差，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使人降低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降低了生活信心。社会地位低本身并不增强冲突意向，偶尔的生活不满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生活不满的长期积累，导致生活信心的降低，才有可能增强社会冲突的意向。

本研究的生活信心降低指的是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对未来失去希望、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一种心理状态。换句话说，在生活信心降低的人看来，他们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比较渺茫，目前窘况难以改观，由此可反推出向上社会流动能提高生活信心的结论。因此，能否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是影响生活信心的重要因素。

孤立地看，生活信心是个体心理现象，并且同客观社会地位也没有直接关系，但当生活信心降低从大量个体身上表现出来时，它就转化为社会心理现象，这就需要从社会方面寻找原因。那么，是否存在阻碍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孙立平在分析我国社会结构的演化趋势时，曾提出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的概念，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对稳定的阶层已经逐步定型化，出现了部分阶层的社会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的现象，机会结构越来越锁闭在本阶层或本群体内部。（孙立平，2006：25-30）如果说孙立平的分析揭示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化状况，那么，生活信心降低就是这种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化机制在个体身上的反映，正是这种机制阻碍了人们向上流动，导致人们对未来失去憧憬和想象，而目前状况又不尽如人意，因而生活变得没有意义。若能如此解释，则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化机制就是导致生活信心降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如果把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化”看作导致生活信心降低的社会机制，那么，提高生活信心也应从这一机制着手，打破阶层之间机会结构的锁闭状态，促进阶层之间的流动，使个人能充分发挥能力，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实现向上流动。这也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

（二）政治态度在冲突意识中的作用

按照本书的构想，主观认同、生活感受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还有另外一条演化途径，即个体倾向于把有限的生活经验投射或扩散到对宏观社会现象的认识和判断中，形成一定的社会态度，最后影响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本书共有三个社会态度变量，冲突判断、政治态度和群体态度，将表8.3、8.5、8.9和10.2中所揭示的各种关系连接起来，可得到心理影响扩散化的大致演化路径，见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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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社会态度对冲突意识的影响路径

注：根据表8.3、8.5、8.9、10.2得到。变量之间主要关系为：职业地位为“办事员阶层”的人，比“社会下层”的人容易出现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经济收入高、学历高的人容易出现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生活感受差的人容易出现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主观认同为“社会中上层”的人，自由竞争的政治倾向降低；自由竞争政治倾向增强冲突意识。



从图11.2中可以看到两个比较直观的结论：一是存在一条相对独立于图11.1的影响线索，客观地位→政治态度→集体行为；二是三个社会态度变量中只有政治态度影响集体行为参与意向，冲突判断和群体态度则不具影响力。

进一步考察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还可看到政治态度与冲突判断和群体态度的另外两个区别。1.政治态度比冲突判断和群体态度与客观地位的关系更密切：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和学历水平全都影响政治态度，而且影响方向是一致的，职业地位高或经济收入高、学历水平高的人，“自由竞争”的政治态度倾向增强，但三个客观地位变量不影响冲突判断，职业地位和学历水平虽然影响群体态度，但影响方向比较“散乱”，形不成一致结论。2.政治态度的理性色彩相对明显：三个态度变量均受主观认同和生活感受的影响，说明它们均有情感色彩，受到情感因素的“投射”影响，但是，政治态度不受生活信心的影响，说明政治态度受情感投射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其一；其二，结合政治态度与客观地位的关系，“自由竞争”容易发生在社会地位高但生活感受差、主观认同低的人身上，也就是说，差的生活感受和低的主观地位恰好与高的社会地位形成反差，因此，很难认为“自由竞争”政治倾向是对客观的生活条件的反映，也很难认为政治态度是情感的投射。

综合这些关系，可以认为，由于“自由竞争”的政治态度倾向增强冲突意识，而“自由竞争”的政治态度倾向更易发生在客观社会地位高的群体中，中间阶层比“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的客观社会地位高，因此，中间阶层的冲突意识较强，中间阶层更易成为集体行为的参与者。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表10.1中的交互分类分析中间阶层是集体行为的参与者，而表10.2中的数学模型分析结果却是中间阶层是集体行为的退缩者，原因之一就在于数学模型将影响集体行为的变量“政治态度”从中间阶层（职业地位）的身上分离了出来，“中间阶层”变成了没有“政治态度”的职业群体，于是成为集体行为的退缩者。

这种关系虽然说明“阶级”对集体行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与阶级意识的含义并不一致，阶级意识不仅包含“阶级”影响，还包含上层与下层“阶级”之间的对立和“阶级”之间的冲突行为，但收入和学历相对较高的中间阶层却是集体行为的积极参与者，这与阶级意识的含义恰好相反，可以称之为阶级影响，但难以归之为阶级意识。它说明社会风险不一定来自社会底层或社会下层群体，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来自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社会群体，这个条件就是一定的政治态度。

两条线索区分了社会冲突的两类参与者。第一条线索的影响方向是：客观社会地位低→生活感受差，主观认同低→生活信心低→集体行为参与意向低。按此线索的结论是社会冲突包含着利益冲突，利益相对受损的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群体容易成为集体行为的参与者，即中间阶层不是集体行为的积极参与者。第二条线索的影响方向是：客观社会地位高→生活感受差，主观认同低→自由竞争倾向强→集体行为参与意向高，按此线索的结论是社会冲突包含着政治价值观的冲突，中间阶层容易接受自由竞争的思想，也就容易成为集体行为的参与者。两条线索不仅区分了社会冲突的两类参与者，而且反映了冲突的两类原因，集体行为或社会冲突不仅具有阶层的基础，包含了利益冲突的因素，而且包含了政治倾向的冲突成分。

这一结果与李培林的观点有相同之处。李培林认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物质利益的差别是造成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但）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李培林，2005）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类潜在的冲突意识是同时发生的。

两类参与者反映了两类不同的冲突原因，两类原因体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中间阶层、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都有可能成为集体行为的参与者，但参与的原因不一样，社会下层、社会底层主要是由于生活感受变差导致生活信心降低而参与，中间阶层则是出于政治态度的原因而参与。但是，这两类不同的原因可能会混合在一起加剧冲突。防范这两类原因的“重叠”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存在两类性质有所不同的冲突，中间阶层的作用难以一概而论。中间阶层的壮大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中间阶层或者中间阶层的数量过少，那么，底层直接和上层对峙，社会矛盾会激烈得多。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从而缓解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对立。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与我们第一条线索得到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但这个观点隐含的前提是社会矛盾以及社会冲突主要是经济原因导致的，忽略了政治态度、价值观念之类的因素在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如果结合政治态度、价值观念之类的因素，中间阶层的作用变得具有两面性，它既有促进社会稳定的一面，又有导致社会冲突的另一面，前者主要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经济收入导致的，后者主要是政治倾向方面的因素。

（三）社会交往与组织性

在社会交往和组织参与两类变量中，组织参与变量对社会冲突意识基本没有影响，参与体制内组织的活动也未使参与者降低其社会冲突的参与意识，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影响冲突意识，影响方向是平时社会交往广的人，参与冲突的意向增强。对于社会交往，我们将其看作生活信心、社会态度之外的一条较为独立的线索，是影响冲突意识的外部条件，没有分析其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交往与冲突意识的路径图很简单，我们将表10.2和表6.6、6.7、6.8、9.3的数据相结合，得到图11.3的影响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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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社会交往、组织参对冲突意识的影响路径

注：由表6.6、6.7、6.8、9.3、10.2得到。变量之间的主要关系为：中间阶层（职业）比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的社会交往广；经济收入高、学历高，社会交往广；社会交往广，攻击倾向提高，沉默倾向降低；社会交往广，冲突意识增强。



社会交往反映了个体与群体的结合，社会交往提高集体行为参与的可能性，说明孤独的个体不易参与集体行为，具有较为广泛社会交往的人容易成为集体行为的参与者。这一结论在表10.2中已经得到证实，这里作两个推断。一是组织性程度越高，冲突意识越强。根据“社会交往越密切，越容易参与集体行为”的结论，可以导出组织性是增强冲突意识的重要外部因素。虽然社会交往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来往，不是组织，但它是形成群体、组织的自然基础，人与人之间来往程度的进一步发展，容易演化为群体性、组织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性或组织性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群体内成员的交往，从而增强冲突意识，因此，组织程度越高，冲突意识越强。二是中间阶层的冲突意识更强。三个客观地位变量与社会交往的关系都是地位越高，社会交往越广泛，中间阶层，无论是职业意义上的，还是经济意义或学历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其客观地位均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因此，中间阶层的冲突意识也高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

前面我们从生活信心和政治倾向两个方面说明社会下层、社会底层和中间阶层都有参与集体行为的意向，但参与的原因不同，生活及由生活引起的生活感受变差、生活信心降低是社会下层和底层群体参与集体行为的原因，政治态度倾向于自由竞争是中间阶层参与集体行为的原因。这里再补充一条，中间阶层较广的社会交往是他们参与集体行为的外部条件。

关于集体行为，美国学者奥尔森的“搭便车”概念揭示了人们面对群体行为不愿冒风险而想坐享其成的普遍心态，奥尔森是从理性的角度解释集体行为的。出于理性，每个人都有坐享其成的“搭便车”心态，因此，集体行为不易形成，但选择性激励这一理性因素抵消了相当部分的“搭便车”心态，所以仍旧是理性因素促使人们参与集体行为。

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概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小组织原理、组织结构原理和不平等原理。这三个方法实际上都是从组织的角度解决“搭便车”困境的。也就是说，理性的“组织性”是促使人们参与集体行为的原因。然而，我们这里的“组织性”是从人际交往中推衍出来的，仅仅是平时生活中的人际来往程度，是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或生活“背景”，分析结果只是表明平时与人“就餐”次数多，即社会交往广与参与集体行为的意向具有同向变化的关系，社会交往或“就餐”中的“对象”与冲突意向、冲突行为等毫无关联，它不构成参与集体行为的原因，只是构成了行为的“心理背景”，连行为者本人都不一定意识到这种心理背景的存在，但它却对行为者的具体行为具有增强“心理支持”的功能，因此，“心理支持”不是理性因素，而是一种非理性因素。

用“心理支持”同样可以解释人际交往与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由于交往程度具有提供心理支持的作用，因此，平时交往的多的人，感受到的心理支持强，行为高调外展，攻击倾向增强，平时交往少的人，感受到的心理支持低，行为变得低调退缩，沉默倾向增强。

生活感受、生活信心都具有较为浓厚的情感色彩，性质上都是非理性因素，政治态度由于同学历等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且不受生活信心的影响，是一种情感色彩相对较低，理性成分相对较浓的因素。中间阶层主要出自政治态度的因素参与集体行为，这一结论隐含着中间阶层的参与动机中理性成分较多，但“社会交往广，容易参与集体行为”实质是非理性的“心理支持”成为行为动因，这就意味着在中间阶层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中同样具有明显的非理性成分。


第十二章　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与制度建设

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实质是制度建设问题。本章从我国社会管理制度的演变，到社会治理理念的兴起，进而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以发挥中间阶层在社会治理、社会冲突调节中的作用。

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胡绳，1991：287）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

随着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建立，尤其是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垂直隶属型的社会管理体系也随之基本形成。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具体的组织，即所谓的“单位”，每个“单位”组织又都隶属于某个上级“单位”组织，上级单位“组织”又隶属于一个更高的“上级”组织……如工厂等企业组织之上有“公司”，“公司”之上有“局”；生产小队之上有生产大队，大队之上有人民公社。全社会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以“单位”为基础的层层隶属、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体系，每个人都被纳入其中。一个人无论到哪个地方，无论换了多少单位，都要受到单位的管理。而单位之间相互衔接，管理模式高度一致。

“单位”基本上是人们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或“工分”，进而获取生活资料的唯一途径，离开单位意味着没有生活来源。人们不仅在经济上依赖“单位”，在“单位”之外的行为同样受到单位的制约。个人的种种活动，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等等，都要经过单位批准，要有单位的“介绍信”。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使每个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位置”，每个人都被限定在一个具体的组织内。个体对于组织的依赖提高了组织对个体的控制力量，国家进而能够通过组织这一环节将权力影响施加到每一个体身上。

组织内的结构性特征制约着人们的行为。组织或单位与一般的人群集合体有一个明显区别，它是一个层次分明、具有明确职责分工的群体，个体行为不会因为人数众多被“淹没”，而是高度可“辨认”的：个体在一个相对确定的“位置”上参与群体的共同活动，在相同的时间出现在相同的空间，每个人做了些什么，其行为是否符合组织要求，是否违规，周围同事都一目了然，与组织不一致的行为会轻易地被他人注意到。每个人都在别人的“注视”之下，同样，每个人也都在“注视”着别人的行为。这种“相互注视”是一般职业组织都具有的结构性特征，在正常情况下，职业组织只是制约人们的工作行为或劳动行为，只要个体正常完成组织任务，“相互注视”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对个体构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但是，当组织成为社会控制体系的一个环节，组织外部的要求深入到组织内部并对组织成员构成强大的政治压力时，由组织结构导致的“相互注视”特征便可能转化为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成为一种社会控制力量。人们必须顾及周围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如果行为不符政治要求，很容易被周围人觉察到，自己能否承受由此产生的后果？如果不能承受这一后果，人们会很自然地以两种方式应对：一是尽可能与群体保持一致，因为政治要求是通过组织这一群体实施的，群体要求反映了政治要求，通过与群体保持一致便能够与政治要求保持一致；二是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会尽可能将与政治要求不一致的观念、态度隐藏在内心，不让他人觉察。

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促使单位组织内的“相互注视”特征转化为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尤其是在“文革”时期，任何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行都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意识形态的话语在整个国家机器的全力宣传下，在各级组织的不断动员和强化下，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社会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工具，并成为各种控制方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

心理平衡是那一时期比较普遍的心理特征，即当时的人们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对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感到不满，没有怨言，能够保持心理上的平衡，甚至具有一定的满足感。这一特点同当时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直接关系。

对于当时的社会阶层结构存在着不同的表述。一种观点认为1978年以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可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归纳，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陆学艺，2002：4）这种观点显然忽略了“四类分子”阶层的存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时的社会阶层是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一头是社会上层，主要由各级官员和专业人员构成，中间则是工人和普通农民，大约占总人口的80%，最下层则是“四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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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类分子”及受影响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5%左右。（李若建，2006）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对这些阶级或阶层作了明确定性，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胡绳，1991：311）

工人和农民是当时社会的两个主要阶级，构成了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在经济方面，总的特点是收入低、消费低。从收入看，1957年和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名义工资分别为637元和644元（年工资），仅增加7元，就实际工资而言，1978年仅为1957年的85.2%，22年间减少了14.8%；农民家庭平均每年纯收入分别为72.95元和133.57元，年均仅增加2.9%。从消费看，全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主要消费品，1978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由203.06公斤降到195.46公斤，食用植物油由2.42公斤降到1.60公斤，牛羊肉由1.11公斤降到0.75公斤，家禽由0.50公斤降到0.44公斤，水产品由4.34公斤降到3.42公斤。在居住方面，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低于1952年的4.5平方米；农村居民平均每人使用房屋面积，1978年为10.17平方米，比1957年减少1.13平方米。（赵德馨，2000）这些数据表明，那一时期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是拮据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生活水平是低下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一般地被列为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胡绳，1991：311），其经济状况相比于工人农民不存在特殊性。

生活水平的高或低、经济的拮据或宽裕都与社会密切相关。阶层结构为人们之间的社会比较在对象上提供了参照。虽然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在经济上存在明显差别，但阶级内部却是高度的同质化，差别很小。城市中的工人，无论在全国何地，工资收入相差无几，农民收入明显低于工人，但农民之间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这种阶层内几无差别的社会现实直接反映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在能够接触到的邻居、同事、亲戚、朋友等生活圈子内，相互之间大多清楚对方的“家底”，个人经济收入或家庭经济收入几乎谈不上是“隐私”，比较的依据是明确的，比较的结果也是明确的：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生活水平也差不多，因此，他们的心理是平衡的。即便感到自己的生活很拮据，但看到周围人的生活同样拮据，心理上得到了安抚，不会产生不满，反而会认为生活本来就是如此。

“四类分子”的存在倒使人们有了向下比较的对象。“四类分子”实际上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另类阶层，据李若建的研究，“四类分子”是作为“贱民”阶层被制造出来的，“四类分子”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在行动上受到管制，在经济上，没有摘帽的“四类分子”，不得享受企业的劳动保险待遇和退休待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往往首当其冲，能够幸免的不多。“四类分子”阶层的存在，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使人们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是幸运的，社会地位是优越的，这不仅有助于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也因此感到“相对满足”。（李若建，2006）

由社会比较产生的心理平衡能够减少或消除心理不满。由阶层结构和各种宣传共同导致的社会普遍存在的平衡心态，对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社会的构成、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整体转型。虽然层层隶属、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体系在社会控制中仍然极为有效，但其末端出现了松动，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变得不确定，“单位”组织对个体的约束力明显减弱。在城市，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化，辞职、自谋职业、重新择业等各种形式的人员流动变得十分频繁，人们的“位置”经常处于变换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组织的倒闭、破产形成了大量的没有单位的失业、下岗人群。虽然以街道、居委会为基础的社区基层组织的建设在不断加强，但是，人们的经济来源并不依靠这些基层组织，它们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并不强。

在农村，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生产大队、生产小队这些既似生产单位又似行政体制的组织也随之消失，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形式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不像过去那样受到生产队的处处约束。更主要的是，随着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形成了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他们在经济上不依靠农村，村组织对他们基本失去约束力，而他们在城市中的“位置”是不确定的，他们通过在城市之间的不断流动、单位之间的不断变换来寻求一个满意工作。虽然城市制定了一系列的外来人员管理条例、管理制度等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完善性和有效性都须进一步提高。事实上，没有固定工作的进城务工人员，尤其是找不到工作的，成为游离于社会管理体系之外的一个群体。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剥削阶级的“四类分子”已不复存在，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李强等学者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人们分为特殊获益者、普通获益者、利益相对受损者和利益绝对受损者（或社会底层）四个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包括企业所有者、经理、经纪人、影视体育明星及外资企业的白领等；普通获益者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干部、一般经营管理者、办事人员、职员、工人和农民等；利益相对受损者群体主要指城市的失业、下岗工人及待业者；社会底层群体包括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流入城市的无固定职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失业与下岗工人中的生活极端贫困者。（李强，2002：99120）

在社会流动日益频繁、人们活动趋于多元化、活动选择趋向个性化和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组织对个体的控制力量在降低，意味着国家通过“单位”组织将权力影响施加到个体身上的能力减弱了，难以像过去那样将人们限定在一个明确的“位置”上进行社会管理。而与阶层分化相伴随的是贫富分化加剧了社会矛盾，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数量从1994年的万余起上升到2003年的5.8万余起，参加人数从73.2万人次，上升到307.3万人次，100人以上的事件同期从1388起上升到6831起。（周建明、胡鞍钢、王绍光，2007：5）李培林把这类事件叫做“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并指出：“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就造成了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李培林，2009）这类冲突往往由一个具体事件触发，继而与事件无关的人群纷纷卷入，导致事件升级，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

二、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

对于社会管理，几乎没有一个统一的英文词汇可以与之直接对应。一般说来，社会管理是对“公共生活”的“管控”和“管理”。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1991年版对“社会管理”的解释：“社会管理是政府和社会团体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和社会生活领域及其发展过程所进行的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该条目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social management”，含有以现代“经营管理”的科学方法来看待社会管理的意思。

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的“被”管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管理的权威必定是政府，管理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政府官员往往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在这种管理方式中，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由于社会缺乏对官僚机构的压力，除上级压力外，官僚机构没有动力来实施政府政策，而社会本身更是没有力量来实施政府政策。政府往往依靠政治方面的动员来实施政策。但政治方面的动员一旦使用过度，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使得本来已经很弱的制度变得更加薄弱。这种管理方式也抑制了社会发展的空间，社会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反过来只好高度依赖政府对所有社会事务的管理。

社会的自我管理只是近代社会才出现的社会管理方式，主要指公民的自治或自我管理。如果是社会的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了社会，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种情形。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什么都必须依赖政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管理也必然无效。要社会形成自我管理，就要求政府放权给社会，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委托给社会管理可以减少管理的成本，使得管理更加可以持续。

与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和自下而上的秩序相应，近年来在社会管理理念上出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不同。治理作为一种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目的也是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但两者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区别。（俞可平，2001）

首先，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所以，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机构的治理。

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就直接的现实原因而言，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市场的失效和国家的不足相关。市场的失效指的是仅运用市场的手段，无法达到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市场在限制垄断、提供公共品、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局限，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样，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终不能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正是鉴于国家的不足和市场的失效，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国家协调的失败。

虽然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它的基本概念也十分模糊，但它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打破了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等两者之间的对立，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两者的合作过程；它力图发展起一套管理公共事务的全新技术；它强调管理就是合作；它把治理看作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现实形式，等等。因此，社会治理理论的兴起，表明了社会管理理念的一种转变。（俞可平，2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目前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还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提出了严峻挑战。

“社会管理创新”是在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即“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并提，被纳入到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管理的治理结构有待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也成为“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在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社会风险不断加大。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凸现，各级政府把“维稳”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庞大的维稳机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来维持社会稳定。但维稳手段缺少创新，成本极高。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显得既紧迫又难以一蹴而就。能否做好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改革，已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的幸福安康。

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社会管理正在从事后应急转向源头治理，关口的前移也需要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能够跟进，社会管理的内涵已由过去简单的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延伸到要更加注重激发社会活力，调动社会热情，新阶段的社会管理是活力和秩序并重的，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社会管理格局的加强和完善。

随着社会管理内涵的延展，社会管理已不能靠政府唱独角戏，必须强调社会管理的主角是社会组织，应通过完善法律、制度，为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和渠道，通过扩大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从而在制度上保障社会管理格局中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一目标的实现。

社会管理理念的转变同样适用于中间阶层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对于中间阶层，究竟是管理中间阶层还是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如果是传统的社会管理，那么，只要在被管理的群体之上设置一个管理结构，形成一个“管”与“被管”的关系，按照命令与服从的模式对管理对象进行强制即可，但是，即便抛开现代管理理念，仅从实践的角度讲，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中间阶层是一个遍布社会每一角落，分散于各行各业的“群体”，或者说，它不是一个群体，如果对遍布于整个社会的人群、一个不是群体的人群进行全面管理，实质是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这又回到了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势必导致整个社会失去活力，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根本谈不上中间阶层积极功能的发挥。

如果是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个不是群体的人群成为具有一定组织性的人群，因为自我治理必定是以群体的形式或社会组织的形式出现的。但组织性是一个促使社会冲突的因素，这就发生了矛盾。解决这个矛盾首先需要对几个认识问题作一些探讨，需要在认识观念上作一些转变。

三、关于社会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冲突是否可以避免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社会冲突都是经常发生的。人们不禁要问社会冲突是否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历史上一些社会学家多有论述。达伦多夫从权威结构的角度论证了社会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人处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地位上，一种是统治地位，具有发布命令的合法权力，即拥有权威，另一种是服从地位，即丧失权威，必须服从命令。统治地位与服从地位的结合称为权威结构。权威结构是相互对立的群体去争夺最为基本的稀缺资源，是形成冲突群体的最终原因，因此，凡是社会生活的地方就存在着冲突，冲突现象可以加以疏导和控制，可以暂时被压制，但无法彻底消除。（Dahrendorf，1959：166-168）

社会学家齐美尔从合作与冲突之间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社会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合作与冲突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在现实社会中，完全协调一致的群体是不存在的。在复杂和分化的社会里，人们都属于一定的群体，而在群体中生活的人们都具有一种排他性，即竞争的本能。任何一个合作过程都同时伴随着与之相对立的冲突过程，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合作与冲突、吸引与排斥这样一些矛盾的统一体。将人们结合起来的力量和导致人们冲突的因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齐美尔，1908：75）在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合作中都同时存在着社会冲突，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只涉及两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冲突。真正的密切关系并不是掩盖冲突，而是允许冲突表现出来，从而避免冲突的积累。如果双方都尽量避免和防止冲突，反倒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双方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

冲突是否可以避免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与怎样对待冲突、处理冲突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如果认为冲突是可以避免的，那么，在实践中就自然是防止冲突，压制冲突，不让冲突发生；如果将冲突看作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会通过建立合理的制度让冲突以合理的方式、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简而言之，对冲突是堵还是疏？“堵”与“疏”反映了冲突问题上的两种观念、两种方式，也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堵”的方式能防范冲突于一时，但冲突不会因“堵”而消除，压制冲突只会积累冲突，小冲突容易酿成大冲突；为了“防堵”冲突，必须有一个“防堵”的部门或机构，但这类部门的设立一是容易导致双方对立，二是为了能有效防堵，必须赋予这类部门相当的权力，而在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条件下，难以保证权力不被过度使用，权力的过度使用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冲突。对于“疏”，需要在理论上再作一些梳理。

（二）冲突的社会后果

冲突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达伦多夫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不认为阶级冲突必然导致社会的崩溃，冲突是可以被控制在制度之内的。达伦多夫认为，从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看，冲突破坏了社会稳定，可能导致社会控制的崩溃，所以冲突是坏的，具有负功能，是破坏性的；但是，冲突是社会结构和过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所以冲突具有正功能——第一，冲突有助于社会体系的整合，第二，冲突有助于创造变迁。冲突引发的结构变迁至少有三种模式：1.在“强制协作团体”内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员的全部更换；2.对于统治集团成员的部分更换，这是一种改良；3.人员没有更换，而是政策的变化。（Dahrendorf，1959：207）

科赛从齐美尔“冲突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的命题出发，广泛探讨了社会冲突的功能。在齐美尔关于冲突的一些具体观点中，科赛最感兴趣的是通过改革和创新解决冲突和组织社会系统僵化的见解。他的基本观点是，社会整体内各部门之间的失调，必然导致各式各样的冲突，冲突引起社会重组，增强其适应性，在一定条件下，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正功能，冲突“增强而不是降低了特定社会关系或社会群体的适应或调整”（科赛，1956：57），冲突可以促进或至少是有益于社会变迁。科赛在探讨冲突的社会功能时，用机械工程上的安全阀概念进行了类比，安全阀通过不断排出过量的蒸汽起到了保护整个结构的作用，社会冲突可以通过“充当发泄敌意的出口”（科赛，1956：41），及时排泄积累的敌对情绪，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因此，科赛主张应对社会结构中的“安全阀体制”加以制度化，以缓解社会冲突。

“疏导”冲突不是压制冲突，而是调节冲突，让利益诉求有投诉对象，让情绪有发泄口，让冲突以社会能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冲突，可以了解冲突的原因和问题的症结，了解人们的利益诉求，解决合理的诉求，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政策，从而降低不满情绪的积累，减少冲突的破坏性。

（三）组织性与冲突

组织性增强冲突，因此，降低社会的组织性可以减少社会冲突。这是建立在群体或组织与社会对立之上的思维方式，如果是一个对抗的团体，则自然是组织越严密，排他性越强，对抗性越强。这类团体或组织，当然应在取缔之列。如果把这种思维方式拓展到所有的“组织性”之中，走向极端化，那么，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很不利的。

组织性增强冲突，反过来就是组织性越低，冲突越少，走向极端，就是原子化了的个体冲突最少。若是如此，意味着：一是由此达到的稳定是消极的稳定、沉寂的稳定，个体的积极性随同也被压制，整个社会失去活力；二是回到传统社会的严格控制模式，这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社会治理理念背道而驰，而且在实践上也难以做到。

即便如此，也难以杜绝冲突。至少有两类冲突仍旧会发生，一是个体的报复社会行为，二是骚乱性质的集群行为。个体如果极度不满，即便没有“聚群”，完全没有组织性，也会以非理性的方式发泄，导致所谓的个体泄愤事件，个体泄愤不属集体行为，但其内在的不满心理与集群行为可能是相似的。集群行为往往是一哄而起、突然发生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会引发一场骚动，没有事先的协调，没有组织，没有计划，也没有征兆；人数众多，事态混乱，不仅破坏力很大，而且起到了“隐蔽”作用，加上“无直接利益”的身份，参与者既可成为参与者，又能扮演旁观者，两种角色可以迅速转换，这为隐藏自己、免遭惩罚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类个体式的或由分散个体聚集而成的集群行为，除强制弹压外几乎没有妥善的解决手段，更难以有事先化解的办法，因为这些行为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的，是突然发生的，事先没有征兆，无法预测，也不存在“协商”、“谈判”的对象。

组织性不能消除冲突，在组织性的基础上冲突的频率反而可能增加，冲突的规模可能扩大，但是，可避免分散个体聚集而成的冲突的混乱性，降低冲突的破坏程度和暴力程度；分散个体聚集而成的冲突是不可预测的，没有征兆的，组织性的冲突更易预测，从而能事先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防范；分散个体聚集而成的冲突是没有协商谈判的对象的，除强制弹压外几乎没有应对手段，组织性基础上的冲突具有明确的谈判、协商对象，使冲突能够通过谈判、磋商的方式进行调节和化解。通过谈判、协商，可找到问题的症结，解决问题；可将人群中的情绪感染转化成组织内的理性约束，把冲突限制在可控、有序的范围内，限制在制度的范围内；即便发生冲突，冲突也是有边界、有范围的，是以平缓的、温和的方式进行的，从而避免或降低分散个体聚集而成的冲突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程度。

四、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

不管是社会自我管理，还是社会“被”管理，都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在对立的意义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只有政府，没有社会；要么就是只有社会，没有政府。两者似乎都是零和游戏。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就是一个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典型。当时人们在理论上视国家和社会关系为一体，在实践上，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社会，所有社会个人都被“原子化”，通过各种人身限制，依附于国家和政府。另一个极端是只有社会，没有政府。这个极端的典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无政府状态，不过，从历史上看，完全自治的无政府社会无论中外都没有出现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府，不管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郑永年，2011）

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什么都必须依赖政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必然超出其能力，而且抑制了民间力量的发展空间，客观上造成了各阶层对政府的依附性，政府永远是超负荷地运行，政府做得好，人民自然感谢，而一旦国家有难，没有自立条件也没有自立能力的人民不可能整合起力量来帮助政府，而政府只能成为人民全部怨恨的唯一对象。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刚性的垂直管理系统，认为一切问题只能自上而下的解决，而不会去想通过民间力量自己解决，或协同和推动政府去解决。要社会形成自我管理，必须赋予社会足够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放权给社会。政府应该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此外，政府也应当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领域让渡给社会。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没有形成民间自下而上的主体力量，政府充当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而现代化后发逻辑又要求政府主动地培育和塑造一个具有自觉能力的社会，这内在地构成一个现实悖论。而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的分离是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现实境况，强有力的政府行为是现代化得以顺利推进的保证性条件，政府主导的方略不能削弱。中产阶层的出现往往作为中国独立民间力量兴起的标志，在这一力量兴起的同时，各种现代化的倾向也在阶层内部得到发展，形成比较自主的现代化取向。这种现代化取向作为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将有效实现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相结合的推进方式，也将由国家塑造一个新的社会。这种主导力量，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是民间力量的社会实践形式。

人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单位，成为现代化这一宏观过程的微观载体，为之提供持久的动力。人的现代化是全面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无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后现代社会或者所谓的知识社会，知识已作为一个新的原则，知识作为生产工具具有生产社会行为的能力。某种意义上，知识构成社会行为扩大的潜能，成为延伸和扩展的条件。中间阶层作为现代化的前沿力量，是现代性的拥有者，又是现代化的实际承担者和现代化因素的拓展者。中产阶层自身的现代化，是建立在掌握现代知识和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实践上并不容易处理。政府干预太多了不行，不能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用包办一切的方式来管理社会事务；但政府做少了也不行，这等于没有负起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中间阶层，不应是如何管理的问题，而应是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是中间阶层参与社会管理。国家应该做的是通过支持社会的方式，实施一定的社会政策，达到中间阶层的自我治理。如何比较恰当地构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挥中间阶层的积极功能，使中间阶层既能发育壮大，同时又能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间阶层不是群体，更不是组织，他就是社会，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自我管理需要中间阶层的参与。相比于社会下层和社会底层群体，中间阶层具有的技术特长、专业知识以及与社会技术进步相关联的特征，中间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还具有管理方面的优势，此外，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具有广泛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可以发挥中间阶层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缓冲带”的作用。中间阶层是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的主要社会群体。

中间阶层参与社会管理，一方面是服务社会，协助政府、协助其他社会团体管理社会，协助管理那些社会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管理那些政府不易管理的领域，成为一支国家可以掌控的、能够依靠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中间阶层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既是自助也是互助；既化解矛盾、调解纠纷，又了解民情民意，“转送”利益诉求，协调和缓冲社会各种矛盾。

中间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形式是多样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参与可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发挥中间阶层的积极功能。这种组织应是同中间阶层的职业特点、技术特点相关的，应是同个体的兴趣爱好相结合的，应是针对社会所需要的领域的。除了服务社会外，这种组织对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还具有以下一些功能。

（一）有助于申诉机制、申诉渠道的畅通，表达机制的完善。中间阶层作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社会群体，其利益诉求往往是被忽略的。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对于中间阶层，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往往将其视为富裕群体，对其应有的利益诉求不予重视，导致中间阶层缺乏应有的利益诉求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有了这样的组织，可以汇集个体的诉求，以合法的形式“转送”，起到“减压阀”的作用，防止矛盾的积累。

（二）有助于调节和缓冲社会冲突。中间阶层是介于社会下层和社会上层的中间层，其客观位置使其具有缓冲各类社会矛盾的功能。以恰当的方式将中间阶层组织起来，有助于发挥中间阶层的“缓冲”作用；同时，中间阶层同社会下层、社会底层所具有的天然联系，使其具有抚慰社会情绪的作用，这对于调节冲突、降低冲突的强度可起到一定作用。

（三）有助于中间阶层的社会治理。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于众多分散的充满差异的个体往往是难以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服务，也难以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组织性的中间阶层既可开展自我服务，也便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措施具有针对性，并且也可通过管理中间阶层起到管理社会的作用，即便发生冲突，也有协商谈判的对象，并可把社会冲突降低到谈判、磋商、讨价还价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中间阶层的自我管理并不是放任自由。促使中间阶层的发育和成长，提高中间阶层的自治能力，须注重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政府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划与制约，进行监管。除此以外，政府在发挥中间阶层自我治理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上。

在制度建设中，政治制度无疑是重要方面。但是，政治制度的功用是有局限的。当代组织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或社会必须满足三大条件——理性相容条件、激励条件和约束条件。理性相容条件是指这一组织或社会中的成员在这一组织或社会中所能寻求的福利或利益至少不低于其替代组织或社会所能赋予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公民普遍认为存在一个更好的社会，并达成共识，那么，这个社会便内生了动乱之源。激励条件是激励这个组织或社会自生和发展的机制。当今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的创新创造力。在这一领域政治制度无法担当主角，中间阶层是社会技术进步的承载者、运用者，在这一领域更应重视激发中间阶层的创新能力。约束条件即是确保这个组织或社会公平正义的约束机制。这正是政治制度的角色所在，即政治制度的功能在于维护公平正义。在上述三大条件中唯有约束条件由政治系统构设。

制度建设也就是制度的变迁。关于制度的变迁，西方政治哲学大致有以诺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主义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演进理性主义两派。前者强调制度变迁是统治者或政治精英的理性设计和心智建构，后者认为社会制度不过是分立的社会要素，是出于个人的算计联系互动而自然生成的秩序，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不可能是有意识设计的结果。在诺斯看来，所谓制度变迁，包括诱致性的变迁和强制性的变迁，就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创新。由一个社会中唯一合法地垄断和使用暴力的国家主导，这可以降低全民同意的成本并防范社会动乱的风险，“应当”是一种高效的路径。但是根据“理性的人”和“自利的人”预设，每一个官僚机构产生之后，都会产生其自我利益。这种自我利益不仅会促使这个机构的膨胀，而且会与其设立的初衷相悖。现代社会中，民众参与意识提高，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政府无法像以前那样垄断信息。民众对国家机构在经济、政务等各个方面的公开性要求也会逐渐提高。政府如果不能满足民众对政府运作的公开性、对民主监督的要求，就会逐渐丧失合法性。这对于政府机构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因此，在制度层面，在加强党对社会管理工作的领导，强化政府在社会管理服务中的主导作用之外，同样需要注重发挥社会各方（包括中间阶层）的协同作用和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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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间阶层这一与社会技术进步密切关联的新生社会阶层，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中间阶层在学术界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无论是其划分标准、发展规模还是社会性质，都是各种观点同时并存。数年前作者便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试图以调查数据探讨这一群体。2013年4月，在李友梅教授的提议下，《中国中间阶层社会生活与治理方式研究》课题组成立；5月至7月，课题组规划了本研究的具体研究内容，明确了课题组成员的具体分工。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第二章由马磊撰写，第五、第六章由马艳凤撰写，其余八章由翁定军撰写。马艳凤还参与了全部调查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在课题组成员的努力下，到2014年4月本研究终于完成，历时整整一年。

在此期间，李友梅教授对本研究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以及整个研究体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上海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为本研究提供了“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大型全国调查数据。李友梅教授的指导性意见和社会调查中心的大力支持对于本研究的顺利完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课题组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还要感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顾跃英、应可为、杨治老师为本调查所提供的后勤保障和服务。

2014年4月20日



[1]
 “职业的影响作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作用”两列数据由表5.2中的回归系数而得。以第一行的“技术阶层”为例，其“职业的影响作用”下的数据0.359就是表5.2中“技术阶层”的回归系数，含义是“技术阶层”的家庭消费平均比参照组“社会下层”多0.359万元/年，“家庭收入的影响作用”则根据“（家庭收入9.76万元减去参照组家庭收入4.68万元）乘以家庭收入回归系数0.247”计算得到1.255万元/年。由此可以进行比较：“技术阶层”的家庭消费比“社会下层”总共高出2.72万元/年，其中的原因是：1、“技术阶层”这一“职业”因素导致技术阶层家庭比社会下层家庭多消费0.359万元/年；2、“家庭收入”因素导致技术阶层家庭比社会下层多消费1.255万元/年；3、其余多出的消费额由学历以及未考虑到的因素所致。显然，相比于“技术阶层”这一职业因素，家庭收入是导致消费提高的更主要因素，而且，统计检验表明，“技术阶层”的影响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尚属偶然误差。


[2]
 在最优尺度回归中（即SPSS软件中Regression下的Optinal Scaling），各种分类变量无须转化为虚拟变量就可直接引入分析。最优尺度回归专门用于解决在统计建模时如何对分类变量进行量化的问题。其基本思路是基于希望拟合的模型框架，分析变量各级别（或类别）对因变量影响的强弱变化情况，在保证变换后各变量间的联系成为线性的前提下，采用一定的非线性变换方法进行反复迭代，从而为原始分类变量的每一个类别找到最佳的量化评分，随后在相应模型中使用量化评分代替原始变量进行后续分析。这样就可将传统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一举扩展到全部的测量尺度，如对无序、有序多分类变量的分析，以及和连续性变量同时进行回归分析等。见张文彤主编：《SPSS统计分析高级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1-136页。


[3]
 综合的方法为：设“从没有”=0，“有时有”=1，“经常有”=2，将个案在5个调查问题上的得分相加，得到量表分数“生活信心1”，此时的“生活信心1”最高分数为10分，最低分数为0，数值越大，生活信心越低；为此通过“10-‘生活信心1’”转换为数值越大、生活信心越高的“生活信心”。


[4]
 调查数据格式为：对调查问题“若您的权益受到侵害，您会怎么办（最多可选3项）”的回答以3个变量A、B、C输入调查数据，A、B、C均有8个选项。在此基础上，变量“行为倾向”SPSS的具体操作步骤为：第一步：将A、B、C中的选项按表1的分类形成3个新变量，即“沉默”、“依法”和“攻击”。操作步骤为（在Compute命令中）：if“A”=1（忍气吞声）或2（发发牢骚），则新变量“沉默”=1；if“B”=1或2，“沉默”=1；if“C”=1或2，“沉默”=1。由此将变量A、B、C中所有选择1（忍气吞声）或2（发发牢骚）的个案全部挑选出来，得到变量“沉默”。在此过程中，个案在同一类别中的多重选择不作重复计算，比如，某个案在A中选择了1（忍声吞气），在B中选择了2（发发牢骚），在新变量“沉默”中仅为1（人），而不是2（次），因此，“沉默”的次数就是人数，并小于或等于操作前的该类合计次数（但等于几乎不可能）。A、B、C 3个变量中均未选择1或2的个案，全部定义为“0”。重复此步骤，得到变量“依法”和“攻击”；第二步，将“沉默”、“依法”、“攻击”三个变量转化为单一变量“行为倾向”：在Compute中，（1）if沉默=1，则行为倾向=1；（2）if依法=1，则行为倾向=2；（3）if攻击=1，则行为倾向=3；（4）分离“行为倾向”中的交互部分：if沉默=1且守法=1，或沉默=1且攻击=1，或守法=1且攻击=1，或沉默、守法、攻击均等于1，则行为倾向=0，由此，交互部分均为0；（5）定义“0”为“无倾向”，从而得到因变量“行为倾向”。


[5]
 据李若建的研究，四类分子最初只有“三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后来加上“坏分子”成为“四类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后，增加了“右派分子”后变成了“五类分子”。“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五类分子”中增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四类，变成了所谓的“黑九类”。“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黑九类”这一称呼销声匿迹，到了1979年绝大部分右派得到平反，因此“五类分子”又变成“四类分子”。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内，“五类分子”的称呼远远超过“四类分子”。按李若建的估计，“四类分子”以及受“四类分子”牵连的人数约达1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

OEBPS/Image00085.jpg
HEHE DA
PR






OEBPS/Image00004.jpg
*gx R AR S]
HERE | RRAR. BWAR. EIL. B
- IR I TN %
AMETFEN#E: TR0
HARTAL —REHARN RS
it A Gk AR
HA HREAEY+
)z N )L SO
TR RO
el
s i PRFHHEARN R
ik P Al (RAEHFRALD HPEARL WA R
W2 BRI B
wH PR REEA R
)z 51N
A | MEZEH: RTAMI-TA
EWE BB E: ETHSAKUL






OEBPS/Image00005.jpg
A

Gelic)

E i

ok





OEBPS/Image00002.jpg
IR 319 1l
ki

[y
BB SR

B L
BB

fEais






OEBPS/Image00003.jpg
B 1 173
ot (NS 2]

e

R BRI
ZHGBRNE || BREAREE | f WS
]






OEBPS/Image00000.jpg
LiPS g E L2 Koy btk TR ik
NFRPR RGN HRL
WP R R | B
LRASES L . [N TALER NN D
By F OO SR %/t
B EEN i 28
D ' o
(EINE S 3
—_— 1. ZdrbriE LT 7 55 55 47 b 6 e O
2. BORbRME G| HEE. —RERAR. flk | B B
P G Wi D
& B PR T RERA G B |
E
W5 3. EUUBARME | K. TR JCERAEE
BEX | Ho AR A ] i
T ek h FRAFERA | B b 6
ek | B geE | R0l GEOCRD | s < 5 P
waie | it i "
Edid) LR MY
LT U H A 19 TR\ SR
B e B B BV
AL HARN B
it FaiAL
i
SO B
Lotk | Z4ER Fifit
2R
Mg |
P P FHHR. B | EBAR SRR, | SR
B 2 U
' Sy AR | BN A KNS ARG | )
JE B
e 7 25T FAR FARTA ez






OEBPS/Image00080.jpg
1

Bk

221 ON

AT






OEBPS/Image00001.jpg
B H BB | R Ha
R KR o - WO B RN A, A ST PEL B
(2008 Bl b RS R4
Fi i | (66K | 0 N Bk bR B KR AR A # %
AN HOPIR . M R AL
i IR SEBCIL AR RS, PREA GERD Rlgmm
BEAR REQLAZEFMTEAR . BREWERNRE: Hib
Xk (2007) | £930% | 2005 | R ARG A SERCIL AL T8 ARG AR B B
BB APEAGR B GERD kMRS, REMLHT
3 PN i ALE. BRE.
HAFTE ar LG R0 20 AUUR B M ERE: BRI ge TA
(2008) DRSSP g WlCRAB .
LR AR BB HRR g SRR AR
IR (2008) | 21.91% | 2006
B AR TR BRI AR
fER: ORI TE. Rk REEAR ., e IA SR
Bt &5 s | s PREAHEARNR . PERAE: PP MG EARAR. Al
(20100 F BWAR AMETR S PFR AMESEEE . — RS A
B TA KR
AL B
18.59% | 2005 | BTRIBYG: ANBEBG MBS EETE QAT AT

11 (2010)






OEBPS/Image00082.jpg
AN %

L ON






OEBPS/Image00081.jpg
PSR






OEBPS/Image00008.jpg
T R AT
Wl [ 1982 [ 1990 % [ 2000 ¢ | s 2013 4
WEHK, ERALL B
- 1.56 1.75 1.67 FFERR 6.5
AR A | sor [ s [ 50 | wohmi 10.7
miAsiAn | s [ nn [ o | o 7.5
T A 5t [ oo [ 50 [ o | wEATA [
L RN I 15.99 15. 16 15.83 BT - '
Atk AL A B I 71.98 | 70.58 | 64.46 I [N YN 33.9
At | 0.0 [ oo | oor |
| | 9.3
| | 0.3
it 100.0 100. 0 100. 0 100. 0






OEBPS/Image00009.jpg
WOk | K
Bl K | E | EE | TRt HA | i CRBFRER
FIIE i
15.1 | 13.6 | 5.8 |4.8 1.9 3.2 | 3.2 | WHHE| 6.5
ARG 19.2 | 25.0 | 33.1 | 37.7 [30.8 | 26.8 | 13.6 | #AWZ | 10.7
- e
FRUE BB 13.7 | 13.3 | 126 | 10.2 [13.4 | 13.8 | 19.5 7.5
J2
AR T EIVZIN
2.4 [ 121 | 101 [18.9 [141 | 1.8 | 4.8 | 33.9
L4 5
L5 TIN
25.5 | 15.0 | 1.7 |21.3 |20.0 | 15.9 | 25.9
HET
32.1
TN 2
241 | 205 | 24.2 |67 | 9.7 26.7 | 32.4
N v
REES SIS AEE
) 0. | 0.6 | 25 [0.5 [0.1 L8 | 0.6 9.3
LYNIN iz
it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it 100.0






OEBPS/Image00006.jpg
A ik Tk SRR it ] L ait
PN 875 875 1200 1050 864 881 5745
HA 15.2 15.2 20.9 18.3 15.0 15.3 100.0






OEBPS/Image00007.jpg
|2 S) HE A
AR RR | ARRRR B AR FT, FLTH 33.9 33.9
I TN ELRE 31.8
32.1
ik 5 AN B 0.3
PARTA —REHARN
5.5
P
N N RPN L5
AR
e HREEY L 0.4 10.7
S| e mousns L6
R R IO 0.6
LTS E YN L1 34.0
P IINGNE % YN 6.0
7.5
ity RIGA B L5
PURRAT A B 5.9
6.5
0.6
R 8.6
9.3
B R E 0.7

ait OB

100.0 (5034)






OEBPS/Image00079.jpg
H#11

ik BFER Ui - PR %

A # P AR b3 PR AR

S PRI EIATIGW | RG] i~ PP AL

SHEWABUWR, T2

IR PP AR A8 G
Wit AT )

FREBHE | RE# P R AARAE T8 BRAHE
B PRGNS S R

YlktT N PR A HR Erzdi

s






OEBPS/Image00083.jpg
E
#
*
&
#

Sy TE FEX X ¢

7

P PR R R R
ug@gmﬁg_a% 4

#
¢
A\Fiiiiiiea






OEBPS/Image00077.jpg
At BUfiE: HHSES 1. 244% 1.062
SIE: W4 E 1.099 1.051

LEET 0. 987 0.944

TRET 1. 060 1.027

FiA il iy 0.978 1.026
L] Al 1.059 1. 060
PRER 1.231% 1.170
WA 1. 040 1. 087xx

Ll 1. 060%+ 1..006

fi TR 1. 059k 1. 062%
e 0. 97 Lk 0.995

Eeti] R % 0. 780 0.703%
Ak BUATIH: 585 1.129 1.095
FUE R R 0.979 0.993
Chi-Square 422. 656 142.849

Cox and Snell 0.113 0.040

IN 3 3527 3527






OEBPS/Image00078.jpg
R

(i35 ik i E
A ik g HAR i HL Al ~

IR T2 PRI

Wz W)z W)z Eda

s
o T 8.3 8.2 8.7 8.8 8.7 8.6 e
i
Hili | =4
§ 19.5 | 2.8 | 43.0 46.8 45.2 33.1 THHE
® ik
LR ag

0.26 | -0.09 | -0.20 | -0.11 -0.16 0.10 AHE
BE | W
TR | 8%

) 0.08 | 0.04 | -0.10 | -0.22 | -0.11 0.08 AHHE

B | BT
itk =%

20.9 | 28.1 34.9 30.2 33.2 31.3 1R
i | A






OEBPS/Image00075.jpg
Xk
Bk
..+

o+

B.x,

..+

X +-

Bl

+

T,
lOgltﬂ—z





OEBPS/Image00076.jpg
E3ied —— B $kB 5/ | BiRl2: d%sY/
gl HHAZY HEARLYE

LIR30 0.823 0.738
0.888 1.376
HAB 0.719% 0.848
k20 pIS 0.561%% 1.462
e AT 05175k 0.839
Hofi AN TIFE/ 4D 1.014 0.981
2 it KRN (TiTe/ ) 1.002 Lol
#Pis KFERUAL 1. 400 1.668
K& 1.268 1.217
i 1.070 1178
PR SE 0.879%% 0.942
AR R 2 1..066 1.036
1.356 1.204
M 1. 3994k 0.947
L AL 0. 8844k 0.912%
A it I 1. 056+ 1.050
A7 Yol BUIRMR 0. 7075 1.010
i) 0. 450% 1.018
WA 1.186 1.389%
LS X e 3 0.975 1.040
AN | AR SRR 0.971 115






OEBPS/Image00073.jpg
) BUS 1 Bt/ | B2 SR/ | BUE 3. A/
(RS
ik ik ik
R A 0.720 1.014 0.969
AR 0.502 1110 0.956
AR 1.304 1.076 0.892
H0 I3 GBI 1.323 1.107 0.902
e L 0.926 1.024 0.93
st | ANBA U5 0.979 0.962 1017
Ak | KHOBA DI/ 1.035%xs 1.020¢ Lo17x
ZYPAAT: KEROLL 0.456 0. 462¢% 1.242
ES3 0.458 0.697 0.983
et 1.264 0.758% 0.857
IR 112 0.977 0.937
B AR 1.022 0.965 0.942
R
- FRNE: 2 bR 0.703 0.898 0.683%
ot 0.495%% 0. 6615+ 0. 765454
i
L 0.8608% 0.797s3% 0835w
A 0.927 0.9308s% 0.975%
e | HERR 1. 1488 0.973 1.010
Rk | wARR 0.945 0.996 0.999
ik | FRAR 0.977 09428 0.974
Gl 0.982 1015w 0.993%
)
HE5: kit 0.723 1 4d1ex 1.100
ik
P AR 0.745 1183 L191x
7 578,249
Cox and Snell 0.109
A 1999






OEBPS/Image00074.jpg
) (i3 i HA AE )
ES] I T4
JEJZ R Wz Wz EA]

zm 3.3 6.3 7.9 1.7 1.7 8.4 6.4
fopS Azm | 9.7 93.7 92.1 88.3 88.3 91.6 93.6
zin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100.0 100.0

NH 1706 | 1617 542 377 325 467 5034

Zn 20.9 | 281 | 34.9 30.2 33.2 313 21.2
R | Az | 79.1 71.9 65. 1 69.8 66.8 68.7 72.8
ez | WA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100.0 100.0

N1 1706 | 1617 542 377 325 467 5034






OEBPS/Image00071.jpg
& e AR

R TR Wz bz bz EdA]
YR 21.4 17.3 10.7 11.4 9.5 16.1 16.9
it 1.3 2.0 1.8 2:1 1.8 0.9 1.7
i 52.8 52.1 55.9 56. 1 55.7 54.7 53.5

AR 24.4 28.5 31.5 30.3 32.9 28.3 27.9

ait 100.0 | 100.0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N 1703 1616 542 376 325 166 5028






OEBPS/Image00072.jpg
.7
logit————=a,+ B, x, +
T i s





OEBPS/Image00070.jpg
FR R

SBR[ B

A ZA

a0 Hisy | Mo
1349 ESTN “IEE
4») 2415 bl 965
R 1711 PIEN N
RSV 2968 [(iE1°d
_ ] j Alit2:
3 $230) 3433 4586 | L5 ik 3099
— ek
i) 527 |—>
j£e3iS 252
Eere— j A k3
IhL R 157 403 ik 92
—_— Yt
bR 74
| IR 1269
| BREH 9
| ek s 130
| o [ | w

CNEO






OEBPS/Image00068.jpg
Bl 25 Nd Xt EEBAERET | 3 FEB A RE T
AR 1696 0.256 0.076
HETRE 1612 -0.086 0.037
HARWE 540 -0.199 0. 095
pIR 376 -0.107 -0.222
KR 325 0. 160 -0.107
FEE R 467 0. 104 0.084
At CRED 5016 0.029 0.012






OEBPS/Image00069.jpg
AHRA e BUS: MR | BUAS: XL
k] LES BHARAT | BHED RN T
WAL 2R ~0.001 0.07 148
AW 0.014 0.022
PR -0.021 0.041%
R 0.005 0.032
AR 0.023 0. 066%%%
AN B/ ~0.038 0.029
HEEB (JITE/4E) ~0.010 -0.010
ZUOAT: KERULE ~0.062#% ~0. 096k
i ~0.013 ~0. 0724k
PSR T 0.039% 0. 193485
o BN T 0. 167#% 0. 070%%%
B EBNA: 4 2 0.037% 0.0474%
oL 0.004
AL 0. 100%#+
e IR RS RIS ~0.051%%
b RTR WA FI 0.07784% 0. 133#x
Bt 0. 06 1%+ 0. 058##%
£l -0.010 -0. 0468
-0.027 -0.012
R 0.073%%% 0. 131%%
ik 013 -0.030
M 0.021 ~0.052#%
PRAERY 0. 083%#% 0. 155%s%
N 3909 3909






OEBPS/Image00066.jpg
k25 N e WA T KT G
VN e
AR 1701 .31 3.36 3.19 3.43 3.77 3.11
HETFIR 1617 .21 3.15 2.99 3.39 3.69 2.74
BRI 542 15 2.99 2.98 3.36 3.53 2.66
IR 377 . 20 3.03 3.02 3.30 3.45 2.72
WERE 325 .24 2.97 3.05 3.34 3.54 2.60
AR | 167 .45 3.19 3.13 3.43 3.73 2.78
SFEENRA | 5029 .26 3.19 3.07 3.39 3.68 2.85
VR4 3 4 5 2 1 6






OEBPS/Image00067.jpg
a3 X LEBHEKERET | X TR R R
CEIART) 2R

AHRRHE B 0.718 0.143

[SECYITON 0.773 0.123

WA 0.748 0.105

DES 0.076 0.863

RET 0.143 0.845

L 0.736 0. 020
RREJT 2 E 4 L 62. 433
KMO 0.713






OEBPS/Image00064.jpg
T

- 1
loglt_ a+B1x1+...+Bixi+...+kak

2





OEBPS/Image00065.jpg
BiR: A

AR WA i BUH3: FliE/
B3 [LESE 3 o1/ 185" AT
k2 ANBN I8/ 1. 056%% 1.036%
el FHEBN T/ 1.008 1.008
it ZHAKT: KR 1.423% 2. 163%%
Kt 1.346% 1485+
e 1.223% 1.163
WAL B2 1153 1.207
i 1.082 0.912
AW 1.010 1.343
] 1. 386% 1.120
AR 1.286 1..306
HE 0,899+ 0.872¢
it 0. 8088 0.906
0.649%x Lou
1.008 1214
A 0.997 Lon
HEH | AR RS IR 1.025 1.024
AR | AR SRS 1.017 1.099
L] P SR 1.918%sx 2. 065%#%
it S & 0.885 0.890
Bl 3e0 1121 0.944
™ 0.980%s+ 0,987+
1 503, 827 256,443
Cox and Snell 0.116 0.063
NH 1089 3950






OEBPS/Image00062.jpg





OEBPS/Image00063.jpg
it ke
1513 350 HA P W 3

i) g ISR Rz

A B2 N E]E

XF | EFEE 57.9 | 540 | 43.0 412 .5 51.4 52.2
¥ | HHES 19.5 27.8 43.0 46.8 45.2 33.1 29.6
g | B 22.6 18.1 13.9 12.0 13.2 15.5 18.2
WA | aiEs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100.0 100.0
i AR 1705 | 1616 618 301 325 165 5030
¥ BUFRAEE | 66.0 72.7 64.7 70.1 64.9 74.1 68.9
[ | 5.5 8.4 19.9 15.6 18.8 10.1 10.1
B 28.5 18.9 15.4 14.3 16.3 15.8 21.0
HiFEAE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100.0 100.0
% A 1706 | 1616 618 301 325 167 5033






OEBPS/Image00060.jpg
HR AERRE AR
ST T

FSNGEANMhR 0. 168 812
FHEE T AR 0.176 . 799
IREN SRS AR5 0.632 . 395
ENGERNR 0. 802 . 127
ESTYNCTIS PN IEN 0.785 . 198
RS E PR 0.277 . 655
R EPNNNEN 0. 704 . 207

KMO 0.844

fRRE T ZE I E 43 L 61.001






OEBPS/Image00061.jpg
BUE 1 XER 95

BUH 2 xR SR

A
RPN R LR A
AN e/ 0.002 0.028
FEEBN (JTTE/4E) 0.025 -0.005
ZIKT: Bhrh 0.000 -0.016
W
KRERBLE 0.026 0.019
e
LR R -0.012 0.009
Hufi
HARB -0.007 -0.014
PN A -0.011 0.010
AR 0. 034% 0. 036%
LR -0.007 ~0.004
PR 0. 137300k 0.010
. BT RS2 -0.016 0. 16455k
AE
E2 UNGRE LN 0.013 0.008
e -0.021 0.035%
A 0. 141%k% 0.001
P 0. 0953k -0.008
et T 0.000 -0.026
k3 ERTES -0.010 0.034%
A -0.021 0. 059+
YUETERH 0.064 0.037
N 5519 5519






OEBPS/Image00059.jpg
HANGE WEAE | NS | AALE | HRYE | £KY5

A WA BHA | ERA | SMEA [EE43 Kk

MR 1705 | 3.31 2.91 2.60 2.65 3.08 2.56
RWNEE27 1615 | 3.41 3.18 2.87 2.64 2.75 3.26 2.58
HETFR 542 | 3.37 | 3.20 2.79 2.62 2.74 3.37 2.73
ISR 377 3.36 3.21 2.84 2.67 2.79 3.31 2.75
HHAR 325 3.34 3.18 2.77 2.67 2.77 3.37 2.71
AELERE | 467 | 3.29 | 3.04 2.71 2.58 2.66 3.24 2.52
5031 | 3.35 | 3.14 2.85 2.62 2.71 3.22 2.60






OEBPS/Image00057.jpg
ERST

AL TEIAL: 22K 0.027
2 ik HARBE 0.025
IR 0.022
R -0.005
AR 0.017
AN (TiTe/4) 0.031
KEEWN (Jige/4) 0.008
SZHFRT: KERUL 0. 042%
et 0.002
0. 24 1%
0. 10455x
E VAN R Al N 0.017
LA 0. 114
RS 0. 064k
A | M B 0. 000
i -0. 008
P IR R ~0. 080+
PEE R 0.109
N¢ 5530






OEBPS/Image00058.jpg





OEBPS/Image00055.jpg
PR hgx A
T
M2 R TR Bz iz VA
ZiRE 21.7 19.5 18.3 24.1 25.2 26.3 23.5
MR | 56,1 57.2 55.5 55.7 19.5 57.8 56. 1
ARAEBE 1.1 14.7 19.0 13.8 15.7 12.0 13.7
LG 3.6 6.2 6.1 4.0 5.2 3.2 4.8
GRS 1.4 2.5 11 2.4 4.3 0.6 L9
it 100.0 | 100.0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NE 1706 1617 542 377 325 467 5034






OEBPS/Image00056.jpg
VAT ) A2 Ao | A | HAR NGB g R oy
T4

BLLLUF 22 JRJZ Wz Bl EH

MEA | 681 | 64.7 | 70.1 1.4 69.5 69.4 67.7

AA | 27.3 | 20.7 | 2.3 24.7 28.9 28.3 28.1
BAHAE

4.6 | 56 | 2.6 4.0 1.5 2.4 4.2

EEIEER 56.8 | 51.9 | 63.1 63.9 59.1 60.8 51.0
HIbES 36.0 | 38.5 | 34.1 33.4 39.1 34.0 36.4
A E A 7.2 | 9.5 | 2.8 2.7 1.8 5.1 6.6

WA | 757 | 73.2 | 79.0 79.8 7.8 80.7 76.2
IR B

HMFA | 203 | 22,2 | 19.0 18.3 20.3 17.1 20.3
L33

LA 4.0 | 4.6 2.0 1.9 1.8 2.1 3.5

MEA | 80.9 | 814 | 87.8 89.4 85.5 85.2 83.2

A | 16.2 | 14.7 | 9.8 8.5 13.2 13.7 14.0

ZeTEA 29 | 3.8 | 24 2.1 L2 1.1 2.8

Mf | 73.3 | 73.3 | 85.1 85.1 83.1 79.0 76.6
R EIN

FMA | 20,6 | 21.5 | 13.3 13.5 15.4 18.8 19.1
W

%A | 6.0 | 52 | L7 1.3 L5 2l 1.3
Hi A 1706 | 1617 | 542 377 325 167 5034
TR 8.3 8.2 8.7 8.8 8.7 8.6 8.4






OEBPS/Image00053.jpg
A5 NS WL
R 1703 0.01
TR 1615 -0.17 -0.03
HARB 542 0.12 -0.03
BB 376 0.17 0.00
MR 325 0.23 0.06
AR 467 -0.07 0.10
ait CPYE0 5028 -0.02 -0.00






OEBPS/Image00054.jpg
B BRI g MA RF

B2 Byt A R T

ST
FRiAEVEES Importance’ FRAEVEES 4 Importance
e 0. 156+ 0.122 0.028 0.044
REEBAN 0. 099+ 0.117 -0.026 0.016
AR 0. 10033 0.097 0. 069k 0.122
E/ NG| 0. 28 13tk 0. 655 0. 1514 0. 809
Bl fir 0. 053k 0.009 0. 0 0.009
A 5007 5007
PR AL 0. 132300k 0. 0273k






OEBPS/Image00051.jpg
HE | e | EW | EE | KE | HX | e

WOk AN
R | M | KT | &M | KR [LON
HRIRE 1706 | 2.77 | 3.34 | 3.19 | 3.24 | 3.99 | 3.57 | 2.82
TR 1617 | 2.79 | 3.08 | 3.05 | 3.11 | 3.99 | 3.52 | 2.73
HAHZ 542 3.22 | 3.16 | 3.22 | 3.17 | 4.04 | 3.60 | 3.04
PR A 377 3.17 | 3.22 | 3.24 | 3.27 | 4.05 | 3.63 | 3.08
EHHE 325 3.03 | 3.16 | 3.34 | 3.38 | 4.01 | 3.74 | 3.19
AEEME | 467 | 2.81 | 3.07 | 3.19 | 3.12 | 4.08 | 3.63 | 2.98
A CP¥) | 5034 | 2.87 | 3.19 | 3.16 | 3.19 | 4.01 | 3.58 | 2.87






OEBPS/Image00052.jpg
AL B SR R IR AT BT TGRSR T R

Jr T HPEAA AR 2AHF)
AR 0.570 -0. 030
k2> PR 0. 663 0.173
AWK 0. 805 0. 240
AR A ! 0. 695 ! 0. 269
FEEFF | 0.015 | 0. 884
A ‘ 0.311 0.735
FEEPN 0. 746 0.110

21.35

wRENESL | 64
KMO ]






OEBPS/Image00050.jpg
BRI VNG|

[EES OF 3¢
kR HER L= PTE TR
vtk 18 11.2 62.5 20.0 3.6 1127
EqE] L9 16.7 60.7 17.4 3.6 987
I 0.4 10.9 51.7 25.2 5.3 993
KA 0.7 7.0 56.9 22.2 8.0 1000
PRI L1 8.6 72.8 10.4 2.7 1104
PUESN L2 14.2 68.8 1.8 2.2 1012
i 4.4 13.1 57.4 17.2 5.5 1000
HA L1 12.5 56.0 24.4 5.0 1042
g 1.0 3.9 74.2 16.2 3.0 996
i L1 14.7 51.0 23.7 9.0 -
BN 1.2 12.0 57.5 21.7 5 1020
s 1.3 7.0 67.1 18.5 5.9 1574
i (2002) 1.6 10.4 46.9 26.5 14.6 10738
i (2006) 0.5 6.2 41.0 29.3 23.1 6789
P CRBEZ, 2013) 0.8 6.5 51.3 21.5 14.0 5032






OEBPS/Image00048.jpg
ESWNC] KER L Kt i rhe A W K LTF
TR 2.7 7.8 12.9 17.2
R 20. 1 26.1 29.4 28.1
= 65.7 58.6 51.5 48.1
hgerh L)z 10.7 7.2 5.9 5.8
e bR 0.8 0.4 0.4 0.8
ait 100.0 100.0 100.0 100.0
N 513 567 1097 3563






OEBPS/Image00049.jpg
E/UING 173 RUF 1-473 76 4-TJi 7% TF AL
T 19.8 11.6 6.9 3.5
[ 27.3 29.7 23.9 17.3
g 16.6 52.0 58.8 69.5
thgxeh 5.6 6.0 10.1 8.8
e 0.7 0.8 0.4 0.9
#rit 100. 0 100.0 100. 0 100.0
N3 2252 2515 507 318






OEBPS/Image00046.jpg
[EE:ST 25} Wil W ALBEE B 2 5 LRATIEES
WOl SOAL: 3RS 0. 123%k+
VA -0.014
HAWR 0. 036+
P A -0.029%
S
& AR 0. 060k
i W 0. 058k
RERUE 0. 121k
N 2N VD) -0.019
FEEN (TiTe/ ) -0.018
HHRGG TR 0.014
g HEA RN R -0.009
ik FREA R -0.020
Z 5 AR N LBUE ) 0. 3593k
HHsY
AL R 0. 06635
£ 0. 189
BUATIS: P33 50 0. 317k
FebA
P 0. 0853k
S 5 0. 055%k%
VOEHERM 0.476
AN# 5541






OEBPS/Image00047.jpg
kAL P
e | ie )
) ) A | hER | gm Ty
E/VNC) R TR
Wz iz Wz
HETR 17.2 17.1 7.4 5.9 6.2 1.3 14.0
EhTFR | 25.4 32.9 26.8 25.0 19.7 24.4 27.5
Hgxe 50.6 | 43.7 56.3 63.8 60.9 57.2 51.3
Hed bR |56 5.7 9.2 4.5 12.0 6.9 6.5
L1 0.6 0.4 0.8 1.2 0.2 0.8
100.0 | 100.0 | 100.0 100.0 100.0 100.0 | 100.0
1705 1617 542 376 325 467 5032






OEBPS/Image00044.jpg
BRI NN FEEWN

59T 0. 374k 0. 2765

&R A R 0. 338%8x 0. 2754k%
CRNAINZE I 3 0. 030% 0.015






OEBPS/Image00045.jpg
o . | HREARAN | H5FRAR
KT N HYUT e » w
A ik
KEJU L 514 2.56 3.03 111
K& 567 2.48 2.75 1. 46
LA 1099 1. 14 1.45 1.84
BIth LR 3565 0. 40 0. 56 1.98
it 5745 0.94 1.17 1.83






OEBPS/Image00042.jpg
WERERMRE FIIA | 4 e AR ] A
ki &R TR [ iz A
#AHG 88.6 75.0 4.9 35.8 24.3 74.9
eSS 2N 86.1 72.5 36.0 39.8 33.8 62.1
HETFRAR 44.3 45.1 59.4 57.0 43.1 35.1
5 ERARAREILE | 40.9 33.8 17.9 18.3 11.4 28.5
N4 1706 1617 542 317 325 1467






OEBPS/Image00043.jpg
H5HSTH | SERHEARN | SHeTREAR

LASIA LA NS
LRI 1706 0.24 0.33 1.92
TR 1617 0.62 0.82 2.05
HARMZ 542 2.00 2.75 1.39
TG 377 2.50 2.50 1.35
IR 325 3.92 3.35 2.28
W 467 0.78 1.53 2.83
At CP%0 5034 1.01 1.22 1.97






OEBPS/Image00040.jpg
Z5EHNA | S5EERING
Z 5T N3
A BURENFLE
R 1706 0.0217 0.0111
HETR 1617 0.4533 0. 2548 0. 0860
BRI 542 1. 4982 0.8838 0.2454
pIN ALy 377 1.5942 0.8912 0.2016
IR 325 2.1077 1.0708 0.4523
AHEAERZ 467 0.1863 0. 0707 0.0343
ait Cr 5034 0. 5870 0. 3232 0. 1027






OEBPS/Image00041.jpg
g | amn e e HA EH

R T2 iz Wz N7 EH

—HZW®K | 819 90.0 92.2 95.8 94.8 93.6

E9 —HEJLK 10.6 9.4 7.4 4.2 5.2 6.0
MARBER L5 0.6 0.4 0.0 0.0 0.4

—~HER | 4.9 80.0 89.8 91.8 92.3 86.5

Mk —4EJLK 18.8 17.6 8.9 7.4 7.1 1.8
MABE R 6.3 2.4 1.3 0.8 0.6 17

[k AW | 49.8 66.0 83.0 85.7 84.0 69.1
(LRSS |~ 15.4 20.9 1.8 10.9 10.5 17.2
BR) MABE R 34.8 13.1 5.2 3.4 5.5 13.7
Nt 1704 1615 542 377 325 467






OEBPS/Image00037.jpg
* e HA Gt | R
MR

il R bz B Bz
ISR %8 5.7 | 210 26.3 | 36.9 4.9
% JA7 1 5 0.4 1.8 6.5 4.8 5.2 1.5
“ TR 0.2 12.6 | 33.2 28.6 32.9 4.3
:1 AR B 0.1 2.1 6.6 8.0 6.5 1.3
5 USRS 97.3 90.4 | 53.9 55.2 48.3 82.4
Z5% o4 9.6 | 46.1 4.8 | 517 17.6
4k THLBRALBUR B 0.1 32 8.9 8.8 9.8 Ld
#* AU 5 0.2 2.6 6.3 8.0 8.6 0.4
| SR PO AR 0.1 3.0 1.3 9.8 1.4 0.4
2] kLA 5 0.0 11 9.0 4.8 8.9 0.2
4| DLRAgURZ 99.7 | 98.7 | 78.6 83.3 | 76.9 93.8
EN S5 0.3 L3 21.4 16.7 23.1 6.2
N :ai 1706 | 1617 | 542 377 325 467






OEBPS/Image00038.jpg
e i HA A A
AR )
i)z TR Bz W) B
FAS 0.2 6.5 23.1 27.3 35.1 3.0
P ] 0.5 3.0 12.4 9.8 12.9 2.1
TRAH 0.2 12.9 36.3 3.3 35.7 3.9
* TEIRALS 0.1 3.5 10.3 13.5 12.9 1.7
Bl BLEABNE R
99.4 94.9 56.6 51.8 52.3 84.0
5] %l
L5 0.6 5.1 43.4 42.2 47.7 16.0
AL 0.1 4.4 1.4 12.2 13.5 1.3
MM 0.2 3.8 10.9 13.5 13.5 0.9
A | BRERE/SGEEA 0.2 5.3 14.9 13.5 17.5 a
L3 LA 0.2 1.8 1.8 8.5 10.8 0.6
il | LLEAguE Ak
99.5 97.4 73.8 74.8 69.5 90.7
2] ]
L5 0.5 2.6 26.2 25.2 30.5 9.3
AEtrit 1706 1617 542 377 325 467






OEBPS/Image00035.jpg
RN E BRI th 5

24 hgx A L
i AAEE, R BRI 5 JJz TR Bz Bz
BN TA 0.0 2.7 1.7 2.4 6.5 5.2
BN A AR 7.4 | 511 58.3 58.1 59.9 52.6
L'ON SRR 14.3 27.4 21.9 3.3 20.4 28.3
BB RAGT A i 14.3 18.9 12.2 8.2 13.3 13.9
#it 100.0 | 100.0 | 100.0 100.0 100.0 100.0
NE 14 1612 542 317 324 166






OEBPS/Image00036.jpg
IA e [ A pIsiTl EH B
TR KE | T Bz Bz EdA e
BR(HON 2.80 | 2.78 | 2.96 2.94 3.16 3.01 2.90
It 3.00 | 2.59 2.99 3.11 3.33 2.91 2.83
TAREREE 3.13 | 3.10 3.52 3.66 3.60 3.33 3.31
AR ) 2.87 | 3.02 3.46 3.56 3.57 3.13 3.22
TAekeEtE | 3.27 | 3.12 | 3.60 3.60 3.66 3.27 3.33
R 3.00 | 3.11 3.41 3.50 3.54 3.33 3.27
N4 15 1615 541 377 325 164 3337






OEBPS/Image00033.jpg
T | e e HA I H A E

B R T2 B2 Bz B 2 Wz
R 0.0 8.2 4.4 5.8 6.8 6.2
% 100.0 | 91.8 95.6 94.2 93.2 93.8
it 100.0 | 100.0 | 100.0 100.0 100.0 100.0

N 15 1616 542 377 325 467






OEBPS/Image00034.jpg
Flk AT fig e e AR HEL AE

jid &Sz TR Bz 10 Bz A
e 7.7 4.8 3.4 2.4 3.2 2.5
HArhe 15.4 19.1 6.9 7.9 5. 10.4
—f% 7.7 14.5 9.9 9.1 6.4 8.1
AT fig 46.2 38.8 13.6 15.6 42.9 43.7

AR AR AT

. 23.1 22.8 36.3 35.0 41.8 35.3
it 100.0 | 100.0 | 100.0 100. 0 100. 0 100.0
13 1034 166 331 282 405

AN#





OEBPS/Image00031.jpg
AN 524N N A AR )
R 13 50
TR 1608 55
HAWZ 542 44
I AR 376 44
IR 324 45
AEEN R 460 64
AN CEER 1) 3323 52






OEBPS/Image00032.jpg
R A 4 N e TAE P8R
R E 1706 0.01
e TR 1617 1.67
AR Z 542 1.07
pas 37119 377 1.27
HH)E 325 1.48
467 1.87
At G 5034 0.97






OEBPS/Image00039.jpg
P

e e
ST R 5 ) R A pis wH Ak
JRJE Rz
W2 W W | ke
AL T P AR 1) 0.1 4.0 13.3 8.5 17.5 1.3
EENEHEIN S 0.1 2.3 7.2 5.0 14.2 L5
AL AJENESS o 0.0 1.5 2.8 3.7 8.3 0.4
B R 0.2 0.9 1.3 2.9 5.2 0.2
N3 1706 1617 542 377 325 467






OEBPS/Image00030.jpg
T HARH P
BEF
7 J2 Bz
£ 5.3 7.9 24.2 29.8 38.8 18.8
B 94.7 92.1 75.8 70.2 61.2 81.2
it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NH 1706 1617 542 376 325 467






OEBPS/Image00026.jpg
e ke HAR PSS e A
L5

R T2 Bz Bz Bz RV
T )5 42 21.2 48.2 46.7 50.8 21.4
AL 83.8 43.2 14.9 14.9 18.2 29.8
MERAR 1.3 5.0 7.0 6.6 4.9 342
HLAEALS 3.5 22.2 22.0 25.2 19.7 42.0
Fefin 4.2 8.4 8.0 6.6 6.5 3.6
it 100.0 | 100.0 | 100.0 100.0 100.0 100.0
PN s 1705 1616 542 377 325 467






OEBPS/Image00027.jpg
25 ke HA s3] ey
T T2 W)z iy 2
i 7.7 23.6 69.4 67.8 61.3
IR
R 4.7 18.5 15.7 19.4 15.7 18.5
g 2.6 2.3 1.4 8.5 8.9 4.1
[aRE
R 6.4 18.9 45.8 5.9 L2 21.0
2.6 3.0 1.4 1.7 10.2 3.6
W
8.2 18.9 6.1 50.4 50.5 21.8
2.8 4.0 127 T 1LT 4.5
ity
R 16.4 26.4 50.7 53.8 8.9 310
2 6.2 5.9 6.6 6.9 8.6 6.4
TR BERRRE
73 2.5 32.9 34.5 1.9 1.8 35.8
P 7.5 8.5 18.5 21.0 23.7 1.1
[ e
[L7S 21.0 35.2 56.5 57.8 55.1 34.7
PN 1705 1617 542 317 325 1467






OEBPS/Image00024.jpg
T | MR | B PN
LAX1Z:20 N St
Hii pats 3] b2
LRI 1706 107 | 0.42 | 0.79 | 0.37 | 0.40 | 0.03 | 0.25 | 0.21
LT 1617 1.66 | 0.56 | 0.18 | 0.54 [ 0.35 | 0.09 | 0.26 | 0.17
HoREZ 542 2.86 | 0.79 | 0.46 | 1.59 | 0.39 | 0.47 | 0.41 | 0.26
PR 377 2.72 | 0.70 | 0.43 | 0.90 | 0.34 | 0.39 | 0.38 | 0.17
R 325 | 3.61 | 1.30 | 0.56 | 1.43 | 0.65 | 0.72 | 0.81 | 0.39
AE LR 467 | 2.24 | 0.79 | 0.31 | 1.29 | 0.47 | 0.21 | 0.37 | 0.28
P 1.85 | 0.62 | 0.23 | 0.75 | 0.40 | 0.19 | 0.33 | 0.22
TR 1 3 6 2 4 8 5 7
£5% R H/AEHD | 3.37 | 3.10 | 4.39 | 4.30 | 191 | 24.0 | 3.24 | 2.29






OEBPS/Image00025.jpg
ARG CPI5K)

fEp N (Jit)

e N s TR N3 ifE
[ | 1681 124 621 47
T | 1596 93 859 53
BB | 538 81 391 107
AR Al | 372 87 298 106
B | 321 97 266 137
AEM R R | 463 96 273 55
wit CF) 4971 102 2708 74






OEBPS/Image00022.jpg
AR EPEES
FREWN 0. 24T#%%
2P mhhE 0. 623k
KERL L 1. 982k
Blk: HARKE 0. 359
INE TR 0. 205
EHHE 1. 802:k%
BENLERZ 1. 383%kx
H2RZ 0. 496t
YesE R 0. 328skk

AN

4993






OEBPS/Image00023.jpg
——— THEE | SSBAN | THRE | Bk | KERAR
W Y T YR [LON ) 2]
HARBR 6.57 2.72 9.76 0.359 1.255
P 6.00 2.15 8.49 0.205 0.941
R 8.74 4.89 13.18 1.802 2.100
AE LR 5.98 2.13 7.23 1.383 0.630
MR 2.77 -1.08 2.89 -0.496 -0.442

ZHA: HETRE 3.85 4.68






OEBPS/Image00020.jpg
TR

i e HAR B R
Bl

SR TR Bt B B Jz Ed

2.3 5.7 21.0 26.3 36.9 1.9

97.7 94.3 9.0 73.7 63.1 95.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A 1706 1617 542 377 325 167
% 61.9 2.3 43.7 5.5 24.3 9.3
% 38.1 57.7 56.3 48.5 5.7 50.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706 1617 542 377 325 167






OEBPS/Image00021.jpg
A2 AT E4:350ON
[ 2.89

TR 3.85 4.68 0.82

HARKZ 6.57 9.76 0.67

pAR iy 6.00 8.49 0.71

6.69 9.44 0.71

R R 8.74 13.18 0.64

R LR 5.98 7.23 0.83
3y 4.45 5.69 0.78






OEBPS/Image00028.jpg
e | x| Hok | pwn | wm | By
W

| PR | wE | we | ne | Ene | s
SR LRk

2.60 2.69 3.01 2.99 3.08 2.75 2.75
BEAFREAT
WRET, WAL

2.60 283 .22 3.14 3.29 2.9 2.88
B T AR
I B R

& 10 3.56 3.99 3.86 3.94 3.62 3.50
R 4% 5
WA LA

3.14 3.45 3.90 3.90 3.87 3.61 3.47
it
N 1703 1617 542 377 325 467 5031






OEBPS/Image00029.jpg
HA I g
LT H

i) T2 iz Bz Bz
NS Hk 31.6 37.9 57.3 60.8 4.5 48.2
AT 14.7 16.5 1.1 7.5 10.0 12.8
AL 2.8 3.5 6.7 7.2 10.6 (51
WA, BEEE 29.7 35.2 19.9 19.5 18.7 27.4
BEE 2.3 3.7 15.2 17.6 312 12.4
it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AH 1706 1608 539 375 321 1467






OEBPS/Image00015.jpg
AR LAA Lo KM
HRRE 11.4 59.2
HETRE 35.0 28.9
BB 17.8 2.9
PSSty 12.8 1.5
53.6 1.9
LR 10.1 2.4
FE MR Z 12.9 5.2
&t (AHD 100.0 (2664) 100.0 (2370)






OEBPS/Image00016.jpg
Il s il IR Fifg =M b
ALLRSR 40.3 34.3 26.8 6.8 59.7 41.2
AT 27.4 34.9 38.6 40.2 18.9 28.6
h HARMZ 1.0 7.7 1.8 19.7 4.2 9.3
| IR 5.8 5.8 8.3 12.2 5.0 7.2
Ly FHIBY S 4.4 5.9 5.5 13.7 4.0 5.0
% | R ERE 11.2 1.4 8.9 7.4 8.2 8.7
it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100.0
N3 730 831 1110 831 767 762






OEBPS/Image00013.jpg
40 5 BT

40 Lk

Wi | Ll HRTFRE Lt e HRTFRE RIS
: | 313 2.4 10.7 13.5 0.3 0.2
| 25.6 8.3 5.9 19.4 2.3 0.0
3 | 21.1 26.0 12,9 21.1 22.0 4.2
I 22.0 63.3 0.5 0.1 75.3 95.6
it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A I 709 743 908 1249
R 574.674 981. 410






OEBPS/Image00014.jpg
e e HAR I Y AE
HIX
RS TR iy iy Bz A
i 17.8 57.6 87.5 90.7 82.8 73.7
AH 82.2 42.4 12.5 9.3 17.2 26.3
it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ON-9) (1706) 1617) (542) [€4p) (325) (467)






OEBPS/Image00011.jpg
= g Hite | ik
RETEE™
HhIX GOPH | R | B | R | REN | R | TR
KE | T2

[LON Bz W B2 | EBE | Al ALt

HH 1.33 1.68 3.54 3.46 2.76 4.38 3.68 2.67 2.11

Hilt | 0.86 | 1.61 [ 3.28 | 3.21 | 3.06 | 4.21 [ 2.95 3.81 2.04
FUR | 0.96 | 1.96 | 5.47 | 5.49 | 3.60 | 8.85 | 510 | 570 | 2.79
e | 120 | 269 | 6.69 | 6.56 | 4.95 | 9.74 | 4.26 | 5.58 | 2.07
Eil 67 | 1.53 | 3.33 | 3.67 | 3.04 | 4.80 [ 2.60 | 4.97 | 2.18
i 46 | 172 | 3.04 | 3.17 | 3.44 | 3.35 | 2.38 | 6.61 177

ole|e

Ty 85 1.94 4. 66 4.83 3.72 6.99 58 5.48 2.40

&






OEBPS/Image00012.jpg
. e [ AR PG R Al
RS TR bz Wz Bz EdA
KR L 3.0 1.2 34.5 26.0 29.2 4.9
Kt 1.6 4.9 29.0 29.7 26.8 7.1
wrhe 6.6 23.7 23.1 27.6 24.6 20.6
I BB F 88.9 70. 1 13.5 16.7 19.4 66. 8
it 100. 0 100.0 100. 0 100. 0 100.0 100.0
N¥ 1706 1617 542 377 325 467






OEBPS/Image00010.jpg
ok N RELON
SRR | RRRR kAR 1706 0.85
v 1600 1.94
AT 1.95
17 2.40
AT~
275 1.66
ENVE
AR AR | s | o5
A
st | s | am | s
Bz
22 3.80
i 79 3.21
% e L I 32 6.09 1.66
EUA IS NN 2 N 301 3.46
3.72
A 76 1.76
A PFREMAR 296 6.42
6.99
bz EEEUN 29 12.83
R | AEGEE IEREE
3.58
TR | AR | = 5,47
5034 2.49






OEBPS/Image00019.jpg
Rz N TR

HERE 1706 48.2
HETE 1617 41.8
BRBZ 542 37.7
P AL 377 36.4
EH 2 325 42.7
AEAEHZ 467 40.2

#it 5034 43.0






OEBPS/Image00017.jpg
—— YARPTAT EEV IS ST it
R EEede R
LR 0.1 0.0 0.5 0.0 0.0 0.2
HETFR 39.9 8.1 8.3 52.4 36.8 1.8
SR g 60.0 51.9 5.2 47.6 63.2 28.0
HARW 32.0 25.0 1.7 9.5 30.1 3.9
PR A 16.5 13.1 8.6 1.9 17.3 4.8
I 1.5 13.8 8.1 26.2 15.8 1.6
AEA R 0.0 0.0 22.8 0.0 0.0 14.7
it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A 729 160 1761 42 133 1436






OEBPS/Image00018.jpg
SR Al ok e
Bl AL PNz E)
LIPS AL HApL [Eik3
il
IR 5.1 0.2 0.0 0.0 0.6 0.0
HRTFE 14.1 52.8 29.5 32.6 6.9 67.7
L 7 S 80.8 47.0 70.5 67.4 52.5 32.3
HABZ 2.6 19.9 47.4 2.3 2.3 5.1
I A 46.2 14.1 14.5 39.5 10 10.1
g ly=) 30.8 12.7 8.6 25.6 14 14.6
RIEH A 1.3 0.3 0.0 0.0 7.8 2.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ON -9
s (1782) (325) 3) (956) (158)






